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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版）

相较于2008年的第二版，这本Werner Faulstich的《电影分析基础教程》根据在此期间出现的文献而更新。为了使这本书的篇幅不至于过厚，因此一些较老的文献说明在这次的最新版里面将不再存在。

除了大量的针对电影分析作为媒体研究和不同的类型电影单个研究之外，注意力首先是在“电影分析”上面。Alice Bienk在2008年出版了《电影语言：互动的电影分析导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第三版。这本书所涉及的是故事片最重要的结构和情节结构。这本书是按模块的形式为自学者而设计，然而在内容上不超过已经存在的“导论”。

同样地，Werner Kamp和Michael Braun在2011年出版的《电影的视角：针对学校和大学的电影分析》这本书中未能提供相关参考文献，它的科学性的语境是无法被识别的。除此之外首先是来自汉堡大学的两本媒体专著，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重点。在没有改变当前电影分析范畴的情况下，更加详细深入地分析每一个中心观点。

2008年Jens Eder出版了《电影中的角色：角色分析的基础》。在这里关于角色分析的系统范畴和方法以及它的相关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将发展出对于角色分析和角色接受系统化的类别和行为方式。角色的作用将以《死神与少女》（波兰斯基，1994）中的角色为例子来证明。该书的中心是角色作为“虚幻的生物”“艺术品”“象征”和“症候”这四个维度之间的区别，以及“想象的近与远”和“感情投入”的概念。

2011年Markus Kuhns出版了《电影叙事学：叙述理论的分析模板》。作者从这种适用于叙事的印刷文学的类别发展出了一个电影叙事学，他将这种叙事学理解为是基础性的并可以同其他视听表达方式进行跨媒体的联系。主要的类别有：叙事机构，聚焦、时间建构和叙述层面的结构。

由于作者在此期间已经退休，所以这本书的修改任务就由我来完成。我感谢作者和Fink出版社对我在电影分析专业知识能力方面的信任。

Ricarda Strobel

吕讷堡，2012年10月



序

《电影分析基础教程》这本书的产生基于一个幸运的偶然。近三十年里我一直从事着电影分析的研究，看上去要到头了。我最早的作品《电影分析导论》，自1976年就有了，开始的时候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自1980年起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修订版本。它不止一次再版，而最新的一个版次已经售完。当时作为补充的《电影分析模式》（1977，同Ingeborg Faulstich合著）一书已经很久都没有出售了，其他一些相关的书籍也是这样，比如《电影美学》（1982），论文有《电影分析的新方法》（1983，英语版1989），论文集有《跨学科间的电影分析》（1988，同Helmut Korte合著），以及出版了五版的《菲舍儿电影史》（1990—1995，同Helmut Korte合著）。同样作为最初“导论”一种补充和扩展的《电影阐释》（1988）这本书也已销售一空，无法在市场上购买到了。

恰恰是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一本书，在这本《电影分析基础教程》里所有主要的发现结果与实践—教育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这些经验可能来自图宾根、班贝格、锡根、吕讷堡和苏黎世的大学课程，来自布伦瑞克视觉艺术的高校，来自慕尼黑电视和电影的高校以及迪林根教师深造机构里的成人教育课程。我不想回避这个迷人的工作，尽管在此期间德国市场上也出现了其他的电影分析导论——尤其是Knut Hickethier的《电影电视分析》（1993，当时第三版），Helmut Korte的《系统的电影分析导论》（1999，当时第二版）
(1)

 。它们的贡献与成就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却有别于这本《电影分析基础课程》，这本书完全适用于还不熟悉电影分析基本知识的初学者。

我整理了以下一些根据我个人经验而被证实的建议。基于这个原因，几个在吕讷堡应用媒体研究机构被用于媒体研究的电影分析被优先提出。教学法的双重目标是：有意地使电影分析基本类别和方法理论化，同时通过大量的例子来解释它们正确的用途。这意味着：读者被启发并能够去实践自己的电影分析。在这至少应该提及一下，我在方法方面持有一个自己的坚定立场。

自《电影分析基础教程》出版的几年里，不只是上面提及的由Knut Hickethier和Helmut Korte的书被再版，更多详细说明电影分析的新书也问世了。
(2)

 这里要提及其中的五本，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全新的分析策略和方法。

——2003年的时候，Yunju Kang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在后现代的政治电影——第三世界的电影分析和可能的电影产生方式。”这里与Frederic Jameson一部所谓的与电影分析相关的作品有关，这部作品应该首先研究的是“寓言”和“空间”，在此却是完全陌生的，当时也是没办法查明的。Kang的研究含蓄地指出了不断增长的文化空间的意义，这种文化空间可能至少在“文化冲突”方面被电影分析所包含。

——在同一年里出现了Lothar Mikos的《电影-电视分析》。它不仅毫无顾忌地用了Hickethier的标题，还用了Hickethier、Korte、Faulstich及其他人导论里面的内容。这本书被Ralph M. Bloemer批判为：“有些地方非常混乱，有些地方只是表面性地对现有问题的再加工。”（传媒学Jg.1/2004，S.100f）

——同样是在2003年，Yvone Ehrenspeck和Burkhard Schäffer出版了《教育学领域的电影-图片分析》，其中还包括洛塔尔·米科什的作品以及雷恩纳·温特的《文化研究视角》。温特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原则性的电影分析作为文化分析的适用性。

——Jürgen Kühnel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电影分析导论》，它由两部分组成：①电影的符号（灯光、摄影机、颜色、蒙太奇、对话、音响、音乐）；②故事片的编剧学（情节、人物和结构）——和早年出版的Faulstich系列十分相似，可是没有涉及标准/价值和电影主题这一领域，也没有命名书中所引用的书籍。

——2005年Thomas Kuchenbuch将他之前的《电影分析》（1978）重新加工并推向了市场。在此期间被大量作家所引用的关于电影分析方面的作品可惜在此已没有用处了，更谈不上去继续发展这些方法。

奇怪的是，当前这本《电影分析基础教程》和他之前大量的作品都无一例外被排除在那些关于电影分析的新书的参考文献之外。通过一个科学的讨论，研究的状况可以得到证实、加工，并通过新的知识而得到推进。然而这样一个科学的讨论在所提及的新作中没有出现。遗憾的是，很多早期的带有准确分析单个电影的文集也是这样的。

在新版中，作者更正了一些错误，更换了大量的插图，更新了文献说明。此外，对于几个电影类型又增加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针对恐怖片，对其他类型而言则相对较少，如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但是情色/色情电影却是一个例外：它是至今最为成功的电影类型，畅销且需求不断增大，却一如既往地没有被研究领域重视。这样一种情况或许可以归结到这一点：这一电影类型逐步地脱离了影院，也就是脱离了Video/DVD的形式而进入了网络。我们应该研究这些针对“跨文化电影阐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至少在方法上要运用一种新的目光（6.6章节）来取得丰硕的成果。这种关于文化冲突的电影，比如最近流行的“宝莱坞”或者印第安电影涉及的都不是新的、独立的电影类型。从严格意义上讲，目前为止经过检验的阐释方法对于这些电影来说不再适用，因此必须要有新的方法得到检验。

应用媒体研究机构，吕讷堡大学，

2008年2月



————————————————————


(1)
  Knut Hickethier和Helmut Kort的书在此期间已经分别出版到第五版和第四版了。


(2)
  之前所提的Alice Bienk的《电影语言：互动的电影分析导论》在交稿后没有出版。纯粹的教学法方面针对课堂的指南在此不会特意地被涉及（如：Peter Beicken：Wie interpretiert man einen Film？Stuttgart：Reclam，2004），这些指南在各种情况下都被选择性地保留并且也都不被认为是科学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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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剧情片作为电影分析的对象


电影分析的两种类型



有两种电影分析的类型必须被区分。因为人们将电影广泛地理解为一个高度综合的媒体，所以电影显现出的不同领域和方面在分析电影时必须与之相对应。电影分析在第一层意义上应该是一个广泛的媒体分析，媒体分析这一部分将会在之后更加详细地阐释（见1.1章节）。接下来是在第二层意义上来理解“电影分析”：将电影分析作为产品分析，作为单个电影的分析。


电影作为剧情片



当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电影类型：比如在研究和教学领域中所使用的科教片；在媒体中作为一个独立部分的纪录片，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电影；动画片；实验电影；观光片；PR电影
(1)

 以及一些其他不同用途的电影。偶尔也会有混合形式，比如一些纪录片会包括一些扮演的场景或者戏剧的部分。最后我们还应该知道，那些大量的每天被各个电视台播放的电视情景剧、电视电影以及电视剧等不能和电影（Kinofilm）混淆。在本书之后所讨论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指在院线电影中单个的、作为产品的剧情片。尽管许多其他电影种类和剧情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些相似之处在这里都应该被排除在外。其原因我们也将会在稍后进行解释（见1.2章节）。

因此本书只是指在产品分析意义上的剧情片。


 1.1　电影分析作为媒体分析（生产、传播、接受）

院线电影所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媒体，它是机构化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一个关于特殊效力和社会优势之间的组织化的交流渠道。因此，电影分析尽管和电视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必须严格地和电视分析区分开来。


电影分析作为媒体分析



电影分析包含各种各样的机构、主体范围、组织形式和问题领域，这些都可以成为电影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更进一步地说，除了电影本身之外电影分析还包括电影美学、电影史、电影推动政策、电影审查制度、电影策略以及电影经济等。还有那些关于“电影理论”“电影语言”的语法或者“电影符号学”也必须算作电影分析作为媒体分析这一范畴。

人们经常将这种电影分析按照生产、传播、接受这三个重点区分开来：


电影分析作为导演分析



关于电影生产分析，那些逐个的生产过程很少成为注意的对象——从剧本的简述和处理到拍摄以及具体的拍摄环境的影响和整个的状况，尽管剧本和剧本的修改在电影成片中已经被更频繁地研究过。除了这些编剧、戏剧顾问、摄像师、剪辑师或者制片之外，导演首先应该被更多地提及，他作为在艺术上起决定作用的电影“制作者”肩负着主要的创造性的责任。这里，电影分析意味着导演分析。

导演分析并不总是适用于单个导演的分析。“电影制作者”有时也发展成集体的艺术组织。（比如：50年代末的法国作者电影和新浪潮，德国在1962年奥博豪森宣言之后的新德国电影，或者在20世纪90年代丹麦的道格玛电影运动。）


电影分析作为制片厂分析，产品分析和市场分析



电影制作的庞大范围包括从德国各所电影电视毕业班，比如慕尼黑、巴贝尔堡、汉堡或科隆，到将目光投向全球的美国商业化的好莱坞电影产业，对于好莱坞来说电影首先应该在资本主义的价值目光下被生产。电影分析在这里意味着制片厂分析，生产分析或者市场分析。如何将这种特性深入地植入电影美学中，可由如“普遍吸引力”这一范畴来解释说明。那也就是，电影被尽可能多的，跨越世界不同文化和思想的观众所接受，或者通过拥有特别“票房价值”的电影明星，借用这些手段收入的数目和盈利是可以被估算出的。

这里，电影史经常被理解为单个导演电影制作的历史，单个电影制片厂电影制作的历史或者某种特定电影风格的制作历史，多数带着民族特性的限定。以电影生产为导向的电影分析的迷人之处首先体现在这些天才电影制作者的创作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于艺术和商业元素相结合的研究上以及历史的转折中，通常情况下这种历史的转折使得各个社会时期所造成的影响能够被识别出来。


电影发行

电影分析作为影院分析

电影分析作为观众分析



然而电影发行就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经济因素先于时事和社会因素，占据着主导性地位。电影贸易的领域包括整个发行系统：从大型的垄断市场的发行公司（其拥有对于评估责任、放映日期、放映时间以及加映等不同的规则）到地方性的主动权，比如“地方电影”（Kommunales Kino
(2)

 ）或者“Arsenal”
(3)

 ，它们赋予电影艺术价值以优先权。尽管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分析，但是电影分析作为影院分析（kinoanalyse）仍然是电影学里的一个空缺，尤其是将目光投向整个电影市场的时候。然而在近十年内，越来越多的新的发行形式，如DVD和数字电影，进入到科学研究视野。这一方面的影评也很少被研究，它为新上映的电影进行宣传发布，并且必须首先作为一个时事的发行因素。我们更多的是从社会体系角度研究观影行为。尤其是关于观影的社会性功能以及它们的转变，比如：观众的年龄、期望、满意度、所属阶层、性别、业余时间、单个观影、成对观影还是观影群体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太多新的且具有代表性的信息。然而观影也本可以被归为受众分析。

将电影分析作为发行分析，其中包含着对其他传播渠道的研究，例如电影在电视上播放，音像出租，另外还有拷贝和DVD的出售等。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传统电影中的组成部分，它们从一开始的古老的带有乐池的大电影院到只有很少的座位和狭长的银幕的“火柴盒”电影院，再到如今的带有餐厅和娱乐设施的复合型影院。


电影接受

电影分析作为接受分析



电影接受不仅仅只是观众的特殊爱好，它首先是指观影以及将观看电影过程作为一次心灵旅行的享受。柔软的地毯、厚重的门帘以及带有柔和调光器的舒适的沙发，这些配置的使用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们可将观看者带到电影的世界里。电影分析在这个时候可以被看作是电影作为一种经历的分析。“电影心理学”，尤其是认同的必然过程（区分于投射、心理投射、替换）在当今几乎从未被讨论过，此外还很少被讨论的有：电影接受作为一种影响，对这种影响的研究以及电影审查制度。近年来关于对这种显然难以置信的电影内容的“容忍度”的研究越来越多。


电影分析作为主观经历



然而从方法论上讲，接受分析在电影分析中一直都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在产品分析中它更发挥着启发式的作用。在观影中这种突发的主观的情感经历是和观影者自身的期待值相关联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开始电影分析：电影中的什么吸引了我？它是如何对我产生影响的？我是如何在情感上体会这部电影的？什么是令我讨厌的，什么是令我兴奋的，什么是无聊的，或什么是令我迷惑不解的？对电影主观接受的记录（Protokoll）使电影成了一部“对于我而言的电影”，它标示出电影分析的一个重要开端，这个开端是一次性的，因为它不可重复。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并不是“彻底”地分析一部电影。在特定时间里具有特定的权利和观点的特定受众的局限性是不能被克服的。然而电影分析也作为受众分析可以提供客观的结果，这样的情况也是不能排除的。（见1.3章）

电影分析作为媒体分析（这是我们从开始就应该意识到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领域，它不能被简化为对剧情片的分析或者狭义上的将电影分析仅仅作为产品分析。


 1.2　剧情片作为“文学”


电影不需要被分析：观影只是作为一项业余活动



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电影分析，需要它来干什么？为什么电影必须/能被分析？首先第一个回答是：电影根本不需要被分析，人们直接可以去电影院观赏电影，享受其所带来的快乐。普通的电影观众把看电影作为一种业余消遣。人们观看一部电影时会带着自己的一时印象或者经历，只有在特别情况下才会在之后仍对这部电影有所思考。这不同于那些专业从事电影分析的学者。他们将这些思考系统化，尽可能有目的地、理性地、有逻辑性地去反思，去追溯主体，他们所做的就是分析。因此，根本性的差别在对一部电影的感性体验（与之相连的是对电影引发的片刻思考）和系统的、条理的、反思性的分析之间。


电影可以被分析，剧情片作为文学代码



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回答是，电影没有必要一定要被分析，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可以被分析。这里主要指故事片。故事片所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美学产品——“文学”。相较于书本、广播、报纸或者电视来说，电影是一种单个的媒体。同样地，在所有这些媒介和传播渠道中我们通常可以将艺术性作品和实用性作品区分开来：即区分“功能性”和“非功能性”作品。作品的功能由不同的文学代码所决定，它们以不同的作品形式存在于所有媒体中：小说的媒介是书，广播剧的媒介是广播，电视情景剧的传播工具是电视机，漫画的媒介是漫画册或者互动游戏，比如MUD
(4)

 （Multi User Dungeon）和以新型数字媒体为依托的聊天工具MOO
(5)

 （Multi User Dungeon Object Oriented），那么剧情片的媒体也当然是胶片了。



	媒介
	文学
	非文学



	纸张
	诗
	笔记



	书
	小说
	词典



	电脑
	网络小说
	分类程序



	电视
	电视情景剧
	新闻



	电影
	剧情片
	科普电影



	小册子
	漫画
	使用说明



	广播
	广播剧
	音乐广播



	聊天工具
	MUD
	现场报道



	海报
	具有商业用途的抒情诗
	活动海报



	唱片
	音乐文本
	经典音乐



	剧院
	表演
	夫妻日常争吵



	视频
	剧情片
	宣传片



	杂志
	短故事
	丑闻报道



	报纸
	连载小说
	社论



	万维网
	诗/网页
	书目




这里把电影比作“文学”，并不是指“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而是指借助于某种媒体形式来“表现”。就像文学作品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被传输那样，剧情片对它自身信息的传达也并非是单义的，而是恰恰相反，它可以是多义的、多层面的、多维度的、在多个方面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它是具有可解读性的。


电影可以被分析：从“普通”阐释到科学阐释



这暗示了对电影分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追问的第三个答案：电影不仅能够而且应该被分析，以此来检查这种阐释且使之具体化。剧情电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导演）和接受者（观众）被（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各自都通过作品来传播或构建美学体验。艺术产品的特征在于，对它的体验是通过特殊的媒介被塑造和加工，使之具有艺术型功能，即被美学化。较那些即兴的或者普通的阐释而言，这一类的塑造形式在科学性的阐释中显得更加清晰，它不仅仅具有单一的意义，而是对媒体作用方式的广泛理解。


电影阐释和电影分析



那么什么叫作“阐释”呢？按照词义它意味着解释或者说明，它首先是指（对影片）理解之后观众的一种普遍的行为活动，它作为一种经历使电影产生了意义。每一个观众，只要他同意将电影作为一种体验（在头脑中或者想象中），就可以作为一个主体去进行阐释，而且意义的产生也完全存在于美学交流的过程之中。然而关键是，普通的观众不能同时意识到这种体验的塑造和传播形式，即这种体验的意义。他们更喜欢跨越电影的意义，只对内容方面的东西进行思考，他们并不能认识到这种特殊的方式方法，然而正是在这些方式方法中意义才被构建出来，被传播或被唤起。

那么现在电影学者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将电影分析作为产品分析，它致力于系统性地分析塑造和传播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或者通过这些形式意义被设计和表达出来。这并不是说，电影学者理解电影的行为能力超过了普通观众对电影的理解能力，而是恰恰相反，这些直观的、普通的阐释对于电影分析工作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出发点。

然而电影分析追求的还有很多，它以额外的理解和认识为目的。电影分析的目的不在于对电影内容的复述和通过自己的联想或感受来阐释，如果是这样，那仅仅只是描述，并不是分析。电影分析的目的在于，将电影带入一种之前不曾熟悉的体验中。通过使用专业的方法和工具可以使电影分析更加系统化。在这些电影分析工具被有针对性地使用时，第一种即发性质的、普通的阐释被第二种反思的、广泛的阐释所代替。科学的电影分析是受方法控制的，是以分析为基础的，所以更可以被称为是“客观的”。


要么电影学者是糟糕的，要么电影是糟糕的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在一个故事片中，每一个因素、每一块砖头、每一幅画、每一个字——所有绝对都是对电影的意义产生作用的。然而故意排除一些电影中与专业的电影阐释不符合的部分，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允许的。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这个阐释是错误的，只因为它在电影的完整性上是不公正的，要么在电影中存在相反的、对立的、无逻辑的、不成熟的情况。也就是说，要么电影学者是糟糕的，要么电影是糟糕的。


 1.3　故事片作为梦

科学的电影分析虽然追求客观性，但是也不能放弃主观方面。对于电影分析意义的第四个追问，也是最后一个的答案更是这样的：电影必须被分析，是因为故事片就如同一种感情的经历，是一种梦。当电影结束，放映厅的灯光缓慢打开的时候，人们似乎才从这个梦境中慢慢“苏醒”过来。
(6)

 也就是说：就像在梦境中那样，在故事片中通过认同和投射，人们的潜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被压抑的情绪都表现了出来，比如恐惧、妄想等，它们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产生，主要来自于拒绝、欲望的放弃以及满足感的推迟。被压抑的情绪迟早都会发泄出来，因为它处于意识和现实的对立面。当我们做梦时，我们可以将我们受干扰的精神世界重新带入一种平衡。因此，如果不再允许人们做梦的话，人们会疯掉的。

然而压抑的特征就是不在意识层面中明显地展示——这里是有它自己的原因的，某些东西被压抑、被排斥，因为人们不想承认它们的存在，不想有意识地面对它们。由于这些被压抑的情绪想要或者必须被发泄出来，所以它们会被乔装打扮以至于以无法识别的面目被释放出来。在此潜在（latent）和宣言（manifest）这两个概念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潜在”是一种关于什么被压抑和为什么被压抑的事实；而“宣言”是一种形态，在这样一种形态中潜在的东西由表面走向人的意识之中。这一从潜在到宣言的过程，被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称之为“梦的工作”（Traumarbeit）。在梦的工作过程中，被压抑的情绪发生了变形、改造、装扮、加工等，以至于可以和精神的有意识部分毫无危害地相抵消。在梦境中，潜在的情绪被加工，以至于我们不再能识别出它潜在的核心，尽管我们在醒来之后仍然能够回忆起那个梦。同样地，在我们离开电影院之后，面对一个“真正的”现实时那些虚构的画面也再一次地蒸发。


象征化和分裂



梦的工作的重要技术是凝缩和移置，在剧情片里可以被称之为象征化和分裂。象征化是指赋予一个客体或者一个人一种附加的、对其他现象具有暗示性的意义，并表现出和他本身完全不同的东西。象征化的作用很明显是一种延迟，它为了重新定位一种关系，是一种对“本性”的暗示，一种富有意义的陌生化。分裂是一种掩饰，它通过对不同的对象、事件或人物进行分散或划分来实现。它的功能体现在致力于使本身的意义被撕碎，所有的关系被排除在外，所有的角度被重新组合，从而使本身的意图变得无法识别。

这意味着，电影分析使梦的工作过程变成有意识的。好莱坞成为“梦工厂”并非是毫无缘由的，故事片潜在的特殊意义被交代出来。因为导演及其团队的编码过程，以及观众的解码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发生在潜意识中的。当然电影不是一个个体的梦，而是一个集体的梦。在观影的过程中，所有的观众都在制作一个梦，这个梦却不是我原本的梦。然而当我参与其中，迷失自我又重新找到自己时，事实上我将它也变成了我的梦。如果有人在电影院无聊地看表，想知道电影还有多久结束；当鲜血流出时让人想起了番茄酱；或者有谁总是在偷看旁边座位的情侣，而不是将目光集中在银幕上，那么这种观影经历，这种游离状态，这种电影都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梦。那么电影分析大概也很难进行。

从内容上说，如果经验或者传播形式不能使观众得到满足，那么这部电影对他们来说就显得更加无聊。其原因可能存在于电影的性质上，在于电影作为梦和我的梦之间缺少一致性。然而也可能是因为电影中这种集体的梦与我的现实生活太过于接近。这个集体的梦越贴近于我的梦，我在观影时的参与性就越大。在第二种情况中电影分析经常以这样一个观点被反驳，即这种反思和“分析”（具体地可以被理解为艺术作品的拆解）破坏了观众与电影的接近，使观影时的享受难以实现，梦的特征也将丧失。另外，对此流行的一个例子是散文，因为诗歌的“细腻”“着重”和“情感”在所谓的“科学理智”的“冷漠”和“理性”的概念面前已经蒸发了。事实上与之相反的是文学、绘画、音乐还有电影：认识电影的结构，在它的复杂性中看清它的意义层次和维度可以提高观众在电影接受时的愉悦度。其原因何在？


电影分析作为自我剖析



针对电影解析来说这种抵抗倾向具有防御功能：如果电影学者将自己的接受和个人的观点作为一个出发点带入到电影分析中，那么电影分析作为梦的分析就会成为一部自我剖析。无论如何它都有其自相矛盾的地方存在：如果一部电影越深地触及观众的情感，观众就会更加抗拒我们努力所做出的阐述。在这里，机会和危险同时存在：危险是指，这种来自自己的观影经历和自身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将会限制人们对电影本身的理解；机会则是指，当人们将电影作为自身的经历解码时，当他们将自己的潜意识带入到意识层面时，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自身的经验。所以在实践中这种做法经常会有很大的帮助，即两人一起去分析和阐释同一部电影，尤其是在包含两种性别的情况下。这种电影分析的乐趣在于，它作为一种观景经历的同时也享受了自我认知的快乐。

所以应该明确指出的是，剧情片中作为电影中的“文学”，作为美学产品，虽然因为复杂、多层次、多维度而具有可阐释性，但是它作为单个的情感经历，作为主观的梦总是追求一种理解方式，走向一种阐释。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受众对同一部电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阐释，但是一个受众，只要他在他个人的环境中接受和解读一部电影，那么就只有这一种阐释。这正是所谓的“撬开”了一部电影：人们可以做出符合自身的阐释。当人们在二十年之后再次观看一部电影时，他们个体化的解读也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情况是不言而喻的。一部电影的历史也是它被认知和接受的历史。



————————————————————


(1)
  原文为：PR-Film，译者将其翻译为公共关系电影。


(2)
  Kommunales Kino，直译为“乡镇电影”，是由德国地方政府资助的，非营利性质的文化设施。


(3)
  Arsenal，位于德国图宾根的一家独立电影发行公司。


(4)
  一种联机游戏名称。——译者注


(5)
  同上。


(6)
  Werner Faulstich：Der Spielfilm als Traum. Interpretationsbeispiel：George A. Romeros „Zombie“. In：Ders.，Medienkulturen. München 2000，S.57-72.



2．电影分析作为产品分析：基础模式和类型

“电影分析基础课程”提供了一种工具，它的可用性必须在每一个新的电影例子中得到检验。并不是每一个范畴或者问题的设置、每一个“工具”都适用于任何一部电影。比如说在一部电影里，如果没有使用音乐，那么有关音乐的分析范畴就不用被考虑；如果涉及一部恐怖片，那么它所需要的就不是关于西部片的知识；又或者以一个错综复杂的主人公作为电影中心的话，那么关于人物的分析范畴就必须被大规模地使用。总之，必须选择和使用最有效的方法，即要根据结果去证实具体所使用的工具的正确性。


 2.1　基础模式

在极度多样化的电影当中，有一种实用性的电影分析基础模式逐渐形成。这种模式可以很容易地发生各种变形，比如它既可以缩短也可以扩大。但是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即向感兴趣的人证明，电影分析是对电影的一种有意义的、既省力又有效的理解。

对此我们在这里区分四种对电影的分析方式。它们的顺序符合学习心理学所遵循的次序，即“由浅入深”，另外这个顺序也符合客观逻辑：




情节分析



首先，是关于电影中的“什么”，即关于情节。在电影中发生了什么？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


人物分析



其次，是关于“谁”，哪一个人物或人物特征在电影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结构分析



再次，是对“如何”，即方式的追问。什么样的叙述结构在电影中被使用？


规范和价值分析



最后，电影分析在关于“为了什么”（即目的）中达到了顶峰，对电影的规范、价值、意识形态以及寓意进行追问。



当然，如果没有动作执行者（即人物）就没有情节；同样地，如果没有结构，情节和人物也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四种分析途径所分析的不仅仅是电影的四个不同的部分，更多的是要时刻注意到，这是关于对同一对象不同的观察方式，我们只是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来观察这个对象。就好像借助一副特殊的“眼镜”，使某些角度或方面进入我们的视线（促使某些观点进入我们的视线），而其他方面则被压制或隐藏起来。原则上说，将这四种分析途径（四种方式中的任一种）直接排除是不太合理的，就像在电影分析时，直接排除电影中不符合所选分析方式或与最终阐释不相符的部分一样。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电影分析总是指向整部电影，并且在原则上要使用所有的分析途径。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按照不同的途径去分析，会使电影表现出各不相同的风格化特征，但是始终存在这样一条原则，即电影的潜在意义从根本上能够通过这四种途径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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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本书将展示通过这四种途径来解释迄今为止成功被证实、分析出的概念、范畴以及工具。


 2.2　类型作为接受的范围

首先，那些在每个电影分析或电影接受中，在各个方面甚至先于电影本身之前的东西必须被考虑到，即类型，它可以追溯到希腊戏剧的原始形式——悲剧和喜剧。因此，在这里它首先成了研究的主题，因为相对应的知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能够使得电影的分析变得简单。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指，必须将每部电影归入一种类型。恰恰相反的是，很多电影特别是较新的电影通过以下方式刻画自己的特征：它们呈现出一种可估计的混合类型或是这种类型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剧情片来说，类型属性是一个典型的特征，它的相关知识可以增进对一部电影的具体理解。


什么是类型？



那么到底什么是类型？我们可以区分出多少种类型，以及如何去描述单个的某一种类型呢？以上三个问题在学界一直都是有疑问的，这里我们只从实用性角度来讨论它们。

为了至少能够指明类型概念这种存有疑问的特征，应该参考一下三个方面，即：类型概念的循环性，范畴的混合以及主题的相关性。循环性是指：我们每个人虽然知道什么是西部片，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将一部电影纳入西部片的类型之下，是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一部西部片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必须掌握特定的分类标准从而将电影定为西部片。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从电影自身得到这些标准，也就是说，类型概念是循环的。另外，我们习惯于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建立类型。比如西部片，地貌和历史的特征就是判断的标准（美国西部片，1860年到1900年之间）。骑士电影的判断标准就是时间上的特征（中世纪）。然而战争片和爱情片是在主题上被定义的，史诗电影在于戏剧性上，布景豪华的古装剧是在它的制作技术上，而恐怖片或者惊险片是根据它们的效果被定义的。那么具体是什么向我们展示了在西部片中这种“未开化的西部”的主题呢？难道不能在一部发生在19世纪末期美国西部的电影中涉及爱情故事、剧情片或者探险片吗？或者一部经典的西部片的剧情难道不能被包装在一部科幻电影中吗？什么时候侦探小说、侦探电影能借助一些性爱场景成为一部色情片呢？

尽管如此，还有这样一个论点被证实：这种类型就是一个特殊的叙事模板，并且带有在题材主题上、戏剧性上、形式—战略上、风格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习惯和传统的叙述模板，同时它还有一个固定的人物安排。在类型这方面所涉及的是文化上所形成的框架系统或者模式，这些系统或模式虽然相对稳定，但也并非不可更改，而且能够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因此关于类型的系统性概述各不相同，尤其是子类型的形成还允许各种各样的侧重点。子类型在时间上经常是相对固定的，或者是归因于在结构上类似的电影历史性的累积——比如：美国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是警匪片的年代，50年代是科幻片的年代，70年代是灾难片的年代。事实上，很多电影都在这样一个结构模板内讲述故事，这种作为一种具有指引性的模式被观众期待、追问和解码。类型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固有模式，它不仅对于单个个体，而且对于一个集体在造型、接受、期待以及阐释等层面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流行的主流电影中，类型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十种电影类型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十种最重要的电影类型的相关知识。这十种类型中存在的差别具有的只是启发性作用。有的时候界限根本不明显，比如：在科幻片、奇幻电影和童话电影之间，或者在恐怖片、犯罪片和探险片之间，或者在警匪片、警察电影和侦探电影之间。最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类型的电影彼此联系在一起——人们开始讨论类型混合或者混合电影。仍然应该清楚的是，这种对专门的类型观念的使用能够对电影分析有很大帮助。因此这里所选择提供的参考文献（其中的一些建议被摘引）——仅仅指专著和文集，不包括大量的、质量不差的文章和杂志——并不只是这些重要科学文献的基础，而更多的是勾勒出了一个范围，而在这个范围内，各个类型电影的文章已被呈现出来。

西部片

我们以西部片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美国本土电影。经典西部片在空间地貌和时间上都被清楚地界定：处于北美洲西部，主要是在1860年到1900年之间。在西部片中有牧场、牛仔、警长、军官、铁路工人和拓荒者，有时还有印第安人和骑兵。有篷马车和探路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有马车、亡命之徒和带枪的歹徒、不法之徒、猎手、淘金者。跟种马一样好的马匹，步枪和偏僻的篝火，当地的监狱，坐落于小城市的主街区，在这里既有带有木质前厅的房子和酒吧、医生、银行家和法官——众所周知所有这些都是这个世界的移动布景。有时西部片只是一部经典的发生在荒芜西部的探险片。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类型片典型的特征是被捆绑在一起安插在电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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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1968）中的最后决战。



荒芜的西部是由原生态的森林、河川、草原，灰熊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男人间的友谊和传统的女性角色塑造成的，能干的女性很少与它有关。取而代之它是由带有女招待的酒吧、男人和老千塑造成的，是由酒、争吵和打架，以及火车、电报线和繁荣都市塑造成的。

西部片中存在混乱和暴力：对峙存在于白人移民和印第安人之间，农场主和殖民者之间，正派牛仔和反派强盗之间以及那些勇敢的居民和暴力歹徒之间，还有那些孤独的寻仇和复仇的故事，袭击激进的事件，最后同样重要的还有父子冲突和家庭悲剧。自由和驯化以及原始和文明的矛盾心理决定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是规则是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在对手背后开枪是不允许的。人们也不到处插手，不作弊。谁开枪快，谁就能存活。人们如同尊重自己的母亲一样尊重普通女性。主人公是沉默、强大并且动作敏捷的。好人总会赢得胜利。在电影结尾处英雄总是在夕阳里骑着马。江湖道义已经被规范，好与坏也被清楚地定义。

总体上说，荒芜的西部代表着动荡、改变、希望和乌托邦，代表着探险者、跨界者和征服者。女老师从东海岸带来了文化。决战时坏人倒在了尘埃之中。在西部片里英雄体现了对秩序、和平、公正和法律的向往以及对集体和家庭温暖的渴望。其中有他感人的幸福承诺和欢乐结局。这在某些方面也适用于“东部电影”，即：在他样的地貌—文化和时间情境中准确地使用典型西部片的特征。直到在意大利西部片中才有了筋疲力尽、玩世不恭的英雄——当他还没有完全退化成像那些对布德·斯藩塞（Bud Spencer）和特伦斯·希尔（Terence Hill）进行戏仿的滑稽演员和小流氓时。

犯罪片

第二种类型，即犯罪片还可以更多地被划分在各个时期特殊的子类型里：从美国的强盗和英国的侦探到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Christie）笔下的人物和美国的私家侦探，再到德国英雄埃德加·华莱士（Edgar-Wallace）和法国的警察；从早期的像梅古雷（Maigret）警长这样的侦探到警探哈利（Dirty Harry）这样类型的美式英雄和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这样的英式英雄，再到与黑手党进行搏斗的意大利警长。

在这个类型中，只要犯罪者的观点没有被推向中心位置（比如黑帮片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或许就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基础类型：孤独的侦探，像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种类型，他通过逻辑性的推理与联想来帮助他的同事华生（Watson）解决问题；私人侦探，他同样孤单地在一个腐败、破碎的世界里重建公平和秩序，而且多数情况下承担着自我的牺牲；最后是在各种各样民族、文化形式和背景下的警察。另外，特殊形式的警察还包括FBI特工、卧底、逼真的苏格兰场警方代表、“肮脏”腐败的警察、芝加哥黑社会里勇敢的警察、某个时期在大都市纽约的西部英雄，此外还有丑角、复仇者、法西斯“法律和秩序”的代表、印第安警察、墨西哥边境的看守、保镖、战斗机器、空手道警察、有色警察（黑人警察），最后还有不同种类的女性警察。


经典犯罪片的角度



同样地，这种类型的重点是犯罪行为——多数是谋杀，但也有入室抢劫、盗窃、强奸、抢劫、诈骗、纵火等犯罪行为。犯罪片涉及对普通市民社会法律法规的破坏，涉及犯罪行为以及相关侦查。它是关于对作案人的搜寻，即“whodunit”，有时涉及犯罪方式和犯罪原因。原则上讲，从犯罪过程本身到法庭审判都可以成为考虑的重点。

这种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罪恶与无辜，是好与坏的划分模式，是各种疑点或者错误的痕迹，作案现场，推理和证据，作案动机和无罪辩护，是对可能的犯罪行为重建的概率，是那些受害者（一般来说是一具尸体），以及凶手和侦探或警长之间的对抗。剧情结构和人物安排上都有明确的规则，侦探片都以此为准。总之，在犯罪片中追捕行为、追捕者以及被追捕者是处于中心位置的。

社会在它的历史中构建出了新的版本，一个新的权力秩序，以便来调节社会监控和个体自由之间的活动余地和为各自的秩序系统辩护。在犯罪片里允许按照它自身的思维体系来重构秩序系统。尽管如此，它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没有改变的：修复社会安全和秩序，拯救文明。能够完成这些的英雄最后证明了这种幻象，个人的行为拯救了社会问题。

[image: ]
30年代的芝加哥（《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
 ，1987），艾略特·纳斯（Eliot Ness）和他的朋友对战艾尔·卡彭（Al Capone）。



剧情片


剧情片是女性的



西部片和犯罪片尤其受到男性观众的喜爱。女性观众则更偏向于剧情片、爱情片、浪漫故事。这是关于对电影的感受，“关于爱，痛和那些该死的胡说八道”（乔治·西伦斯
(1)

 ）。这第三种类型不仅指另外一种题材、主题和目标群，而且也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美学。
(2)



[image: ]
奥利弗（Oliver）和简（Jenny）发现了彼此是自己的真爱。（《爱情故事》，Love Story
 ，1970）



作为电影类型的剧情片，故事一般发生在中产阶级、小城市或家庭，它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家族权利戏剧化。女性角色一般位于中心位置，她们多是被动的、柔弱的和极端感性的。在剧情片里多是关于一些多愁善感和道德观念，关于一些狂热的、扣人心弦的感情，关于一些日常不幸的渲染和个人的自我实现。

戏剧性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感情，暴动、喧嚣、流泪、幸福感、压抑、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为爱而斗争以及对男权社会传统的反抗。“在这里，人们不是像在西部片里那样死于印第安人的长箭，也不像在犯罪片里那样死于一把左轮手枪，而是死于心碎”（乔治·西伦斯）。内心世界，作为一个很受欢迎的行为场所，经常地被看作是当代社会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以此来证明真实性，同时也为剧情片完全指向私人作合法化辩护。


剧情片的基础结构



在剧情片里，戏剧情节的基础结构容易被理解成这样一个模式：女主角落入坏人手中后被男主角救出。通过人物关系网可以创造出多种选择：一个女人在两个男人中间做选择，两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女儿和父亲的分离，通过对无耻坏人的反抗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等等。代与代之间的矛盾经常被推向重要位置。总而言之，剧情片都是以处于小资产阶级社会的女性为出发点，讨论女人的命运，从女性视角讲述一个爱情故事。

处于中心位置的剧情和情节，它们经常是紧张的，扣人心弦的，同时还穿插着戏剧性场景，但是这些情节都是单线索的、断落式的。带有幸福结局的三段式或五段式结构是最典型的。人物都是类型化和标准化的——个性化并不存在。属于剧情片的美学范畴是音乐的特别使用（音乐可以作为一种内心情感世界的表达）和场面调度（作为家庭亲密内部的一个舞台）。意识形态上，小资产阶级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即规范、价值、道德规范，它们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主导的特性：明显的随大流，拒绝一些“不同”的东西，陈词滥调的思想，屈服于强者，对专制的盲目信服，将责任、名誉、纯洁、节俭和秩序意识视为典范。剧情片既是逃避的，同时又是积极的。一方面，它反对这个社会景象，坚持实现个人幸福，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中它的作用就像是在残酷现实里的一枚活塞；另一方面，父权社会的法规又被神化为一种宿命，因为它建立在公正系统之上，在这个系统里好人被赞扬，坏人被惩罚，世界最终也显得合理而有意义，就像它本身那样。

科幻片


经典科幻片的角度



第四种类型应该是科幻片，这里不是按照规定好的等级次序来介绍。作为一种类型，科幻片在大多数电影类型中总是缺席的。科幻片并非仅仅是宇宙飞船，热衷于先进技术、时光之旅、火星人、世界末日和陌生的河外星系。除了这些新颖的题材外，更多的时候它详尽地提供了一种带有可能性的推测，将这种幻象作为一种乌托邦的塑造方式。科幻电影将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描绘得像真的发生过一样。

[image: ]
“火星怪物”带着它们的战争机器占领地球。（《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
 ，2005）



因此科幻片的世界不是个人的世界，而是思想和可能性的世界。人类在其中并非是复杂的，世界才是，人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活动并对它做出反应。同样地，科幻片很少是关于个体人类的，更多的是关于行为主体和类型；很少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关注的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外星人、机器人、异类、计算机，等等）；很少涉及当下的现实，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的虚构世界以及相关全新的具有选择性的感知和生活空间；很少是关于人类情感的，更多涉及的是对未来技术方面的展望。也许正因如此，科幻片几乎只受到男性观众的喜爱。

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科幻片使熟悉的时空参考失去效力，并且开启了新的情节维度。相较于已认识的事物，这种新维度能够更多地开启人们对新事物的感知视野。事实上科幻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其他类型片的经典叙事方法进行叙事的——比如说童话电影、奇幻电影或者恐怖片，科幻片也经常被归在这些电影类型中。

探险片


探险片是男性的



作为第五种类型，探险片在很多方面是自相矛盾的。一些人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探险片贯穿甚至叠加了几乎所有的影片类型——从野蛮的西部探险和风流韵事到太空探险和艳遇，再到那些战争探险片。另外一些人则完全将探险片理解为动作片。在这里我们应将这一类型界定在一个狭义的、确定的题材上——主要是指那些魔幻史诗片、骑士电影、海盗电影、剑客电影，也指泰山（Tarzan）和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Jones）电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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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琼斯发现了他被刺死的同伴，他曾经自私地抛弃过琼斯。（《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
 ，1981）



作为冒险者的主角对于所有的子类型来说，都有着共同之处。冒险是他们的宿命——在探求自我的过程中他们与陌生的事物相遇。冒险片通过它的主人公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把对未知事物的征服作为一种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他证明了自己，经受了考验，战胜了威胁，完成了任务并且变得成熟起来。因此，这一类型也拥有浪漫主义的一面。


探险片的关键战略

陌生的事物作为一种挑战



探险片的重要类型是这种存在于自我和他者关系之间的考验。
(3)

 它受到排斥的同时又被吸引，具有威胁性的同时又具有诱惑，虽然危险但又有财富诱惑。与自我相对的他者令人着迷，既恐惧又向往——这是一种挑战。在此这些陌生的事物或者这种挑战可以指代很多不同的事物：比如那些未知的事物，未被发掘的、等待被征服的事物。这类探险片以空间的扩张性跳跃，新的经历，新的时间或空间上的他者，非同寻常的事以及刺激为目的，它的目的还包括通过对自然的使用从而达到对地图上原始地带的清除。陌生的国度、人民、文化、埋藏的宝座，甚至拥有野生动物的原始森林都被占领。它是关于主体“我”的自我扩张和对具有异国风光的他者的同化。这种异域风情被证明是一种补充并转化成主体“我”的组成部分。


陌生的事物作为一种拯救



陌生的事物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就是作为拯救者，作为以一种渴望和超验的事物。就像在魔幻史诗片或圣经电影里塑造的那样，它是如天堂一般的拯救。这里赢得的并非世俗的自然，而是宗教的自然，它完全是关于自我和它者的调整，关于对上帝的臣服和自我的超验性实现。


陌生的事物作为一种考验



当然，在一个受到威胁的秩序里塑造考验，是探险片最明显的职责——它可能是关于海格力斯
(4)

 、参孙
(5)

 或者奥德修斯，可能是关于亚瑟王的骑士或者尼波龙根人，可能是关于住在雪伍森林里的罗宾汉，可能是关于三个火枪手中的达尔达尼央或者戴着面具的佐罗。在这里历史成了一幅风俗画——大型史诗片中拥有宏伟建筑的罗马城，其中既有角斗士的战争和奴隶起义，也有那些在异教文化中对年轻基督徒的考验。在骑士电影中它是对圣杯的追逐，是兰斯洛特和桂妮薇儿之间的爱情
(6)

 ，是圣剑的魔力，是宫廷礼仪的壮丽，是阴谋，是节日宴席和竞赛，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个主题。在关于齐格佛里德（Siegfried）、哈根（Hagen）、甘特国王（König Gunther）以及布伦希尔特（Brunhild）的尼波龙根电影中，那些野蛮的人、怪物龙、残酷的斗争、富丽堂皇的大厅以及精致的戏服都可以使这些场景的意义在探险片中被识别。在剑客电影中就是法国村庄里的阴谋，在海盗电影中就是英国贵族中的等级秩序，等等。主人公总是游走在世界边缘，但是他们的幸福却仍然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与针对女性的剧情片相比，探险电影则被证明是一种经典的男性启蒙。

恐怖片


陌生的事物作为自我心灵的构建



恐怖片和惊悚片制造了一种更为内在的探险。接下来，我们将区分这两种类型，它们也完全可以从紧张或“悬疑”这个角度被总结概括。将恐怖视觉化，这里也有与陌生事物的相遇，但是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戏剧性存在于痛苦和（由悲剧引起的）感情净化中。这种陌生的事物是一些作为心理构建的陌生事物。恐怖片中的恶魔是我们自己恐惧、愿望或者欲望的具体化，以及转化。这种陌生的事物并不遥远，也不是才被发现，而是深入人心的，它直接闯入我们熟悉和亲密的事物，威胁着“原本的”我，妨碍了正常的认知并摧毁了愉悦的幸福感。

恐怖片将“剧情片—梦境”塑造成了噩梦。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黑夜是属于恐怖片的。吸血鬼、狼人、僵尸、骑马的死尸、中邪的孩子、丧心病狂以及其他形式的战争等都来自隐秘处或黑暗中。作为恶魔，它再现了原型的邪恶和一个存在着的、不可逃避的威胁。与其相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邪恶显而易见，而且毁坏了人性和道德的规则。


主题



对于恐怖片来说，最典型的是时间和空间以及不可违抗的自然力量的消解。德拉库拉
(7)

 、弗兰肯斯丹
(8)

 、海德先生（Mr. Hyde）
(9)

 、木乃伊、猫女、杰森（Jason）
(10)

 、麦克·迈尔斯（Michael Myers）
(11)

 ，其他非人类和半人类或者恶魔，它们的肉体虽然可能已经死了，但是却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它们有时是人类，有时是动物，有时又是来自令人难以置信的中间领域（生与死之间，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人兽结合体。它们都从古老的过去来到现在。这里不再有因果关系，既不对恐怖进行解释，也没有针对防御的有效措施。一切正常的事物都变得面目全非。假面、无逻辑性的情节以及一些花招的使用有利于使陌生和变化渗入到熟悉、可信的世界里。在完全陌生和恐怖的规则下形成了一个完全别样的、陌生的、扭曲的世界。

[image: ]
电影《活死人黎明》剧照。




结构



这种制造出非真实和幻觉效果的不稳定性不仅缘于题材和主题，而且也在电影美学上有所提升。从结构上来说，恐怖片里充斥着近景、中近景和特写并非没有理由，它们只让我们看见了世界的片段而没有给予我们一个整体。剧情空间一再地受到限制，而且越来越被来自潜在牺牲者（即观众自己）视角的主观反应所决定。迅速运动的摄像机、移动的雾气、遮掩物和影子、散射的灯光，以及一系列偶尔闪现不到一秒的镜头经常出现在恐怖片里——所有这些都是造成不安全感、愤怒、遮掩的方式方法。“看不见”作为战略方式是属于恐怖片的，它使观众失去平衡并且使之心烦意乱。


恐惧的快感



恐怖片使不明确的恐惧具体化，允许自己面对它并且克服它。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恐惧的快感”，作为一种对本能的压制，恐怖片在这方面体现得比其他类型的电影更为明显，尤其是在被压抑的资产阶级文化中作为一种对性、同性恋和乱伦冲动的一种压制。男性吸血鬼咬住少女雪白的脖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年轻的美人变成了一只赤裸的野猫。《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
 ）中杰克博士的周期性变身或者年轻男子变成狼人的故事，以及所有“美女与野兽”主题的构想，甚至连以毁尸灭迹为结局的血腥暴力片也完全被这种本能释放和本能压抑之间的矛盾心理掌控着。

惊悚片

作为第七种类型，惊悚片更加强烈地将恐惧安置在观众自己心中——它不再将恐惧直接呈现出来，而是诱导它。恐惧不再被具体化到恶魔的身上，而是被锁定在单个观众自己的想象中。相对于其他电影类型，恐怖片更加在接受和作用上被定义：“恐惧”是被观众制造的，就这点而言，一些犯罪片也可以被归类到惊悚片中。


经典惊悚片的角度



惊悚片从各种转变出发：从日常生活、常规、友谊、稳定关系转向冷漠、暧昧、背叛。友好的邻居露出了间谍的原形，新的爱人竟是在逃的囚犯，角落里的售货员原来是连环杀手，女儿的老师竟是密探，自己的丈夫想要毒死自己，对面漂亮的女人是一个凶残的杀手，等等。典型的子类型有政治惊悚片、间谍惊悚片、司法惊悚片、情色惊悚片。表面变得脆弱，不言而喻的东西变得疑问重重，事件的表面成了隐藏坏人的面具。不安全和不信任就是结果。社会共识，甚至是自己的社会角色都遭到了怀疑。是不是人们自己逐渐变得精神失常了呢？

与探险片有所不同，在惊悚片中并不是主人公去寻找危险，而是危险向主人公靠近。它将主人公带入一种无法触及的他者的漩涡之中，同时将其遗弃在无人之地，使之陷入困境之中。因此气氛必须明确，因为它使危险合理与可信。不确定感长时间地处于平衡中，以便发挥它的作用。主人公拥有一个很好的特殊社会角色，以便成为对于观众而言具有说服力的第二个我（即个性中的另一面）。对于恐怖片的剧情结构的布置是以掌控观众的接受为目的的。其结果是一个叙事的基础模式：信息的缺损，提示信息，闪进或闪回，情节的延迟，各种矛盾，带着恐惧和希望的精心表演，观众认知的信息情况同主角对冲突的掌控之间的差别。在惊悚片中紧张不仅仅是形式上、内容上、心理上的紧张，而是以一种个体情感上的不平衡出现，使个体面对不可整合的感知，通过新事物的不确定性来使个体的掌控丧失效力。

[image: ]
《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
 ，1990）开场中露露（Lulu）的“恐惧”。




自我的刺激和紧张是惊悚片的中心



恐惧在惊悚片中更多的是观众自身的紧张情绪，甚至可以直接和性或者色情方面的刺激相提并论。这一类型是一种强化的自我体验形式。在惊悚片中我们所遇到的威胁是一种挑战——为了决斗，为了自我的重新定义，为了违反规定。在这里，个体自己面临威胁。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一类型电影经常迫使我们不得不站在凶手的角度——我们自己就是凶手，在无邪的外表下隐藏着邪恶的念头；当他们抢劫银行，计划谋杀，组织一场阴谋或参与准备一场残忍的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参与其中的。

我们的紧张植根于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即准则或常规性的东西丧失了它的作用。但模糊只是开始的感觉，之后线索开始出现，危险和威胁开始增多，直到最后世界不再像曾经那样可信。在恐怖片里被释放的恶魔总能被战胜，相反在惊悚片中它作为一种永恒的可能性保留在精神层面上。悲剧的净化作用成就了惊悚片，因此它在惊悚片中比在其他类型电影中更加有效，因为它在情感上和观众牢牢联系在一起。

喜剧片


喜剧的类型

打闹喜剧

神经喜剧（古怪喜剧）



第八种类型将介绍喜剧电影。这里将喜剧片作为一种独立的电影类型来讨论，偶尔是会有争议的。但是，也存在这样一个论点，即喜剧在所有电影类型中是最持久、最受欢迎的。喜剧电影位于讽刺挖苦、温和的幽默、荒诞剧、乌托邦和笑话之间。除了在当今电影市场上非常成功的喜剧电影外，在电影史中还有两种重要的喜剧类型：二三十年代的打闹喜剧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的神经喜剧。它们各自都与一些名字密不可分：喜剧演员有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马克斯·塞纳特（Max Sennett）、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哈罗德·劳埃德（Harald Lloyd）、哈里·兰登（Harry Langdon）、劳莱和哈台（Stan Laurel und Oliver Hardy）、Marx兄弟（Marx Brothers）以及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和伍迪·艾伦（Woody Allen），等等。喜剧导演有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格雷戈里·拉·卡瓦（Gregory La Cava）、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乔治·丘克（George Cukor）、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普莱斯东·史都尔奇斯（Preston Sturges）以及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这里只列举了美国的例子，法国的有比如雅克·塔蒂（Jacques Tati），德国的有海因茨·吕曼（Heinz Rühmann）。


经典喜剧的角度



喜剧的舞台就是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同时还有它令人讨厌的地方和渺小的人性，被压抑和被排挤的愿望和问题，以及那些相同的惯用手法：假装、隐藏、窃听、混淆、惊讶、意外发现，但也有打架、追逐、蛋糕大战、爆炸，等等。为了给他人使坏，所有的机会都被用上。如何摆脱这种为难的境地？权威成了讽刺挖苦和人身攻击的目标。每个喜剧都有一个相同的快乐大结局。惩恶扬善：耀武扬威者将被取笑，傲慢无礼者将会丢脸。大多数喜剧都会以一场婚礼结束。

[image: ]
从楼梯摔下后，头被颠倒着安在身子上。（《飞越长生》，Death Becomes Her
 ，1992）



对于习以为常的行为和生活的破坏属于喜剧的范畴，它引人发笑。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形容这个基本的结构安排：集体中的捣乱者。以下一成不变的人物形象符合标准化的情况：胆小鬼、陷入爱情的青年、伪君子、长舌妇、愚蠢的侍者，等等。流浪汉、伤感的小丑、可爱的梦想家、无辜的造反者以及绝望的暴徒都是反社会的主角，但是他们也能完成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讽刺喜剧和浪漫喜剧

有声喜剧



或许我们可以将喜剧电影分为两种类型：讽刺喜剧和浪漫喜剧。（有时也将喜剧区别为情境喜剧、性格喜剧、阴谋喜剧、道德戏剧、社会喜剧。）特别是第一种喜剧有着无政府主义的特征。在同强大势力的斗争中弱者取得了胜利——同时还幸灾乐祸。人物的行为和社会处境在几乎不通过语言的情况下，而在表情、动作和争论方面被表现出来。搞笑的场景被明显串联起来，并将不完整的剧情捆绑在一起。这里也经常会有“重复性笑料”（running gag）这种形式，而且在很多时候是作为一种对时代或社会的批判手段使用。第二种喜剧类型，即有大篇幅对话的有声喜剧。这里也是滑稽的人物、搞笑尴尬的情境、突发性的动作占支配地位，这些古怪的、爱胡说八道的人被安置在这种和平富裕的资产阶级社会习俗中。但是基本的主题却不一样：它主要是关于家庭、友情和性别问题，也就是说，它首先是关于被压抑的性和两个异性的相遇，是关于难以驾驭的女人、看破红尘的男人、两个阶级对立的恋人历经困阻最终走向婚姻。



在这两种情况中，喜剧电影都是为了笑的电影戏剧——一种欢笑电影。欢笑和娱乐是力求获得的接受方式：笑（比如在打闹喜剧那里）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它是一种更高的视角，一种与被嘲笑者之间的距离。娱乐（比如在神经喜剧那里）源于移情作用，观众体会人性的脆弱，将自己视为片中人物并同他们一起为最后的幸福结局感到喜悦。狡诈诡计、当权者的斗争同两性之间的斗争一样，作为一种战胜生活的形式，它也服务于欢笑。欢笑意味着解放——是社会变革的胜利，是混乱战胜空洞的规则，是渺小战胜崇高和严肃，是欢笑战胜婚姻中的矛盾而使爱情成为现实。

歌舞片
(12)



大多数电影类型中都有喜剧（西部喜剧、犯罪喜剧、科幻喜剧、恐怖喜剧），这种类型交叉也适用于第九种电影类型——歌舞片。在许多电影中都有画内音乐，但是只有在歌舞片中音乐才完全处于中心位置。歌舞片的目的在于消遣和娱乐，是常和百老汇音乐剧、乐谱、唱片相结合的混合媒体。在歌舞片中，它主要是关于各种形式的演奏、梦想和爱。


经典歌舞片的角度

音乐剧



歌舞片受各种不同的子类型的影响，尤其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音乐剧的影响，作为美国电影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直是类型争论的焦点。歌舞片将情节安插在表演氛围里，从而让人们相信情节中的歌舞场景。在罗曼史中爱情占有重要地位。线性叙事起主导作用，它和一个松散的情节线共同起到串连故事的作用。中心主题就是一对浪漫的情侣。由此音乐剧的积极功能已经非常明显：从现实、传统性别陈规、种族隔离、逃避主义和一本正经中解脱出来。

人物角色几乎是固定的：陷入热恋的不幸艺术家、自私的姐妹、夜晚酒吧里的卖唱女、背信弃义的未婚夫以及在次要情节中的强盗，等等。很多时候明星原则也是适用的，比如在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金格尔·罗杰斯（Ginger Rogers）、吉恩·凯利（Gene Kelly）那里。歌舞片将自己打造成音乐剧的后台（Backstage-Musikdrama），这就是说，它的剧情多植根于黑人剧团的表演（Minstrel-Show）
(13)

 、杂技表演或腹语表演。作为一种滑稽剧，它的表演场所也可能在马戏团或者游轮上。在结构上，主要是画内音乐和对话，节奏性的运动和真实的情节相互联系在一起。通常会使用男女主人公相对的主观镜头，这种镜头将二者从开始时的对立引向最终的结合。因此总的主题思想是这样的：音乐和舞蹈是剧中恋人的共同点，他们会跨越种种阻碍，最终走向浪漫的胜利。此类主题同样也适用于童话音乐剧和歌剧表演以及民间音乐剧。除了意识形态上的传统风俗外，重要的是对音乐的绝对重视：声音支配画面。所以，对歌舞片的分析首先是对音乐的分析。


歌剧电影

流行音乐电影

轻歌剧电影



这里要提出一些其他形式的歌舞片：在美国和英国有大量音乐剧改编的电影。比如：《花都艳舞》（An American in Paris
 ，1951）、《西域故事》（West Side Story
 ，1961）或者《歌厅》（Cabaret
 ，1972）。在德国，除了歌剧电影外还有流行音乐剧电影（Schalgerfilm）和轻歌剧电影（Operettenfilm），它们在五六十年代经历了最繁荣的时光，当时著名的艺术家有卡特丽娜·瓦伦（Caterina Valente）、皮特·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彼得·克劳斯（Peter Kraus）、康妮·福洛博斯（Conny Froboess）、佛莱德·贝特曼（Fred Bertelmann）、吉特·海宁（Gitte Haenning）、玛丽卡·洛克（Marika Rökk）和弗莱迪·奎恩（Freddy Quinn）。但基本上从汉斯·阿尔伯斯（Hans Albers）和伊瑟尔·维尔纳（Ilse Werner）到罗伊·布莱克（Roy Black）、海因切（Heintje）、海格·施耐德（Helge Schneider）和Comedian Harmonists（德国喜剧歌手乐团）。流行音乐电影和摇滚音乐电影塑造了歌舞片更多其他的（另外一种）形式——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比尔·哈利（Bill Haley）和摇滚乐的早期电影，到60年代的猫王和披头士电影，再到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电视短片之后的盛大摇滚音乐会。较新的音乐剧电影（Film-Musicals），如：《狮子王》（The Lion King
 ，1994）、《风中奇缘》（Pocahontas
 ，1995）、《贝隆夫人》（Evita
 ，1996）等表明，这一类型即便大多数是为孩子所拍，但仍旧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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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中的玛利亚（Maria）和托尼（Tony）以二重奏形式歌唱。（《西域故事》）



情色电影
(14)




情色电影

性爱电影

色情电影



作为一个准确的类型，情色电影将作为第十种类型电影被介绍。虽然情色电影是传播和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类型，但它却也是最少被研究的一种电影类型。这一类型也被分为不同的子类群，比如在“情色电影”“性爱电影”和“真正的色情片”之间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差别。但是在以两性（或者同性之间）欲望为主题的讨论中这些差别能够达成一致，也因此可以在这方面被总体概括起来。这些不同子类型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规模或范围，其次在于对身体和性塑造的详细度。两者（情色和色情电影）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尤其是在主流电影中。但是直到今天真正的色情电影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情色电影的类型基本上是指色情片。

不能搞混的是：一些仅仅带有性爱主题或正常“床戏”的电影也经常被归在情色电影之下。这种归类是不正确的，因为那些敏感部位被不同程度地遮挡。比如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n）的电影《沉默》（Tystnaden
 ，1963）就不是一部以性场面吸引注意力的电影——这种电影里充斥着呼喊、呻吟和急促的喘息，就像联邦德国1963年评论的那样，《沉默》是一部关于成长和解放的电影，在总长四分半的三个场景中展示了性爱的场面，当然只是模仿。
(15)

 这类电影不应该被划分为情色电影。需要注意的是，主流电影文化在美学造型上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而这些也刚好被使用在其他类型电影之中。

有着性暗示的故事首先停留在女性角色和女明星身上，从默片时代的“性感女神”到战后时期的“性感女郎”。这里更多的是关于将违反禁忌作为刺激的魅力，关于对诱惑和欲望的渲染，比如穿着低胸装的丰满女子，关于性解放和视觉上的女性美，关于裸露和感官的兴奋。虽然这类情色电影下意识地由那些性感画面创造出来，但是身体上的这种展示却被极度地克制，而且经常成为一种具有诱惑力的符号，比如在“蛇蝎美人”那里。总之，性在这里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社会化和美化了。

直到后来裸露的胸部和身体被审查机关允许在观众面前展现出来，性感才被人为地或符号性地转喻到与性有关的行为上——大多是性爱场景的表演。有的在这些展示两性的场景中使用浪漫的虚焦画面和柔和的音乐，从而对这些场景进行艺术再加工，有的把自己掩饰为所谓的“启蒙电影”或者把青少年性喜剧诋毁为青春期的创伤，但是也有一些电影被扭曲成永恒的幸福承诺和无休止的前戏——类似于那些充满挑逗性的广告。像“易装”（cross dressing）——主要指穿着男性衣服的女性和“变性”（gender switch）这些不同的形式最终都转向了喜剧，并满足了在欢笑中对自我性方面问题的释放。

这种电影类型主要还是由自19世纪末电影史初期就已存在的色情电影组成。人们可以在其中区分出上百种色情电影的变种，这些大量的子类型几乎服务于每一种性嗜好。这首先意味着不同的姿势、技巧，不同的地点及环境，不同的年龄和做爱时的个人状态。比如在网络上“胸部”这一栏里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词汇：巨大的、大的、悬挂的、小的、平的、没有的、自然的、硅胶的、乳头、穿孔、牛奶、打湿的T恤、乳交、露阴癖、染成棕色的、涂过油的、被捆绑的，等等。新的电影类型有：“绑缚”“做爱机器”“女人射精”。这些例子很清楚地说明，色情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展示那些被禁忌的内容。


经典色情电影美学



色情电影的美学特征可以总结如下：对于性的表现是具体和直接的。角色是可以替换的，是没有心理层面的，而且被还原到赤裸的性上。场景和空间不起任何作用，每部电影都是按照程式化的线性次序由无数单个的场景组成，而这些单个的场景又是通过松散的情节串联而成。色情电影的编剧学是以性工具为目的的编剧。

色情电影的特点是，性行为在这里并不是像在情色电影或者性感电影里那样被表演出来的，而是真实发生的，几乎是纪录片形式的。观众的主观愿望被转换成客观现实。同时“碎片”原则占支配地位：身体的部位、性器官、画面片段（多数是近景或特写）、推焦，镜头贪婪地在身体上移动，同时还伴有麻醉般的机械音乐，这刚好符合身体运动的机械性。性被粗鲁地展示，丑陋而粗俗。对禁忌的破坏作为一种狂放不羁在形式上得到表达。摄像机表现得极端低能，灯光通常也很糟糕，对话也是刻板到极端。性冲动被塑造成一种原生态。

色情电影主要是由说服策略影响，同侦探电影一样，它也是以影片效果为导向。唯一不变的是女性的欲望——（要么掌握主动权，要么很快被征服）然后通过叫喊、呻吟、语无伦次来表现这种欲望。因此人们将色情片工业称作“呻吟电影工业”，在配音时这些电影镜头被专门配上女性的“呻吟”，故而得名。这种叙事方法的作用是明显的：多数男性观众被激起性欲——色情片有的只是原始的刺激作用。

其他子类型


子类型：

战争电影、鬼怪电影、黑帮电影、功夫电影、本土电影、女性电影等



特殊的情况和子类型还有：战争电影、奇幻电影、青少年电影、鬼怪电影、宗教电影、黑帮电影、功夫电影、童话电影、儿童电影、越战电影、本土电影、问题电影、女性电影等。这里仅仅提出而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它们表明了准备工作和范例分析作为辅助工具的广泛性，这些工具在这些情况下可以为电影分析服务。

“文学改编的电影”


经典的“文学改编的电影”的角度



作为最后一种类型，当然也是最特别的一种，应该算是所谓的“文学改编的电影”了。与其他类型不同，在这里划分标准主要取决于制作者或者电影学者的角度。并不是所有的故事片都有一个文学原型，从这个文学原型出发，导演和编剧就像在一个采石场里一样创作自己的作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直接忽略掉对“材料出处”的考虑。相反在文学改编的电影作品里就有所不同，这些电影有意并明确突出“媒介的转换”（Medientransfer）（比如把小说或喜剧拍成电影），“是否适合拍成电影？”是主要被考虑的问题。对原始作品的考虑是必需的，为的是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彻底的比较和评判。然而必须意识到，在大多相关分析时被忽略掉的方面：与文学原型相比较的电影分析必须给出一个比较标准。拿小说和电影（作为媒介的）来比较是不合理的，只能是将书和电影（两者都从媒介角度来说），小说和故事片来比较。也就是说，要么进行媒介比较要么进行美学比较——更别说那些比较普遍的做法：描述性地说出两个作品中的异同点，并且任意将其与一个规范价值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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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首页（《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
 ，1979）





————————————————————


(1)
  Georg Seeßlen为德国当代影评人，作家。——译者注


(2)
  这里的剧情片主要是指剧情起伏较大的浪漫故事片或爱情电影。——译者注


(3)
  Werner Faulstich：Zwischen Exotik，Heil und Horror. In：Ders.，Medienkul-turen. München 2000，S. 127–138.


(4)
  宙斯长子，其故事参阅希腊神话。——译者注


(5)
  圣经人物。——译者注


(6)
  亚瑟王传说中的故事。——译者注


(7)
  爱尔兰同名吸血鬼题材恐怖小说的主人翁。——译者注


(8)
  电影科学怪人中的疯狂医生。——译者注


(9)
  小说集同名电影《化身博士》中人物。——译者注


(10)
  电影《13号星期五》中的人物。——译者注


(11)
  美国“万圣节”主题恐怖电影系列中的人物。——译者注


(12)
  又译为音乐电影。——译者注


(13)
  19世纪起源于美国，常由表演者扮演黑人，演唱黑人歌曲等的黑人剧团的演出。——译者注


(14)
  原文为Erotikfilm，译者将其译为情色电影，还可以将其理解为更宽泛意义上的性感电影。


(15)
  Werner Faulstich：Das Absurde als Metapher für Tabu und Emanzipation. In：Fischer Film Geschichte，Band 4：Zwischen Tradition und Neuorientierung（1961–1976），hrsg. von W. Faulstich und Helmut Korte. Frankfurt/Main 1982，S. 68–85.



3．剧情分析


电影中发生了什么



关键问题是：电影中发生了什么，剧情是怎么发展的？这使我们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使我们能通过赛璐璐、录像带或者DVD“拥有”电影，但是电影仍旧是抓不住的。我们拥有的仅仅是一盒磁带或者一张光盘，我们必须能够看见图片，听见声音。电影的播放只展示了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必须将这部我们要分析的电影暂停，以便使它为电影分析服务。我们必须把短暂的、被看作是一个过程的电影记录下来。


主观接受的记录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推荐的是，在第一次看电影时就要记录下来那些缺少的东西：自己未经深思熟虑的、情感上的、即发性的感受，个人对电影的阐释，电影作为“我的”私人经历。这就是说：人们必须让电影“接触自己”，并且记录下个人对它的印象。我们必须记下，什么是引人注目的，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什么使我们满意或讨厌——电影在我内心触发了什么，对我又意味着什么？

当然也应该考虑到接受时的场合。如果我在一个大的群体里第一次观看一部电影，一再被后来者打断，也许用电视看录像带，也或许在一个明亮的房间里观看并带着明确的“分析”电影的目的，这些情况下和我在一间暗房的大荧幕上独自观看的感受肯定完全不同。通过一些练习我们就能够排除集体观影的劣势并开始重视个人观影。但是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同电影的不同距离。电影分析就像一部高智商的指法练习或者在群体中的自我展示，它只能部分正确地评价电影。


对电影的以分析为引导的问题



这种“私人”的电影记录（Filmprotokoll）
(1)

 似乎可以向我们提供不可估量的帮助。它不仅能够同其他观众的即发性的电影接受进行比较，而且还有助于一篇好影评的完成。我为什么感觉场景A是吸引人的？场景B无聊的原因在哪里？我为何认为人物C如此迷人，而人物D却令人讨厌？或者，为什么场景E非常吸引我，而其他人却觉得它一点都不显眼和不值一提？为什么我认为这部电影明显差劲，而有人却觉得它很有观看价值？如何解释我对一部电影的理解同我看到的相关电影的影评大相径庭？这些可类比的问题向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考点和影评建议。谁对一部电影不能提出问题，他就是对这部电影没有很好地理解。

这种在电影分析前就应该被制作出来的主观性接受的记录是为了引导出有关工作和认识上的问题。但是它同时要求保持对电影的客观性记录。电影记录和问题提出都发生在电影结束之后，我们必须将这一长串不间断的活动图像放置在它们自己的叙事语境中，并且重组这些事件的顺序，以便得到一个客观的出发点。


 3.1　剧本、电影记录、段落场景记录


文学原著



有的时候文字资料或文件已经存在，许多成功的电影通常都有文学原著——小说、小故事、戏剧或者连环画。对于电影分析来说，这些原型只是偶尔有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不用考虑的。唯一的例外只存在于文学改编的电影作品中，在这里对书面文学文本是否适用于电影美学的追问成了重点。文学原著在多数情况下对电影来说只是一个“采石场”，人们相对随意地利用它，经常带着自己的喜好甚至是完全的改编和延展。文学作品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向电影提供一个材料储备，电影自身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作品。


剧本



在有些情况下，已经存在关于一部电影的剧本或者文学台本、手稿。在这里，它涉及的是以电影为导向，对文学原著的加工也就是关于电影详细的新构想。剧本主要集中在对话上，它以粗略简短或者暗示的表现形式描写电影的其他方面，比如剧情、人物、场景等。剧本展示了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应该被如何计划，此时剧本被看作是拍摄草案。但也包含这样的情况，即电影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拍摄结果不同于拍摄草案。在通常情况下也存在这些极端的差别，比如：拍摄场地出现新状况，拍摄构想的变动，资金的考虑或者制作团队的特别决定。因此，人们只能把剧本看作是电影的准备阶段，不能和电影相提并论。也有一些较老的、所谓的“电影分析”，它们事实上由于缺少影像文本而只涉及剧本，非常尴尬的是，它们仍就此对电影镜头进行“分析”，而这些镜头在电影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也从未被拍摄过。


拍摄计划和分镜头草图



拍摄脚本，与场景叙事的连续性不同，它确定了拍摄的顺序，拍摄脚本和剧本都只是拍摄过程的不同阶段，对于电影分析基本上是没有用处的。同样，分镜头草图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一系列的图像，其中大多数电影镜头被事先勾勒出来。比如斯皮尔伯格就将他的电影《决斗》（DUELL
 ，1971）、《大白鲨》（Jaws
 ，1975）以及“印第安纳琼斯电影”以镜头草图的形式在使用摄影机拍摄之前，首先在纸上尝试性地“拍摄”出来。

将制作好的电影同它的产生以及制作过程相混淆是完全错误的观点。电影分析作为产品分析不只是与电影导演或电影制作者自己的意愿或意图相联系。曾经的一个很普通的问题——“那个‘诗人’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泄露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想法，它是以天才崇拜为导向，而非以更好地理解电影为导向。许多经验和研究表明，导演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也不愿意去解释自己的作品。艺术的创造性是在一个高度复杂的创作过程中被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理性、智慧的思考和有意的反思，但同那些心灵的、情感的、个人的创作冲动相比，这些只起到很小的作用。没有那些心灵的、情感的、下意识的、个人的创作冲动，艺术作品就不会诞生。这同样适用于诗人、作者、戏剧家、音乐家和画家，当然还有导演和他的团队。


和同事的争吵使得“新水手”布罗迪（Brody）心烦意乱，用来引诱鲨鱼的臭肉使他作呕。当他用一根长棍在平静的湖泊上钓鱼时，鲨鱼的血盆大口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他手边，巨型的牙齿正准备向他咬去。鲨鱼的大嘴近在咫尺，以至于他们被吓得浑身瘫痪，他们朝身后望去，看他如何再一次地跳入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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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白鲨》中导演斯皮尔伯格针对一个场景的分镜头草图。




电影记录



最好的情况下，电影里的瞬间通过电影记录、镜头记录或者“电影脚本”被串联起来。电影记录是对一部电影在语言和文本上最详细的细节化记录。当然这种电影记录和电影本身还是不同的，电影毕竟还是视听的媒介，它是被用来看、听和经历的，而不是被读的。而且这种详尽、精确的电影记录也绝不允许和电影本身相混淆——它也不能代替电影。但是它对电影分析来说是一个辅助手段，事实上它巨大的潜力只在很少的情况下被充分使用。

电影记录的最高目标就是客观性。然而当我们第一时间去思考这一点的话，这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比如，当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1942）
(2)

 中的人物说了一句话时，这些很可能简短地被记录如下：


多年之后，伊莉莎和她的丈夫维克多在逃往卡萨布兰卡时偏偏也来到了里克的酒吧。这个伊莉莎，曾经和里克在巴黎一起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后却不辞而别。对此里克一直都不能忘怀，并且他禁止山姆再弹奏那首拥有他们共同回忆的钢琴曲《时光飞逝》。



[image: ]
伊莉莎和山姆在里克的酒吧。（《卡萨布兰卡》）



伊莉莎：你好，山姆。

山姆：你好，伊莉莎小姐。我没有想到能再次见到你。

但是我们也可以更详细地去理解：

伊莉莎（若有所思，甚至是忧伤地）：你好，山姆。

山姆（声音平静地）：你好，伊莉莎小姐。（然后更加回避地）我从没想到会再见到你。


具体化



相较于德国同步的文稿，第二种情况中这种美国原本的感觉更讨喜，在第二种情况中的这些形容词体现了记录者的个人印象，它们是注释、补充和阐释。它们也可以准确复述场景的气氛，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们比那些对话更加客观公正。

从另一方面来说，剧情的描述不必被扩展成详尽的叙述。像这样的表述就足够了：

山姆的目光一边搜索着乐谱，一边时不时地撇一撇伊莉莎。

相反这样的缩减无疑是被禁止的，即仅仅只说：

山姆的目光搜索着乐谱。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去记录到底山姆朝伊莉莎看了三次、五次还是六次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目光的次数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没有记录者的感情投入，没有大量主观的、阐释性的部分，电影记录的客观性也无法达到。

最常见的问题是，在电影记录中哪些细节是必须出现的，又有哪些是可以被省略的？作为一种经验法则，这里以电影第一个场景里出现的挂在墙上的一把步枪为例：如果它透露了屋子主人的职业，或者在之后有人死于这把步枪之下，再或者它具有其他的意义，那么它就必须被提出。否则它则可以作为整个房间布局的一部分被省略掉。始终重要的是，一个细节在整部电影中是否具有一个功能。比如在影片《嘉芙莲娜的故事》（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1975）中，总是出现在墙上的十字架、修道院的十字形回廊、十字路口、十字窗框等这些都指向一个与十字架主题的相关物。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应该被纳入到电影记录里，以便把握十字架在这部电影中的象征含义
(3)

 。


嘉芙莲娜在受到警察拜茨迈纳（Beiymenne）、检察官哈赫（Hach）以及小报记者托特盖斯（Tötges）的折磨之前，她和恋人戈顿（Götten）只有一个短暂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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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边的恋人。（《嘉芙莲娜的故事》）




电影记录



在此期间已经有大量的电影记录出版，但是对此却没有一个执行标准。下文中会将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979）中的电影记录作为例子摘录出来，以便读者得到一个直观的把握。


镜号



如果人们想尽可能地满足很多的问题设置和探索不同的分析兴趣的话，这里推荐一种电影记录方法，它分为六个不同的行列：第一列是镜号。不同的电影随着长度和风格的不同，拥有完全不同的镜头数量。比如五六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平均拥有三百到五百个镜头。后来受到电视编剧学的影响，镜头数上升到上千甚至更多。那些超长电影比如《现代启示录》至少有1180个镜头
(4)

 ，科波拉（Coppola）的《教父2》（The God father，Part II
 ，1974）甚至有1444个镜头
(5)

 。《嘉芙莲娜的故事》却只有368个镜头
(6)

 。镜头的划分提供了准确的援引或者精确的证明，而且它也确保了分析检验的可审核性——对于科学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将镜头编号还有利于不同电影版本之间的比较，从而能轻松查明影院发行版本、导演版本、未审查版本或者电视版本之间的偏差和改变。


情节和对话的描述



第二列是对剧情的简短描述，第三列交代对话。在所有电影记录的条目中重要的是这种正确的相关性划分。从电影记录中我们应该能看出，一个对话是否发生在某一个行动当中，也就是它是否和事件是平行相伴的？它是否先行于事件或者跟随事件之后，即它发生在事件之前还是之后？又或者它是否打断了事件的发展，即在两个行动之间出现。这也同样适用于电影记录中摄影机和音乐音响的记录，从中必须能识别出它们在一个镜头中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和结束的。


音乐、音响和摄影机的行为



第二、三列中的内容可能是比较清晰直观的，而第四到第六列里更多的是用于分析的量性数据。第四列提供的是关于音乐、音响的信息。一般来说，音乐的乐谱是无法得到的，而且记录者往往也没有足够的音乐知识。将音乐用一些描写气氛的形容词（忧伤的、有趣的、嘈杂的、轻柔的、刺耳的等）来表述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有给出一些乐器信息（钢琴、手风琴、小提琴、管弦乐等），这些有助于对于一个场景音乐“气氛”的刻画以及确定。第五列记录了摄影机的使用，也就是景别和它们的转变，摄影机的运动以及一些其他的特点，这些都和情节、对话以及音乐相关联。

最后一列以秒为单位记录一个镜头的长度。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在快速的动作场景中如果一个镜头只持续了0.3秒的话，它也能被准确地测量出来。就算所有镜头历时的秒数总和（由于单个镜头秒数测量时的四舍五入）同整部电影的长度不一致，这种计算时间的方法仍然能够使一个可信的量性分析成为可能。

之前人们总是持这样的观点，即对于一个科学的电影分析来说，电影记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现在人们明白了，制作一个完整的电影记录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具有意义。为一部平均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制作一个电影记录必须投入大概四个星期的工作时间（每天八小时，每周五个工作日）。到电影记录制作完成时，人们已经把这部电影看了不止二十次。尽管这种时间上的投入并不是规定，但是它可以确保对整个电影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谁在快速看完一遍电影之后就想对其进行分析，他就不可能深入这部电影。关于电影记录有过这样的实践，即只详细记录某些特定场景，比如：剧情上有着意外转变的关键场景；或者人物的发展和塑造比较独特的场景；再或者是其他一些通过细节交代的决定观众接受要素的引人入胜的场景。

相反，段落场景记录对于每一个电影分析来说是必要的工作和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在段落记录中，情节在不同场景和段落中被分割。在段落中的划分标准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以下一个或多个标准进行：

·地点的统一/变化

·时间的统一/变化（比如，白天对黑夜）

·参与的人物或人物情况的统一/变化

·（内部的）情节线索的统一/变化

·风格或色调上的统一/变化（比如，静止的与戏剧性的，特殊色彩对比，情节与对话的比较）

在一个段落中所涉及的是一个相对的整体，它的定义偶尔也存在争议。一般来说，一部电影是由多个段落组成，大多数是在三十到八十个之间。较新电影中的段落数量比较少，相关的大段落也总是被划分为多个子段落。

电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1991）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解释这种情况。电影中不连贯的、未划分的情节或场景段落的列表如下：

·奇尔顿（Chilton）向莱克特（Lecter）提出真正的交换条件（圆珠笔）。

·由于向莱克特提供假建议，克劳福（Crawford）遭到谴责。

·将莱克特转交孟菲斯官方。

·同参议员马丁（Martin）的谈话。

·在媒体面前装模作样的奇尔顿。

·史达林在去找莱克特的路上。

·史达林和莱克特的对话（关于农场上的羔羊）。

·奇尔顿驱逐史达林（档案）。

·史达林飞往巴尔的摩。

基本上人们只要稍做练习，就可以在电影只放映一遍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段落记录，然后在电影播放第二遍时再进行一次优化。也就是说，时间投入是有限的。人们可以对电影中时间的顺序有一个大概的掌握，对于这个概况人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人们也可以把这个松散的顺序称之为“故事”：先发生了这个，然后那个，之后又是那个——之后，再之后……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粗略的关系网，我们的分析也和这个关系网相连。

《现代启示录》电影记录片段



	镜号
	情节
	对话



	1051
	拱形走廊，圆柱，杂草丛生，烟雾缭绕
	库尔兹（Kurtz，画外）：“我们是空心人……”



	1052
	带有神像的石柱
	（画外）：“……稻草人……”



	1053
	带翼的神像
	（画外）：“……依靠在一起。脑壳中装满了稻草，……”



	1054
	带翼的神像
	（画外）：“……唉，我们干巴的嗓音，在我们窃窃低语时，寂静又毫无意义。”



	1055
	一个越南人在黑暗中倚着墙，只有后脑勺被一束光照亮。在走廊旁边威拉德（Willard）靠墙坐着，他对面坐着那个摄影师，用手托着头。
	（画外）：“……好似干草上的风，或我们干燥的地窖，他在那儿，耗子踩在碎玻璃上的足音，他在那儿，成形却没有形式，成影却没有颜色。”



	1056
	库尔兹看着书，手托着头。
	“……力量瘫痪，有英姿却无动作。”

摄影师（画外）：“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知道吗？”

库尔兹：“那些穿越而过……”



	1057
	摄影师比着手势，狂热地说服着威拉德。
	摄影师：“这是辩证法，非常简单的辩证法。就像从1到9，没有或许，没有假设，没有分数。你不能在太空漫游，不能进入太空。要是没有分数的话，你要在哪儿着陆，3/1？3/8？若从这去金星，你要做什么？这辩证物理学，对吗？辩证逻辑认为，非爱即恨，你要么爱人，要么恨人。”



	1058
	库尔兹把书砸向摄影师。
	库尔兹：“蠢货……”



	1059
	摄影师用手挡脸，他和威拉德都下意识地躲避。
	 



	1060
	库尔兹又坐了回去
	“……你这个蠢货。”



	1061
	摄影师疯狂地向上挥着他的胳膊。他站起来，向右出画。

威拉德用拳头拧着一块湿布并转头向库尔兹望去。
	摄影师：“这就是该死的世界结束的方式。看看我们这鬼地方，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乌烟，伴随这阵乌烟，我他妈闪了，杰克。”



	1062
	库尔兹的目光从威拉德移向书本
	 



	1063
	神像石柱
	 



	1064
	威拉德的脸从黑暗中显现出来。
	威拉德（内心独白）：“在河上，我以为看见他的那一刻，我会知道要做什么……”



	1065
	挂在衣架上的库尔兹的贝雷帽和制服。
	“……结果并非如此。我和他在一起好几天，没有守卫。”



	1066
	威拉德朝下看，并俯下身。
	“我是自由的，但他知道我哪儿也不会去，我要做什么，他比我还清楚。”



	1067
	威拉德打开一个盒子，里面是库尔兹的勋章。
	 






	音响
	摄影机
	时间/秒



	……
	叠化入镜1051

全景：石柱，通道。摇下。
	 



	……
	叠化入镜1052

远景：神像柱子。摇下。
	 



	……
	叠化入镜1053

全景：神像。摇下。
	 



	……
	叠化入镜1054

全景：神像。摇下。
	 



	……
	叠化入镜1055

中景：越南人。摄影界前移，向右摇至中景。威拉德，摄影师
	 



	……
	中景：库尔兹
	 



	铃声
	近景：威拉德，摄影师（侧面）
	 



	书摔在地上的声音
	如1056
	 



	……
	如1057
	 



	铃声
	如1056
	 



	库尔兹坐的板凳嘎嘎作响
	如1057
	 



	音乐：单声调的铜锣声，低沉地，嗡嗡作响
	特写：库尔兹
	 



	……
	叠化入镜1063

近景：神像石柱，摇下，淡出
	 



	……
	特写：库尔兹
	 



	……
	近景：制服，摇下
	 



	……
	如1064
	 



	……
	特写：盒子，俯视
	 




《现代启示录》电影记录片段



	镜号
	情节
	对话



	1068
	威拉德头向右转
	“……若老川的将军们看见这一情景，仍想让我杀了他吗？”



	1069
	墙上贴着库尔兹妻子和儿子的照片。在一张桌子上有两本书摆在燃烧的蜡烛旁边。一本的书名是《金色树枝》，另一本是《从仪式到浪漫》。
	“或许更为急切，若他的家人知道，他已经离他们有多远时，他们会怎么想？他跟他们决裂了。”



	1079
	只有一条细长的光束照在威拉德头部从脖子到耳朵的部位。
	威拉德（内心独白）：“……然后跟自己也决裂了。我从没见一个人被如此隔绝和撕裂。”

库尔兹（画外）：“我看见了恐怖，你看见的恐怖……”



	1071
	库尔兹穿过走廊，走向威拉德。
	“……你无权称我是凶手，你有权杀我，你有这个权利，但你无权审判我……”



	1072
	威拉德走向左侧，出画。屏幕变黑。

库尔兹的头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他咯咯地咬着牙，用牙齿咬开水果的硬皮。库尔兹皱起了额上的皱纹。
	（画外）“……对于那些，不知道什么叫恐怖的人来说，无法用言语向他们描述，什么是必需的恐怖。恐怖有张面孔，你必须与之结交，恐怖与道德恐怖，应是你的朋友。如果不是，那他们便是你应惧怕的敌人，他们是真正的敌人。”






	音响
	摄影机
	时间/秒



	……
	如1064
	 



	……
	近景：照片

摇下至特写：桌子，书
	 



	……
	如1064
	 



	……
	近景：库尔兹（侧影轮廓）跟随库尔兹后移，向右轻摇
	 



	坚果皮撕破的声音
	如1064

库尔兹从黑暗中显现出来，

直到：

特写：库尔兹
	 




下一步是对这个粗略的顺序进行划分。在同样的电影片段中（仍旧是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相同的片段），这九个段落被划分和合并。在整部电影的段落列表里，由这九个完全按时间顺序排列下来的段落产生出四个不同的行为符合逻辑的段落
(7)

 ：

[image: ]
史达林（Starling）和莱克特（Lecter）之间的谈话（交易）。（《沉默的羔羊》）



19．奇尔顿向莱克特提供真正的交换条件（圆珠笔）。

20．孟菲斯的飞机场。

·由于向莱克特提供假建议，克劳福遭到谴责

·将莱克特转交孟菲斯官方

·同参议员马丁（Martin）的谈话

21．谢尔比地方法院。

·在媒体面前装模作样的奇尔顿

·史达林在去找莱克特的路上

·史达林和莱克特的第五次对话

·（交换A）羔羊的叫喊

·（交换B）莱克特的重要信息，但是被隐藏了

·奇尔顿驱逐史达林（档案）

22．史达林飞往巴尔的摩。

在段落20和21那里，地点的统一性起决定性作用。在第21号长段落里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情节的平行性（奇尔顿在媒体前，史达林在莱克特那里），将这个段落里的对话归为第五次对话，以及将这个对话分割成是由史达林和莱克特两边共同进行的，同时再一次地被编织在一起。


子段落，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



段落记录提供了对电影情节组织原则的第一认识，它不仅适合于对某个单个段落的具体分析，还适合于对整个电影的分析。段落之间也有不同——长的或者短的，线性的或者相互交织的，再或者是平行段落。因此整个电影情节被划分，每个段落的比例清晰可见。一个重要的分析类型不仅仅是区别段落和子段落，而且是对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的区分。这样电影情节的结构就变得明了，每个段落的蒙太奇也是清晰可见的。有的电影是以一个次要情节开始的，以便逐步引向主要情节。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在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中，电影都是以之前已经结束了的电影情节的最后一个段落开始，就像片头那样，它是为了借助于一个准备活动将电影推向一个新的剧情。偶尔也会在一开始就出现一连串来自于不同情节的场景，这些场景在之后的电影中再被彼此串联起来。对此，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1977）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旧飞机仍像新的一样停在沙漠中。

2．塔台：附近一架飞机和一个UFO几乎相撞。

3．巴里（Barry）和他的妈妈吉莉安（Jilian）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4．罗伊（Roy）在他的家庭圈子里。

5．吉莉安寻找跑开的巴里。

6．罗伊遇见UFO。

7．吉莉安发现巴里并遇见罗伊。

8．吉莉安、巴里和罗伊遇见了一个UFO。


情节线索的交织



交错原则在这里很明显。首先是以四个不同的情节线索开始，然后在段落5和3中继续，之后段落6和段落4（罗伊）同段落2（UFO）相连接。在段落7中段落5（吉莉安、巴里）继续进行，同时与段落4（罗伊）相聚在一起。最后在段落8中，段落7（吉莉安、巴里、罗伊）和段落2以及段落6（UFO）彼此连接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开始不能看清相互关系，甚至完全不理解。通过对观众的这种信息隐藏，情节获得了巨大的张力，同时还达到了某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很明显，因为这些特定人物的处境对剧情的继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类接触》将这一套段落游戏通过逐级递进的方式使用在电影之后的进展中：在电影的开始阶段，罗伊玩耍般地在浴室用剃须泡沫做了一个山。后来，人们看到罗伊是怎样在外面院子里用黏土堆成了一座山。再后来罗伊精神恍惚地在餐桌上用土豆泥建了一座山。再后来他在模型铁路上堆了一座巨大的山。与此同时，吉莉安在她家的地板上造了一个黏土塔——直到两个人物都在电视上看到了“魔鬼塔”
(8)

 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强迫症向他们暗示了这个岩石。因此，这两个人物踏上了去那里的旅程。

[image: ]
罗伊和“魔鬼塔”。（《第三类接触》）



电影《机场》（Airport
 ，1970）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段落功能性结构的更极端的例子。
(9)

 在这部电影里，大量的情节线索被引入并且逐渐相互交替着向前推进：一架飞机卡在雪里堵塞了跑道，一桩婚姻的破裂，一个怀孕的空姐在犹豫是否去做人流，一个恐怖分子在飞机甲板上藏了炸弹，等等。这些情节越来越相互影响，最终飞机安全着陆在清扫干净的跑道上，那对夫妇彼此接受，空姐放弃了堕胎的念头，恐怖分子也失去了生命，等等。这又有极大的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切在一个微观的世界（飞机场）里都有它的意义。而且在最后一切都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完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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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机场》中通过画面分割来实现平行情节线索的交织：左侧是坐在飞机中的机长，中间是塔台，右侧是正忙着清扫跑道的机场工作人员。



这种以情节为主的电影，比如几乎所有的动作片，在情节建构上都跟随一个确定的模板，这一模板通过对更多这种类型的电影进行比较而变得更加清楚。如果我们再以《机场》这部影片为例，那么接下来就有众所周知的效仿者，比如《国际机场1975》（Airport 1975
 ，1974）、《77航空港》（Airport 77
 ，1977）以及一系列更多的所谓的续集，它们都想复制原作的成功之处。大体上
(10)

 ，这些可变的和不变的情节之间存在着差别。不变的是那些剧情要素，它们在所有电影中都以同样的顺序出现。因此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基本原则，将空难同“个人”灾难和关系问题相结合，也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电影都被划分成五个部分。更多的是说，内容的情节结构相类似：各自都在电影的前五分之一里表现“航空公司”和“个人问题”，在五分之三处是“灾难”和“营救演习”，在最后五分之一处是“部分的成功”“营救”和“告别”。这种灾难有各种可能性——可以是由炸弹引起的，也可以是通过与体育飞机或者油井架的相撞引起的，等等。在电影段落的五分之二和五分之四处似乎是一个空白，它可以被不同的电影进行各种各样的填补——它可以在各自不同的位置通过新的主题填补，也可以添加一个同样的主题（机场内气压下降，乘客的恐慌歇斯底里地爆发，飞机场塔台危机处理小组的建立，对技术破损的衡量，等等）。对此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模板——“公式”，一部电影可以按照这个公式进行顺序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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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戴和洛克哈·德森通过电话拥有一种纯真的关系。（《枕边细语》，Pillow Talk
 ，1959）




 3.2　时间、结构、阶段


故事和情节



段落记录和剧情建构主要是关于电影的时间和空间的。段落记录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完善，即：它不仅划分了各个场景（故事）之间的次序，而且将这些区分了的场景次序分类，并且将剧情发展标记为不同的更大的单元事件。人们把它称为情节：首先发生了这个，然后是那个，这是因为……这种“然后，然后”的原则被一个因果关系连接原则替换，这种因果关系原则使得前后关系清晰明了。一个经典的例子（E.M.福斯特）是这样说的：“国王死了之后皇后也死了”的故事可以被推进成这样的情节——“国王死后，皇后因丈夫的死过于悲伤，也死了。”这种剧情结构可以作为电影的中心思想结构。


叙述时间和被叙述的时间



电影讲述一个故事——这可以是与剧情相关，也可以是与角色相关的。被叙述的时间几乎总是同叙述时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就这一点，时间在电影分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平均来说，叙述时间是一个半小时，但被叙述的时间可以是很多天、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年。这就意味着：有时间跳跃、时间过渡和时间加速，这些都必须注意。当然像这些时间的延伸（慢动作）、倒叙以及时间上的提示和平行对应都是很重要的。对于时间类别的准确识别有助于认识剧情的建构，认识事件发生顺序的划分以及电影剧情的结构。


剧情阶段



结构概念对于电影类型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里仅仅涉及单个的电影。对剧情阶段的追问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人们可以把剧情阶段理解为类似于戏剧中的段式结构。事实上，许多电影都具有经典的亚里士多德戏剧的五段式结构
(11)

 ，这不是因为电影使用了以文学为原型的戏剧性，更多的是因为它遵循了戏剧学上的基本塑造原则，在这一点上电影和戏剧有着明显的共同之处。非常多的电影都具有五个剧情阶段的结构模式：




展开问题



·展开问题。比如，一个人物、故事地点、环境、时间或者动机的引入。


剧情的上升



·剧情的上升，也就是说使矛盾尖锐化，新的问题的出现，复杂性的增加，等等。


危机和骤变



·危机和骤变（转折点），比如通过其他情节的介入，通过对最后出路的封锁，通过丧失所有其他的选择。


剧情的延迟



·延迟，也即是说，行为的出路可以预见，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麻烦，它是被克制的。


快乐结局或者灾难



·最后的快乐结局（剧情片）或者灾难（悲剧）。



许多电影既不是以快乐结局收尾，也不是以灾难收尾，这说明这种结构上的类型模式只能作为电影分析时的辅助手段，只是对电影的准确认识提供一种引导。一些电影是由一些框架剧情和三段式结构组成的，通过这些框架剧情电影被布置安排，然后结束，比如《千年血后》（The Hunger
 ，1983）。其他一些电影则没有框架，只是呈现三段式的结构，比如《异形》（Alien
 ，1979）。还有一些电影会有六段或者七段结构，其中一些作用能够重复，比如《决斗》，可以在一个危机之后跟随着第二个危机，比如《天使之心》（Angel Heart
 ，1988），也可以是快乐结局被紧跟而来的不快乐结局所破坏，比如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81）。


剧情建构作用潜在意义的建构。



重点不是将一部电影或者一个段落记录划分为三个、五个或七个阶段。剧情段落或者内容的区分对于更好地理解电影毫无意义，它们只是再造性和描述性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每个人总归都要看的。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剧情到底讲述了什么，是什么在潜在地展开、上升、发生转折和延迟，直到最后的结束？这不是对主要内容的复述，而是对内部逻辑和剧情关键点的研究。它是关于电影的布局安排，也是一部作品的特殊秩序，在这个作品中所有的部分先后相连并且组合成整体。剧情的建构称之为意义的生成，在这里，事件结构服务于叙述结构。电影里一个主要的个体人物或者一个确定的意识形态处于中心位置，在动作片或者剧情片里事件的结构自然比在这样的电影里重要。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即：电影是通过对剧情的分析而被“攻破”的，也就是说，通过剧情分析，电影的中心思想被挖掘出来。


 3.3　例子

三个例子应该能够清晰地解释这些区别：第一个例子是《第三人》（The Third Man
 ，1949），这部电影已经在它的结构分析中明显地呈现出它的中心思想；这里对于人物、结构或者标准和价值的详细分析只是重复制造、精确表达或者扩展已经认识了的事物。因此这部电影在此只需被分析一次。第二个例子是《歌剧红伶》（Diva
 ，1981），这部电影的寓意在剧情分析时已经清晰可见，但同时也可以在人物分析、结构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时得到呈现。这种电影需要一再地进行分析阐释，以便展示对于同一个寓意信息的不同分析途径。第三个例子是《威尼斯疑魂》（Don't Look Now
 ，1973），这部电影应该通过这四种分析途径进行阐释，但是却只能达到对电影寓意的逐渐接近。
(12)




《黑狱亡魂》的剧情分析（例1）

作为侦探故事



《黑狱亡魂》中的故事发生在战后的维也纳，它同时讲述了四个不同但又彼此相连的故事，这些故事都遵从五种戏剧结构。首先它是一个犯罪或侦探故事：作家马丁斯得知了他朋友哈里的死（阶段1），他来到维也纳着手调查此事（阶段2），马丁斯陷入危险并遇见仍旧活着的哈里（阶段3），他跟踪哈里，因为哈里已经露出真面目，他才是凶手（阶段4），马丁斯最终将哈里抓捕（阶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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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冲突的故事



其次，它是一个关于冲突的故事，如何从角色层面认知？马丁斯结识了军官卡洛维（阶段1），和他陷入激烈的争吵中（阶段2），但他又勉强自己同卡洛维合作（阶段3），从合作中产生了共同的信任（阶段4），直到最后获得彼此的尊重（阶段5）。


作为爱情故事



同样的戏剧性也是跟随相关爱情故事的叙事：马丁斯爱上了安娜（Anna），她是他“死去的”朋友哈里的女朋友，在共同的回忆中他们越走越近，他向她表明爱意，结果却得到一场争吵和最终安娜对他的鄙视。所以，如果侦探故事和关系故事从积极面出发，那么内部的爱情故事就会从消极面结束。


作为友情故事



剧情层面到最后还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关于马丁斯和哈里的友情故事：对于所谓的死亡的悲痛（阶段1）。面对怀疑，衷心地为所尊重的朋友辩护（阶段2），震惊地发现自己的朋友是杀人凶手，剧情达到高潮和骤变（阶段3）。这也使得马丁斯出卖了友谊（阶段4）并抓捕了这位曾经的朋友（阶段5）。

从这一方面来说，《第三人》拥有一系列的关系层，然而它们也都服从同一个戏剧结构，它们在探究罪恶这个现象时也都拥有同一个潜在的主题：主人公马丁斯性格的成熟，他成长了。
(13)



[image: ]
《第三人》中颠倒的世界。



电影的剧情结构可以清楚地被理解为一个建构计划、支架以及内在秩序，电影的剧情结构把所有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在《黑狱亡魂》的形式结构中隐藏或者传递了“实质”：电影的中心思想。剧情结构的分析可以作为一把钥匙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电影，电影意义的建立需要通过多维度的叙述行为，也要作为一种意义被观众所接受。

还有关于动作片或剧情片的其他许多例子，对其而言合适的剧情分析打开了一扇通向电影意义的大门，比如畅销电影《吉米去看彩虹》（Und Jimmy ging zum Regenbogen
 ，1971）
(14)

 或者波兰斯基（Polanski）——恐怖片《不道德的审判》（Death and the Maiden
 ，1994）
(15)

 。


《歌剧红伶》的剧情分析（例2）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歌剧红伶》（Diva
 ，1981）发生在巴黎。这部电影同样也是讲述了多个彼此相连的故事。它以迷离的方式讲述了贩卖妇女、盗版、爱情、歌剧、音乐以及年轻邮差朱利斯的经历。但是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犯罪片，对此有太多的组成部分能够阻碍这种归类。它也不能作为一部爱情片，因为事实上这里根本与爱情无关。许多电影学者将其称为崇拜电影（Kultfilm）
(16)

 ，以此来为自己开脱，但这也并不利于电影被更好地理解。下面关于电影《歌剧红伶》的场景段落分析重新构建了故事并且形成了阶段的分割：


段落中的结构



1．字幕及歌剧中的音乐录制片段



2．更衣室：朱利斯获得了一个签名并偷了女演员的裙子

3．朱利斯来到他的Loft听录音（录音带）

4．火车站段落（交叉，平行剧情）


A）朱利斯的日常工作

B）娜迪亚（Nadja）到达火车站

C）宝拉（Paula）和报信人在火车站

D）两个杀手跟踪并杀害娜迪亚（磁带）



5．朱利斯结识奥尔芭


·在唱片店

·在马路上



6．奥尔芭和Gorodish在他的Loft里

7．杀手在废品厂监督销毁汽车

8．警长萨波塔（Saporta），报信人，宝拉和她的同事在警察局



9．朱利斯的日常工作（发养老金）

10．朱利斯和奥尔芭在他的Loft里


·布景

·朱利斯对瑟尼亚·哈维斯（Cynthia Hawkins）的倾慕

·手表礼物和吻

·偷听录音带（场景11被接入）



11．报信人在游乐场被谋杀

12．奥尔芭和Gorodish在家，播放录音带

13．朱利斯在家里，出去

14．朱利斯在妓女那里（裙子）

15．（与14是平行剧情）台湾人在朱利斯的Loft里毁掉了录音带

16．朱利斯在被洗劫后的Loft里：不知所措

17．朱利斯在朋友那里

18．警示：朱利斯被跟踪，借摩托车（磁带）

19．宝拉和同事在朱利斯的Loft里

20．朱利斯拜访瑟尼亚并归还裙子（台湾人在门厅）

21．新闻发布会：瑟尼亚没有录制的唱片（台湾人）

22．奥尔芭和Gorodish在他的Loft里，朱利斯被邀请，涂面包，剪入场景23，拼图，滑冰鞋，在旅馆的台湾人

23．杀手和警长萨博塔在停车场会面



24．朱利斯和瑟尼亚


·在咖啡厅

·夜晚在巴黎散步

·旅馆的房间

·（平行剧情）台湾人给Gorodish打电话

·早餐

·台湾人给朱利斯打电话

·朱利斯听瑟尼亚练唱

·（平行剧情）台湾人在经理韦因斯塔特（Weinstadt）那里

·（平行剧情）警长，宝拉和她的同事在警察局

·韦因斯塔特和瑟尼亚/朱利斯：为了录音的事情争吵

·朱利斯安慰瑟尼亚





25．朱利斯的逃亡和营救


·被宝拉和她同事跟踪（阶梯，摩托车等）

·（平行剧情）台湾人在Gorodish和奥尔芭的Loft前

·朱利斯去妓女那里

·钥匙

·插入磁带

·（平行剧情）妓女向皮条客告发朱利斯

·朱利斯听磁带

·（平行剧情）妓女起了邪念

·朱利斯逃跑，被射伤，逃往一个游戏厅

·（蒙太奇段落）朱利斯给Gorodish和奥尔芭打电话

·Gorodish从杀手那里救出朱利斯



26．开向灯塔


·在乡间公路行驶

·停车：医药救护

·驶向灯塔

·壁炉火：Gorodish和奥尔芭

·Gorodisch偷听了磁带

·清晨，Gorodish开车离开



27．朱利斯和奥尔芭在灯塔里



28．Gorodish在巴黎


·Gorodish在妓女那里

·Gorodish和杀手在地下室

·Gorodish在自己的Loft里（台湾人，街头音乐家）



29．地下停车场：警长萨波特和杀手（假磁带，谋杀人物）

30．萨波特，台湾人和Gorodish


·萨波特上了Gorodish的空车（钱，炸弹），开走

·到达一个工厂（炸弹）

·工厂

·以钱交换磁带

·台湾人拿到磁带，在车里被萨波特杀害

·Gorodish开走了另外一辆一样的汽车



31．Gorodish和奥尔芭在电话里交谈

32．杀手绑架了朱利斯

33．（平行剧情）瑟尼亚准备启程

34．杀手杀了出租车司机



35．朱利斯在Loft里的决战


·警察同事被萨波特骗走，宝拉留下

·杀手和朱利斯的到达

·磁带被调包

·搏斗

·宝拉朝一个杀手开枪，震惊了其他人

·萨波特到来，用宝拉的枪杀了第二个杀手

·他威胁宝拉和朱利斯（停电）

·Gorodish救了他俩，萨波特摔死在电梯间





36．歌剧的结尾（瑟尼亚和朱利斯），片尾字幕事实上，电影《歌剧红伶》讲述的既非侦探故事，也非一个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现代童话。对这部电影所属类型的理解是理解整个电影的关键。这里也有经典的五段式结构：


段落中结构



框架1（场景1）：不正当行为的发生，主人公朱利斯录制了瑟尼亚现场音乐会的盗版拷贝。

阶段1（介绍，场景2—8）：主人公进入那个鱼龙混杂的世界。

阶段2（上升，场景9—23）：形成了两个世界——日常现实（犯罪，平庸等）和艺术（音乐，照片，流行艺术，美术，生活艺术）。朱利斯被跟踪。艺术因为朱利斯的盗版而被现实所威胁。

阶段3（危机/骤变，场景24）：朱利斯在两个世界里认识到艺术的美在于它自身的价值，并感到后悔。

阶段4（延迟，场景25—27）：朱利斯被跟踪，受伤并被不可思议地解救。

阶段5（结局，场景28—35）：坏人的贩卖妇女行为和犯罪的台湾人被朱利斯阻止，坏人由于Gorodish的“解围”而被消灭，好人获胜。

框架2（场景36）：不正当行为得到了弥补，朱利斯向瑟尼亚归还了录音带。

《歌剧红伶》的剧情结构是典型的童话类型，它使电影的主题思想一目了然。剧情分析在这里就已经能够“撬开”这部电影。如果有谁不能理解这一点，或许是因为童话结构对于他来说还不是很熟悉，那么就需要电影在角色层面、叙事结构以及童话特征的价值和判断方面提供同等程度的线索。


女音乐家在这场庄重的音乐会的出场是这样被设置的，以至于音乐的光晕在她的现场布景中显现出来——独一无二和不可思议的，作为事件和经历：一个令人窒息的梦。



[image: ]
瑟尼亚·哈维斯在现场音乐会。（《歌剧红伶》）




《威尼斯疑魂》的剧情分析（例3）



相反我们的第三个例子，《威尼斯疑魂》却是神秘莫测的。这里仅仅想通过剧情分析来了解电影恐怕是不行的。虽然第一种分析电影的途径已经详细地展示了电影分析从原则上讲所应该使用的方式。

在开始段落（框架1）中，电影提出的“问题”被展示：当一对父母在英国的家中工作时，他们身穿红色大衣的女儿克里斯汀溺死在附近的水塘里，正在这时，她的爸爸约翰正在观察一张幻灯片，一个在教堂里坐着、裹着红色大衣的人物，血红色的液体开始蔓延、交织。时间跳跃。


阶段1：上升



电影的主要情节包括30个段落，它们也是按照经典的五段式划分的。阶段1在6个场景段落里提供了电影的介绍。约翰在威尼斯参加一项教堂修复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劳拉在一家餐馆吃饭。在那里劳拉遇到了两姐妹：温蒂和她的盲人妹妹希瑟。希瑟告诉劳拉，她刚才看见了劳拉死去的小女儿，穿着红色的大衣，微笑着，过得很好。温蒂解释说希瑟能够通灵。劳拉由于受惊而昏倒被送往医院。稍后我们看见劳拉愉快地在医院里和嬉闹的孩子们在一起。当约翰接劳拉回家的时候，他们听说了一件谋杀案，凶手使整个威尼斯都变得不安全起来。劳拉在教堂为克里斯汀点了一支蜡烛，而约翰却是怀疑甚至反对的。之后这对夫妇见了主教，约翰是受他的委托来修复教堂的。尽管劳拉不是基督徒，可她吻了主教手上的戒指，这让她的丈夫感到吃惊。阶段1向约翰或者观众布置了任务和发表意见的前提：这里是否在讲述一个骗术和（自我）欺骗？

[image: ]
《威尼斯疑魂》中劳拉和温蒂、希瑟两姐妹。



[image: ]
劳拉在像万花筒般的多重镜面中。




阶段2，上升



阶段2实际上是一个上升过程，尽管它伪装成一个爱情故事（插曲1）。劳拉和约翰之间的关系：爱情、倾慕、温柔和理解的作用。著名的爱情场景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床上的性爱片段和之后的穿衣片段交叉剪辑。这里形成了这样的戏剧性：它与任何一种淫荡欲望相对，按照美学原则来表现性爱的和谐和两性的结合。事实上，这里并不是讲述约翰和劳拉之间的爱情，更不是关于性，而是恰恰相反做了一个铺垫：将来两人分开并不是因为糟糕的关系。对约翰和劳拉之间爱情的详细刻画同之后的意想不到的解释形成对立；观众错误的联想被驳回，一个意味深长的空缺被建立起来。这一段落的结尾非常特别：两人在寻找回旅馆的路时迷失在黑暗的威尼斯。两人都面临“问题”。


阶段3，危机和转折



危机在阶段3有计划地进行。在6个场景段落里约翰和劳拉一再地同这对姐妹相遇，夫妻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发展为公开的争吵。劳拉相信希瑟能通灵，她找到她的住处，希望能够感触到她死去的女儿。约翰拒绝了劳拉，他坚持切合实际的观点，即：这只是劳拉心理上难以摆脱失去克里斯汀抑郁的一种映射——药物治疗是有必要的，劳拉应该吃药。当他们接到儿子强尼在英国发生意外的消息时，劳拉立刻坐下一班飞机飞了回去，约翰和劳拉的关系在空间上产生了裂痕。剧情的危机很明显不是在于夫妻关系的危机上，而是在于约翰拒绝相信“通灵”。这完全是关于约翰自己的危机，也是整个阶段4所要表现的。


阶段4，延迟



在阶段4里又是一个经典的延迟，剧情作用再一次被掩饰，这一次是作为一个侦探故事（插曲2）。之前（阶段3）排除了一个个人（爱情）故事，现在又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完全公开的、已完成的现象上——犯罪。约翰的危险处境一开始就很明显，比如他在脚手架上差点掉下来摔死，这一点在同主教的对话里也可以得到暗示。当约翰突然看见，他原以为在英国的劳拉身着黑色丧服和那对姐妹站在一艘在大运河上行驶的丧船上时，他去了警察局要求破案。因为在他看来，那对姐妹可能绑架了他的妻子。然而一再强调让人注意的是：约翰的危险并非来自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或者威尼斯的凶手，也不是来自那对非法的姐妹，而是来自他的拒绝。接下来关于那对非法姐妹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关于“通灵”的问题却还未被解决。因为事实上劳拉并不在威尼斯，而是在英国，正如摄像机通过地点转换所展示的那样，这些约翰通过电话也一定能够知道。

[image: ]
劳拉和温蒂、希瑟姐妹在丧船上。



阶段5将剧情在四个场景段落中继续向前推进，直到事件最后演变成一场灾难：当约翰将盲人希瑟从警察局再次带往旅馆时，劳拉来到了威尼斯，徒劳地寻找本该去接她的约翰。在夜晚的威尼斯，约翰在路上遇见一个穿着红色大衣的人，这让他想起他死去的女儿克里斯汀。他认为这人是个孩子，为了能够安慰和帮助“她”，他跟踪这个人来到一个空教堂。然而这个人突然转过身来，“她”并不是个小孩，而是一个丑陋的老侏儒，他拿着长刀向约翰挥去并切断了他的颈动脉。这时在即将死去的约翰的意识里，这一系列事件的图片像马赛克一般串联起来：从克里斯汀在英国的死到他和劳拉的做爱，再到旅馆房间中希瑟的“通灵”，之后他死去。时间跳跃。

电影的结尾场景（框架2）向我们交代了开始时所提出问题的答案：穿着丧衣的劳拉和那对姐妹站在丧船上，死去的约翰躺在甲板上。但是在她的脸上并未看到悲伤和痛苦，而是巨大的平静和力量，甚至还有一丝苦笑。劳拉为什么笑？只有电影的中心寓意才能给出答案。



————————————————————


(1)
  这里的电影记录类似于国内所说的镜头记录或者完成台本，有别于分镜头剧本。——译者注


(2)
  Werner Faulstich und Ingeborg Faulstich：Modelle der Filmanalyse. München 1977.


(3)
  etwa Werner Faulstich：Kritische Randbemerkungen zu dem Beitrag „Heinrich Bölls Erzählung DIE VERLORENEEHRE DERKATHARINABLUM und die gleichnamige Verfilmung von Volker Schlöndorff und Margarethe von Trotta“ von Heidemarie Fisch-Kes selmann. Diskussion Deutsch，15. Jg.（1984），H. 78，449–454.


(4)
  Holger Hermann：Francis F. Coppola：Apocalypse Now. Tübingen 1985.


(5)
  Werner Faulstich und Joachim Auch：„Der Pate，Teil II“/„The God father，Part II“. Ein Filmtranskript. Siegen 1987.


(6)
  Andrea Park：Schlöndorff/von Trotta：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Transcript.Tübingen 1981.


(7)
  Werner Faulstich：Der neue Thriller：„Das Schweigen der Lämmer“（1991）. In：Werner Faulstich und Helmut Korte（Hrsg.），Fischer Film Geschichte，Bd. 5：Massenware und Kunst（1977–1995）. Frankfurt/Main 1995，S. 270–287.


(8)
  魔鬼塔位于美国西部怀俄明州东北部，是一座巨型的圆柱体岩石。——译者注


(9)
  Ricarda Strobel und Klaus Schmitt：„Airport“. Ein Filmtranskript. Rottenburg-Oberndorf 1986.


(10)
  die Fallstudie von Werner Faulstich und Ricarda Strobel：Innovation und Schema am Beispiel von „Airport“ – eine strukturalistische Filmanalyse. In：Diess.，Innovation und Schema. Wiesbaden 1987，S. 49–91.


(11)
  介绍，上升，高潮，下降，结局。——译者注


(12)
  Werner Faulstich：Latenz als Funktion von Inszenierung. Analyse und Interpretation des Spielfilms „Don't look now“/„Wenn die Gondeln Trauer tragen“（1973）. In：Herbert Willems und Martin Jurga（Hrsg.），Inszenierungsgesellschaft. Ein einführendes Handbuch. Opladen 1998，S. 403–415.


(13)
  Sabine Scholl：„Der dritte Mann“ als internationaler und multimedialer Bestseller：Eine analytische Fallstudie. In：Werner Faulstich（Hrsg.），Literaturerfolg und Geschichte. Untersuchungen zu Medien-Bestsellern des Jahres 1950. Bardowick 1991，S. 288–312.


(14)
  Werner Faulstich und Ricarda Strobel：Innovation und Schema. Medienästhetische Untersuchungen. Wiesbaden 1987，S. 93–141.


(15)
  Siehe Britta-Karolin Öhding：Thriller der neunziger Jahre.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Struktur，Spannung und Bedeutung an ausgewählten Spielfilmen. Bardowick 1998，S. 15–25.


(16)
  指有众多忠实观众的电影。——译者注



4．角色分析


谁在电影中发出行动



第二种分析电影的途径是关于行动者的——角色。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每部电影在平均一个半小时的有限时间段里人物设置也是有限的；不能任意地出现很多角色。电影由于它特殊的媒体特性，也很难像小说那样，把许多角色都放在中心位置并详细地、有区分地刻画。电影，作为一种视听媒介，它趋向于可见性和外在性，因此它必须花工夫去刻画人物的内在思想、感觉和心理状态。所以，一般来说，对电影整体而言更多的是关于情节而非人物。从这一点来说，角色实际上作为剧情承担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4.1　特征：形式、势态、角色、类型、明星、布景


主角和配角

主角和英雄



人们将角色分为主角和配角是很有意义的，其中男主角或女主角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原则上讲，主角是电影的感知中心，是关键人物，他凝聚了电影的全部。主角并非一定是英雄。像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以及其他演员出演的詹姆斯·邦德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出演的兰博（Rambo）这样的英雄是绝对正派且光芒四射的。然而也有些角色可以被塑造成不起眼的，还有一些角色是令人钦佩的，甚至也许是令人发笑的反英雄角色，比如像伍迪·艾伦（Woody Allen）。主角也经常充当一种空缺的作用，这一空缺显现得相对苍白且无说服力——作为观众个性的另外一面，他代表观众登场并提出观众有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似乎引导观众穿过虚构的电影世界将他们与剧情连接在一起。对此，《现代启示录》中的陆军上尉威拉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角也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他可以承担各种各样的功能。

有时电影是按照观众的喜好发展的，观众将自己和主角视为一人或者服从主角的领导并相信他。比如主角在故事发展中的某个时候突然死去，一下子就剩观众自己，比如在乔治·罗梅罗（George Romero）的电影《僵尸》（Zombie
 ，1978）或者电影《七宗罪》（Seven
 ，1995）的结尾主人公被揭露为恶魔。这些都是对观众的当头一棒，使他们心神不宁。


角色组合



人们如何认识主人公？主人公们并不总是第一眼就被识别出。大多数时候他们在整部电影中表现为一种支配地位，经常性和连续性地出现。人们也可以直接裁去剧中配角，整部电影也并不会变得面目全非，但是主角却不能被裁去。特别是在表现一对主人公的电影中，比如一男一女或者两个朋友。在一部电影中也可以有更多甚至是同级别的主人公，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的意义其实已经隐含其中。有一些众所周知的标准化组合方式，它们拥有西方的文化传统，比如：马克思（Max）和莫里茨（Moritz），胖子和傻瓜，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温尼托和“老铁手”
(1)

 ，奇杰医生和海德先生
(2)

 （这里仅举出一些例子）。他们对剧情框架起决定作用，同时也影响着结构、标准和价值。


角色状态



还有一些其他的组合，比如：求爱者和被爱者，吸血鬼和忠诚的家庭主妇，罪犯和侦探，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主人和仆人，明星和粉丝，以及更多的角色状态。剧情的大部分都是从这些角色中展开：两个男人之间的女人，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美女和野兽”，反社会的特立独行者，等等。


角色

类型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主角都受角色的严重影响，或者他们表现某一特定的人物类型。经典的角色经常是按照类型出现的（比如：牛仔、警察、医生、劫匪、歹徒、西部客栈的老板娘），或者这些角色指涉当今的一些社会状况。也就是说，角色往往是社会的关系模板或者职业（工人、银行家、教师、资本家、妓女、胆小鬼、平步青云者）。在电影史中经典的类型是被塑造成明星类型学，每种类型都有其各自固定的形象和模式，有绅士、反抗者、永远的失败者、小丑、超级动作明星、隔壁的青年或者孤独的复仇者，又或者是性感女郎、吸血鬼、志同道合的同伴、摩登女郎、女神、天使、洛丽塔、蛇蝎美人或者“泼妇”。一部电影可以包括这些角色和类型。在配角那里，这些角色和类型经常是功能性地被使用；在主角那里，这些角色和类型也会起作用。它们被修改、评判、重新定义或者以搞笑的形式出现。

主角的首次登场以及对他们个性特征的刻画往往很有趣。由于角色作为电影的感知和意义中心，在一般情况下都要重视对角色的塑造，以便产生必要的可信度以及吸引力。对此一个精彩的例子就是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
 ，1972）中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作为主角的开场镜头。一个面包师来到教父面前求助。开始人们只是在前景的左侧看到作为聆听者的教父的轮廓（正打镜头），之后才看见一个有威信的教父正面（反打镜头）。由此在人们看到教父的正面之前，角色就拥有了一种声望，而且被赋予了意义。


教父作为一个强大的绅士，他等同于万能的父亲，可以提供保护和惩罚，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任其灭亡。女儿被人蹂躏的面包师恭顺地向教父寻求公道，教父看了一眼迟来的报酬，大度地给予了他公道。



[image: ]
《教父》中面包师作为求助者在教父那里。（正打镜头）



[image: ]
《教父》中教父作为他自己的对面。（反打镜头）




人物刻画的种类



人们原则上可以将对人物特征的刻画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既适用于主角的刻画，也适用于配角的刻画：


自我刻画



第一种，自我刻画：每个角色通过讲话、行为、表情、姿势、语言、服装等将自己刻画成他所应该或者想要伪装成的样子。就像每个日常生活中的人一样。


他者刻画



第二种，他者刻画：一个角色被剧中另外一个角色介绍或评价，也许是积极的评价，也或者是与其对立的第三个角色所给出的负面评价，他与其他人拥有不同想法。


叙述者刻画



第三种，叙述者刻画：一个人物形象可以通过大量叙述结构来刻画，比如通过镜别或者镜头角度，通过音乐，通过灯光和其他手段，等等。

此外，尤其是一些更复杂的电影似乎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刻画方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类型的角色，来给观众设置了一种含蓄的任务，让观众自己对一幅画面做出判断，从而把观众带入进入剧情。


单向人物和复杂人物

人物性格的改变



角色分析应该使一个角色的性格特征被认识。人们必须能够描述电影中的人物，如同向一个朋友描述一个他还未曾见过的新朋友。首先从外表开始，比如外貌、服装、行为，再到那些有关性格的其他个性特征。对此人们应该区分“扁平人物”（flat）和“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s）（E.M.福斯特）。扁平人物或单向人物是最典型的，他们作为配角登场，他们对于电影的主要思想只起到次要作用。但是他们也可以成为像在邦德电影或洛奇电影里的主角一样。相反，圆形人物或多维度人物就只作为主角，一个多维度的人物可以用两个特征标识：首先是一种复杂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性格特征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和多样化，甚至还是通过那些使他们显得更加生动的对立角色表现出来的；其次是人物性格的变化，即人物在电影结束时表现得同开始时不再一样。此类典型的例子有，由男孩儿变成男人，由女孩儿变成女人，胆小鬼最终也达到了目的，英雄最后却成了失败者。因此人们将这类人物称为动态人物，其有别于静态人物。例如电影《诺拉》（Nora
 ，2000）以及之后的许多电影都是按照这个规律。许多文学改编的电影作品，像《铁道工蒂尔》（Bahnwärter Thiel
 ，1968）和《O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
 ，1976）都刻画了这种内在的转变。

[image: ]
《辣身舞》（Dirty dancing
 ，1987）中“宝贝”通过舞蹈找到了自己。



[image: ]
中西部片英雄约翰·韦恩（John Wayne）在越战电影《绿色贝雷帽》（The Green Berets
 ，1968）中。



找到适合的演员对性格刻画有着重要的作用，即所谓的选角（Casting）。是使用了完全不出名的演员，还是用了观众非常熟悉的演员？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当然电影人物也可以通过演员的个性来塑造，有时在电影人物和演员在此之前塑造的角色之间会产生有意识的关联。比如：西部片英雄约翰·韦恩突然在越战电影《绿色贝雷帽》中出现；马龙·白兰度作为一个《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
 ，1954）中的拳击手，作为一个《萨巴达传》（Viva Zapata
 ，1952）和《奎马达政变》（Burn
 ，1969）中的革命者，《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
 ，1962）中的海盗，这些角色在电影《巴黎的最后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
 ，1972）中消解了他的英雄神话；又或者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电影《终结者1》（Terminator 1
 ，1984）中扮演一个恶魔，然而在《终结者2》（Terminator 2
 ，1991）中又突然扮演了好人。当然每一个演员的表演能力和他创造性的阐释都有非常有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


场景



最后必须提到场景，它在角色分析中经常被遗忘。到目前为止关于它的研究仍然非常少，尽管它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场景早期被狭隘地理解为“装配”，事实上它是指角色在社会中的定位：特定（的）性别，特定（的）年龄，特定（的）职业，特定（的）阶层，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气氛和场景，等等。角色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他属于有钱的上流社会还是来自一个工人家庭，是学生还是手工业者，他住在乡村还是大城市，他出现在一个贩毒场所还是一个运动场，故事发生地是在监狱还是在一个超市等这些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一些电影比如《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就使用了两个对立的剧情地点，它将凯瑟琳（Cathy）同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和埃德加·林顿（Edgar Linton）之间的三角关系在结构上安置在一个对立的地点：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
(3)

 同样的情况还有经典的（德国）本土电影《黑森林女孩》，在这部电影中乡村和城市被用来反映不同人物的性格以及人物组合类型，最后与自然的亲近联系（它作为一种对美好、真实以及对黑森林女孩的爱的表达）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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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黑森林少女》（Schwarzwaldmädel
 ，1917）中汉斯（Hans）和他来自城市的风情万种的未婚妻马尔维纳（Malwine）。
	作为对比，在同一个场景里汉斯和来自乡村的质朴少女。




也有这样的新电影，比如《叠影谋杀案》（Copycat
 ，1995），它就是从陈规的性别角色出发，这些角色在性格的发展中被破坏和驳倒，典型被动的女性牺牲者的形象被战胜，并被女性的团结而替换。
(5)




 4.2　例子

关于人物分析也有三个不同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史诗电影、圣经电影或者魔幻电影《霸王妖姬》（Samson and Delilah
 ，1949），它的主旨可以通过角色分析清晰地认识。
(6)

 第二个例子仍旧是《歌剧红伶》，在这部电影中主旨既能在剧情层面又能在角色层面显现出来。第三个例子还是《威尼斯疑魂》，对于这部电影主旨的认识，仅仅通过角色分析是不够的。


《霸王妖姬》的角色分析，例1



《霸王妖姬》曾经是美国50年代的畅销电影。它取材于旧约中的圣经故事（士师记12—16），关于大力士参孙（Samson）和背信弃义的戴丽拉（Delilah）。它第一眼看上去是一个关于宗教的电影，但这很快被证明是个错误：参孙是一个犹太但支派的士师，但支派一直被异教非利士人压制并渴望得到自由。再看下去，这部电影还可以被设想成一部爱情片：参孙离开了他的未婚妻玛利亚（Mariam），由于宗教的原因他娶了异教非利士人赛马达（Semada），而她的妹妹戴丽拉爱上了参孙。戴丽拉的父亲因为参孙的罪过而丧命，她发誓要报仇。她勾引参孙并得知他力大无穷的秘密，即他的长发。当玛利亚再次出现时，戴丽拉心生嫉妒并将参孙迷醉，剪去了他的长发并将他的头发给了参孙的敌人。参孙的敌人害他失明并锁住了他。戴丽拉得知参孙失明后非常懊悔并决定营救参孙。参孙虽然原谅了戴丽拉，但是他作为但支派的首领撕毁了异教的神庙柱子。同时参孙自己（因为他拒绝了玛利亚的“真”爱），戴丽拉（因为她背叛了参孙）和非利士人（因为他们是无信仰的）都失去了生命。

[image: ]
参孙和戴丽拉短暂的联合。（《霸王妖姬》）



事实上，《霸王妖姬》既不是宗教电影，也非爱情电影，即便“宗教”和“爱情”——在战后时期是很具代表性的——阐释了电影的两个中心价值。电影的中心主题更多的是关于成长，这个主题是通过人物参孙完成的，同时它还影响着电影的情节结构：人类从天真、弱小、受外界控制发展到成熟、独自和富有责任心。参孙在这部电影中是明显的主角，他的镜头有459个（占所有镜头的52％），他内心的发展传达了电影的主旨：虽然参孙作为一个集“强大和弱小，力量和神的恩赐”于一身的男人被引入，但是首先他表现出的是一个放纵骄傲的自大青年，他不顾宗教禁令，即爱上非利士女人而不是忠实顺从的犹太未婚妻。他幼稚，易上当，摇摆不定，他无视上帝的指命，对此他要经受一系列的考验和尝试，这些磨炼使他一步步地成熟起来。当他在逃亡失去了一切并得到了上帝的帮助时，他才实现了蜕变。最后他克服了自己的自私和懦弱并真正地找到了自己。


个性的成熟和寻找自我



所有其他的角色以及戴丽拉都属于这种角色的发展。玛利亚作为一个理想的、有信仰的、勇敢的、漂亮的、忠实的女人，她是规范的一个极端。赛马达，作为一个受社会习俗影响的自私的、爱慕虚荣的、卖弄风情的女人，她代表着规范的另外一个极端。戴丽拉，作为第二重要的人物（拥有327个镜头，占36.5％）有一个和参孙相似的发展过程：从开始的“半个孩子”和自私的女人（彩色，简单的服装），到诡计多端的、冲动的诱惑者和背叛者（白色的，昂贵的礼服），再到洞察到自己的罪行（带有黑色斗篷的类似于修女的大衣）。像参孙一样，戴丽拉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参孙从上帝那里又得到了力量并解放了他的民族，戴丽拉同他在精神上联合在“真爱”之中，即她最后喜欢上了参孙。两人最终悲剧式的死亡说明，两人都实现了个性成熟和寻找自我的目的，这对战后的德国观众来说是可信的。


《歌剧红伶》的角色分析，例2



在我们的第二个例子电影《歌剧红伶》中，主角绝对不仅仅是片名中所谓的歌剧红伶瑟尼亚·哈维斯，而是邮差朱里斯。他的角色在电影中占有最长的时间（总长度的39％），但不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所有的情节线索都是通过他连接起来，他自己也经历了一个转变：他走向社会，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并成熟回归。表面上看他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巴黎的邮差，不起眼的着装，独自住在一个有着古怪陈设的Loft里。他为人友善，拥有同事和朋友，他的爱好是音乐和歌剧，他是那个女主角“真正”的粉丝。在性格上他显得迟钝和幼稚，甚至是一个爱空想的天真孩子。奥尔芭形容他为“小青蛙”（一个童话线索），妓女说他是“可爱的、内向的”。关于他我们并不讨论个体性格和心理的发展。他只是电影前半部分的剧情驱动。此外，他很少将自己表现得非常复杂，而更多时候是安静的。朱利斯并不是一个英雄，但是在他身上却有某些作为范式的东西存在并展示出来。他对我们观众具有领导作用，他的作用就如这些范式——汉泽尔与格莱特，白雪公主，小红帽，勇敢的小裁缝，不莱梅的城市乐手，睡美人。童话的这种形态学将角色任务分配给主角，让他承担传递道德品行和主旨的范式作用。


童话人物



《歌剧红伶》中的其他角色都是非常典型化和平面化的，主要分为两组：好人和坏人。在这之间是一些配角，他们只是有限地在某一个场景里对剧情的发展起到作用（妓女娜迪亚，剧院经理，报信人）。好人是如此好，如果人们对于电影的童话特征不了解的话，将难以忍受。勇敢又有点大条的女警宝拉和她愚蠢的同事实际上只需要去证明警察并不都是腐败分子，他们想要成为好人。瑟尼亚作为歌剧的“女主角”，凭借莫扎特的《魔笛》成了“夜之女王”（同样也是一个童话因素）。她富有表现力、高贵、幽默、多愁善感、自信，但是在艺术上她又像朱利斯一样单纯，这也影响了她的艺术。她明显不是古怪或任性、情绪化的女主角。音乐会海报以及她在台上演出的编排更多的是将她设计成“神一般的姿态”，高贵和无与伦比。朱利斯听她唱歌时，流下激动的泪水。观众形容她是“神圣的”，令人钦服的或者甚至是“震惊的”。这里白色占主导并非是偶然的（礼服，雨衣，钢琴，珍珠项链，等等）。她几乎一直被鲜花包围，借此来强调她亲近自然和她的美丽。大量的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如珍珠、蝴蝶、镜子、夜莺或格子都童话般地指向了心灵的维度。由瑟尼亚演唱的，出自阿尔弗雷多·卡塔拉尼（Alfredo Catalani）歌剧《华丽姑娘》（Die Geyer-Wally
 ）的咏叹调《我将离开家乡》（La Wally
 ）同样也刻画了一种超脱，即人类观念所不承认的爱。这个女主角展现了最理想和最高标准的美好：音乐作为神的语言，作为崇拜的对象，音乐的展示作为唯一的、被神的光晕所笼罩的一种经历。这种童话般的神秘和奇妙表现在音乐的假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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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odish刚开始他的拼图。（《歌剧红伶》）



奥尔芭和Gorodish也同样有趣和重要，他们作为神秘因素被安置在电影中。他们来自另外一个维度，这个维度通过无趣、质朴、突发性、热情、责任感和某种程度的神秘因素来标识，同时也通过陌生来标识（比如通过天籁之音）。但它也同朱利斯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奥尔芭和Gorodish被设计成一对互补角色。奥尔芭，既非小女生，也非青少年或成年女子，她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无性别特征、令人琢磨不透的个体，一种站在某种规则之上的信使或天使（比如偷唱片和劳力），将消息带向两头——在朱利斯和Gorodish之间。她的很多线索都与童话有关（比如：巫婆，有毒的苹果，施了魔法的城堡），她喜欢故事胜过现实，这些都不能够被忽略。她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来自神圣宇宙的仙女。她的“爸爸”或“主人”是Gorodish，他代表着神秘，超现实，尽管他一再闯入人类的生活并贯穿主线，他似乎无所不知，面对社会的罪恶面他应对自如。和朱利斯一样他也住在一个Loft里，只是他的Loft更空，他一直都在忙着拼一幅巨大的拼图，上面画着巨浪和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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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odish和完工的作品。（《歌剧红伶》）



他的基础色是蓝色（香烟盒，T恤，大海，西装上衣，等等）——象征着无际的大海和蓝天。奥尔芭形容他很酷，梦想着能够阻挡海浪。实际上在他的Loft里，那个始终想争取平衡的海浪状的阵列柜是有象征意义的。他在涂抹面包时教给朱利斯禅学。剧情上，他与台湾人和贩卖妇女的歹徒对立，并像“天外救星”一样拯救了朱利斯。他的卓越和他的影响力将他塑造成一个经典的魔术师。在气氛上，他的世界更多的是被凝视、静止或永恒所描述；在他的Loft里摄影机围绕着他旋转，从而把他刻画成一个静止的极点。Gorodish在现代童话《歌剧红伶》中担任的是智慧的国王这一经典角色。此外，符合电影童话特征的还有好人最终都会胜利。

[image: ]
《歌剧红伶》中风格化的台湾人。



同样地，坏人也是明显令人厌恶，就如同好人总都是好的一样。而且如同好人的好他们的坏也被完全地风格化。警长萨博塔就是犯罪者的原型，他符合了我们对在大都市中腐败警察的固有印象。急迫地追寻盗版的台湾人通过一直都戴着的墨镜来刻画他们的形象，他们就同“我们书中的亚洲人形象”那样，带着最先进的技术满世界地实现他们的商业利益。还有那两个杀手，特别是那个带着致命刺刀的小个子杀手，他们的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自己根本不需要再做什么来使自己的身份被识别。同样也符合童话特征的是，所有的坏人都死了或者遭到了惩罚。

[image: ]
《歌剧红伶》中典型的杀手。




《威尼斯疑魂》的角色分析，例3

温蒂和希瑟姐妹



更加复杂的角色分析是在第三个电影例子《威尼斯疑魂》中。很明显，电影将威尼斯作为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各种情节线索。通过之前已经进行的剧情分析可以知道，电影中首先讲述的是约翰的故事。其他的人物都是在策略上服从于他。特别是那对姐妹温蒂和希瑟就属于这类人物。因此剧情中就有两个苏格兰老妇人参观威尼斯。作为剧情要素她们总是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剧情因为她们的推动而向前发展。劳拉和约翰在段落3中同她们的不断相遇，以及她们在段落4侦探故事中的特殊角色，这些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她们作为剧情推动者的身份。其次，她们还作为劳拉和约翰的对立组合，作为整个悲剧剧情中的喜剧元素。对于约翰来说，她们是“两个神经质的老女人”，对于劳拉来说，她们帮她“摆脱围绕在她周围的空虚”。然而在这对姐妹身上，最重要的还是她们的组合特征。她们塑造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对立面的整体，日常性和特殊性的整体。性格古怪的温蒂代表着普遍的世俗和陈规，她重视传统，在对希瑟说教式的严肃和母亲般的关心之间徘徊，她能干，精力旺盛，也有点自以为是并且特别傲慢无知。她是作为希瑟的对比存在的。希瑟具有通灵的能力，她似乎只有在自己的世界里才会感到安全，并且需要温蒂的帮助。因此她见证了希瑟所代表的一个具有超能力的巫婆，这个巫婆传递她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幻象，证明了一个紧张因素，偶尔神秘，在眼睛的特写或大特写时甚至有点恐怖，在段落4的侦探故事中甚至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当然只是从约翰的角度来看）。盲人先知象征着“内心的光”，在早期基督教中，它是通过先知所得到的精神顿悟。希瑟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馈赠，把它看作是“一种诅咒和一种馈赠”。温蒂和希瑟共生共息，通过这种两者之间的对比，特异功能的神秘性成了理所当然的结果。温蒂作为一种说服策略并带有这样的目的，即作为观众的我们要接受希瑟既看不见又能够“看见”的现象。温蒂的胸针在电影中被反复突出，上面有金色美人鱼和珍珠，希腊神话中的厄客德娜就是一种对人类双面性的表达。


主教

警长



相反，像主教和警长这些配角的设置就比较简单。主教是教堂、十字架、神、另一个世界的拟人化象征，同时他也证明了一个第二维度，因为片中也暗示了他有预见能力。主教作为一个参考点用以区别劳拉和约翰的不同性格，表现为他们对主教的态度：对于约翰来说，主教是他的雇主，然而由于他对教堂的修复工作不感兴趣，所以对于主教也显得难以理解。约翰在这里是“普通的”“现实的”，实用主义的，完全可预知的。对于劳拉来说，主教也是难以理解的。“在你的主教面前我总是感觉不安。”她对约翰说道。约翰回答：“很可能上帝在他面前也会感到不自在。”但是当她见到主教时的表现却完全不同，这使约翰难以置信，惊讶地发现并指出。这里劳拉一个巨大改变的可能性已经被暗示出来，这一点是在之后也发生并被表现出来，即主教也相信预言。另外，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警长这个角色上。他在人物关系网中塑造了另外一种类型，但是具有相同的神秘作用。（比如，当他在看两姐妹的模拟像时给出了古怪的提示：警局里绘图家的本事是让鲜活的生命变得死气沉沉。还有他问约翰：“什么是你担心的呢？”）


劳拉



劳拉作为一个复杂人物是从不同方面展示的，也就是说，首先她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开始时她显得单纯，不独立并且依赖约翰，敏感脆弱，有时甚至是恭顺被动的，但也还是乐于助人和富有责任心。朱莉·克里斯汀（劳拉的扮演者）男孩般的体型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表达。开始场景中她为了回答女儿的问题“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湖面上的冰却是平的？”去查阅一本名为《脆弱的几何空间之外》（Beyond the Fragile Geometry of Space
 ）的书时，就已经暗示了人物发展的可能性。当主教问她是否是基督徒时她是这样回答的：我善待孩子和动物。在她遇到两个姐妹和这种“馈赠”之后，她的性格变得独立、自信、优秀。她和约翰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首先是由于她在约翰以及约翰所代表的某些事物那里不断地得到了解放。在结尾处劳拉从警察那里得到了她的照片，也是通过这张照片找到劳拉。这张照片上显示的是“过去”的劳拉，“现在”的劳拉觉得它很好笑。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场景在之前的场景中就有其对应的先兆：约翰在他们旅馆房间的废纸篓里发现了劳拉的这张照片，很明显已经被劳拉扔掉了，他又将其抚平重新放了回去。片中用镜头表现出来的电影美学也与之相应：在电影开始总是用稍微俯拍的镜头来展示劳拉，因此她显得“娇小”，而在之后，尤其是结束部分，劳拉是被用仰拍镜头展示的，以便与她突出的、独立的形象相符合。

最后，约翰是这场表演的主角。从观众个性的另一面的意义上来说，他是《威尼斯疑魂》的中心人物。他同时也以一个极度的现实主义者被引入电影，虽然他表现出一些沙文主义家长制的特点，但是他也是一个细心的父亲，深爱自己妻子的丈夫，自信冷静，但又不灵活。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非常出色地塑造了这个角色。当遇到这种“馈赠”时，他总是有这样一句：“我只相信我所看到的（或眼见为实）。”他总是很典型地和一只手表一起出现在画面中，比如在做完爱之后。手表代表着自我创造的时间秩序，代表着逻辑和计划，计算和强迫。约翰的内心是矛盾的，这一点早在开始场景中就有所表现：面对女儿的死亡时。当然也表现在他后面的经历中：在大运河上遇到劳拉和一艘丧船，他的这种矛盾性格还表现在很多他性格当中的分裂，比如：他搞笑地向劳拉讲述他的工作，“我在修复一件赝品”，或当他承认“无意识的身体比思维反应得更快”，又或当希瑟问他“您喜欢猫吗？巴克斯特先生”时，他回答道：“喜欢，我很喜欢它们，但它们不大喜欢我。”——猫在黑暗中还能看见，约翰却不能。他越是坚持他的观点，即所有超自然方面的观点都是骗局，他自己的观点（与劳拉、温蒂、希瑟、主教以及警长的观点相对）就越引起怀疑。这也迷惑了观众，激怒了他们，并且拉开了同观众的距离。除了他的这个观点外，即“表象不能说明什么”，约翰在整个剧情发展过程中没有提出其他的结论。他开始时具有的吸引力和可信的真实感一直被削弱，并越来越被怀疑。最后当他对现实（劳拉被绑架）的认识不能得到确认时，他对这种“馈赠”的拒绝就变得不确定，为什么约翰在最后必须死亡呢？


Telling names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威尼斯疑魂》中的人名绝大多数都作为“telling names”
(7)

 被象征化了：克里斯汀的名字就代表着受难者，也是潜在的拯救者；劳拉代表被美化、被启发；约翰这个名字即代表约翰尼最钟爱的青年，也代表一般的普通人；温蒂代表“路途中”的旅行者；希瑟则是异教徒，一个“未开化”的人。甚至连桥的名字，比如：Ponte de Miracolo（神秘的桥）或者Ponte de Vivante（生存之桥），都有其特殊意义。


场景：威尼斯



然而不仅人物被精心设计，舞台以及它的布景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威尼斯。四层意义被带入到电影中：首先是破败。威尼斯和它腐坏的运河，以及陈旧的破屋和教堂都注定灭亡。这种印象又通过季节被加强，即秋季。情节被安排在这个季节里发展，空无一人的小巷、旅馆，以及秋雨引起的荒凉的感觉。对于平庸的温蒂来说，威尼斯就像“肉冻里的一座城市，一个宴会的残余，所有客人都死了，消失了”。然而希瑟却是喜欢威尼斯的，就像“弥尔顿（Milton）”（他也是盲人）。第二个层意义是彼此密不可分的神圣和世俗，它们存在于这个城市中，但是也存在于作为教堂和宗教绘画的艺术修复者约翰的工作中。第三，威尼斯作为一个巷子和运河相互交织，如同一张迷失的网，人们通过它可以无休止地行走、寻找（比如约翰在这里寻找那对消失了的姐妹的公寓）。它还如同一个迷宫，人们在其中迷路（比如劳拉和约翰寻找一家餐馆）并且陷入危险，就像这里真的存在凶残的怪物一样。最后第四点，在这里威尼斯显得很昏暗，“有很多影子”，就如希瑟又一次说的那样。希瑟一再急切地警告，如果待在威尼斯，约翰会有危险，她还在可怕的催眠状态下预测到约翰会当着劳拉的面死去：“离开威尼斯！一定要小心，小心！”然而太晚了。威尼斯被布置成一个充满威胁的地方，最后它吞噬了这个牺牲品。



————————————————————


(1)
  德国文学家卡尔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译者注


(2)
  电影《化身博士》中的人物。——译者注


(3)
  Werner Faulstich：Das Triebschicksal des Bürgers：„Wuthering Heights“. In：Franz Josef Albersmeier（Hrsg.），Literaturverfilmungen. Frankfurt/Main 1989，S. 221–244.


(4)
  Ricarda Strobel：Heimat，Liebe und Glück：„Schwarzwaldmädel
 “. In：Fischer Film Geschichte，Bd. 3：Auf der Suche nach Werten. Frankfurt/Main 1990，S. 148–170


(5)
  Britta-Karolin Öhding：Thriller der neunziger Jahre. Bardowick 1998，S. 26–42.


(6)
  Die Analyse stammt von Carola Herzogenrath：„Samson and De li lah“ – eine historische Analyse. In：Werner Faulstich（Hrsg.），Lite ra turerfolg und Geschichte. Bardowick 1991，S. 236–260.


(7)
  telling names，文学中的一个概念，即名字体现了人物的某种个性特征。——译者注



5．结构分析


电影如何被塑造？



电影作为视听媒介，它既在视觉层面也在听觉层面起作用。作为电影分析在结构上面有很多范畴，首先是镜头和它的蒙太奇以及音乐，在个别情况下还包括空间、灯光和色彩。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的对话分析。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电影结构的分析都要求一个更为广泛的准备工作，它可以是针对一个小的场景，一整个段落甚至是整部电影。其次对于段落记录来说，必须通过镜头记录或者电影记录把相应的细节记录下来。此外，对感知有目的的分离也是一个有利的方法：关掉声音有利于画面分析，遮盖屏幕或者黑屏有利于音乐和音响分析。


 5.1　摄影机/镜头和蒙太奇

这里最基本的类型是镜头，电影的最小单位：它是画面的次序，是摄影机从快门打开到结束之间所拍摄到的内容。镜头是由不同方面决定的，尤其是景别、角度、长度、摄影机的运动和对象的运动以及轴线关系。


景别



人们主要区分了八种景别，即在一个镜头中所展示对象的大小。有些书中将景别划分为七种、五种甚至是三种。哪一种划分系统更适合于电影分析，至今还无定论。作为一种工作准则，所选的系统应该适合于对象以及单个的电影。如果一部电影绝大部分是在室外拍摄，而且刻画的是宏大的空间关系的话，那么它就应该通过大的景别被强调出来；相反如果一部电影主要是在室内拍摄，通过小景别来突出则更有意义。因此，是分析一部影院电影（为大荧幕所拍摄），还是一部电视电影（为小显示器所拍摄），这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应注意，当对象靠近或远离摄影机时，一个镜头内的景别也是变化的。因此景别的数量总是超过镜头的总数。实际上如果一个镜头能够持续至少一秒钟的时间，它就可以被判断并数出来。


大特写



[image: ]
游泳者的腿，被大白鲨咬得血肉模糊并沉入海底。




特写



[image: ]
《正午》（High Noon
 ，1952）中泰然自若的马歇尔（Marshall）。




近景



[image: ]
马歇尔和他的助手在《九霄云外》（Outland
 ，1981）——《正午》的科幻版本。



[image: ]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拔出他的手枪。（《荒野大镖客》，A Fistful of Dollars
 ，1964）




美式中景



这里罗列介绍了八种电影镜头景别，最常见的例子是处于空间里的某个人物。

大特写（extreme close-up）展示了面部的局部，比如说脸上的鼻子。

特写（close-up）展示了整张脸。

近景（close shot）展示了一个人到皮带为止的上身和头部。

美式中景（medium shot）展示了一个人从头部到大腿的部分，在西部片里手枪一般都在这个部位。

中景（full shot）展示一个人从头部到脚的画面。

全景（medium long shot）展示了空间的一部分，在这部分空间中一个人或者多个人被拍摄。

远景（long shot）展示了整个空间和所有的人。

大远景（extreme long shot）展示了一个比如在西部片或科幻片银河系中更为宽广的景色。


中景



[image: ]
玛丽莲·梦露在地铁站的经典场景。（《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
 ，1955）




全景



[image: ]
帕索里尼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
 ，1967）中年轻的俄狄浦斯在父亲被害之后。




远景



[image: ]
《惊魂记》（Psycho
 ，1960）中诺曼·巴特斯（Norman Bates）和他死去的母亲在阴森的屋子前。



我们可以将大特写、特写、近景、美式中景归为小景别，将中景、全景、远景和大远景归为大景别，从而测量出观众与电影世界之间变化着的距离。这在某些电影比如《肉体的代价》（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erina Blum
 ，1975）中意义重大。
(1)




拍摄角度



除了景别以外，摄影机的角度经常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和景别一样不能回避。通常情况下拍摄角度分为以下五种：

大仰拍（extreme low camera，也叫“青蛙视角”）展示了从地面向上拍摄的主体对象。

仰拍（low shot，也叫“肚子视角”）从稍微偏低（比大仰拍稍高）的角度展示主体。

平视（mormal camera height）从与眼睛齐高的角度展示主体。

俯拍（high shot）从稍微偏高（比大俯拍稍低）的角度来展示主体。

大俯拍（extreme high shot，也叫“飞鸟视角”）从高处垂直方向展示主体。

[image: ]
大远景：马车驶向广阔的纪念碑谷。（《西部往事》）



[image: ]
大仰拍：《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中以从下面起飞的警方直升飞机的视角所拍摄的Tyrell公司的大楼显得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image: ]
仰拍：罗马斗兽场中的武士。（《角斗士》，Gladiator
 ，2000）



[image: ]
平视：风尘女子和绅士的童话结尾。（《漂亮女人》，Pretty Woman
 ，1990）




俯拍



[image: ]
决斗中被枪杀的反派人物。（《正午》）




大俯拍



[image: ]
从连环杀手水牛比尔的目光望向议员的女儿，被他锁在深井中的下一个牺牲者。（《沉默的羔羊》）



拍摄角度经常用来表达人物关系的变化，比如说在西部片里，开始时坏人一般都是仰拍，这样显得强大而又有威胁力。随着电影的发展或者在一个剧情的转折点之后，视角变成正常视角。到结尾或者决战时，以俯拍的角度展现坏人，从而在情感上来渲染威胁被降低或消除，以及最后的无力和无助。


主观镜头



角度的使用也可以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比如通过转换角度表现人物的状态，或者这种角度的转换也可以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较为特殊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观镜头”，即摄影机镜头强迫我们代表剧中主角的视角，从而激发我们的立场判断。比如在电影《湖上艳尸》（Lady in the Lake
 ，1947）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整个的犯罪剧情都是通过侦探的主观视角展示的，人们前后只看见过他两次，即当他望向镜子的时候。其他时候摄影机只是再造了他主观有限的视角，只向观众展示角色所看到的。当对手的拳头闪电般地朝脸部（摄影机）靠近并无意识地打向侦探时，摄影机就展示了一个朦胧的、猛然向前伸出的拳头，随即是一片黑暗，之后又从朦胧中恢复对于外部现实景象的正常视力。

电影《沉默的羔羊》中当观众阶段性地被强加接受杀手的观点时，有一个相反的例子。

[image: ]
《湖上艳尸》中马尔洛只是看到对方的一个拳头，之后就被击倒。



[image: ]
克丽丝·史达琳闯进一个房间，摄影机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史达林威胁着拥有观众视角的凶手。



[image: ]
这时，观众通过主观镜头被带入凶手的位置。一个能够感知非正常光线的眼镜向我们展示一只靠近史达林的手，这只手就好像是观众自己的手。




镜头长度



在电影分析中，镜头的长度是以秒确定，当极短的镜头被戏剧化地使用时，偶尔也会以几分之一秒计算。这意味着，人们必须通过一个秒表或者计算机鼠标来测量每一个单个的镜头。这个费事的工作是有意义而且有效果的，这个工作的意义马上就会被展示。


摄影机运动



有的时候运动也产生意义。在记录摄影机运动（camera movement）时，有以下几种类型被有效地验证：摇镜头、平行镜头、升镜头、跟镜头、手持摄影机。除此以外摄影机保持静止。在摄影机的运动方向上主要区别以下几种：上、下、左、右和变焦，即在固定的摄影机上进行焦距的变化，这样人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摄影机如同在行驶一样靠近（推焦）主体或者远离（拉焦）主体。在记录客体运动（“主体运动”）时人们需要区分：主要运动还是次要运动，前景还是后景，出画、入画还是沿着画面运动。


轴线关系



最后，轴线关系标志着剧情轴和感知轴之间的关系。这个原则对接受和认知非常重要。如果剧情轴和接受感知轴之间是平行的，那么要么剧中人物直接面对面看着观众，火车径直地开向观众，从而在情感上引起较大的震撼，要么剧中人物离开观众朝画面深处走去，火车消失在远方，从而产生一种距离感。当两轴线处于一个垂直的角度时，比如当画面显示两个面对面站着对话者的侧面时，观众就处于“外部”，成为一个外部观察者。为了使观众对于对话能有更强的参与感，这个角度因此经常保持在45度，这个时候从前面倾斜着越过对方肩膀拍摄说话者，反过来反打镜头也是这样。

通过正反打（Schuss–Gegenschuss）的手法又可以表现某些含义。比如镜头里不出现说话者，而是出现他的对方（听者），说话者自己是处于画外的，这样以便强调对方的反应。这种可能性我们也可以通过蒙太奇（Montage）实现。


场面调度



在同一个镜头内的蒙太奇我们叫作场面调度（Miseen-scène），它是指镜头内画面的结构以及它在没有剪切的情况下的变化。原则上说，蒙太奇是关于不同镜头的组合。通常情况下是看不出剪辑点的，也就是说，单个镜头被直接联系起来成为一个连续的画面。特殊的有淡出、淡入、叠化、旋转转场、百叶窗转场、烟雾转场、撕裂转场和模糊转场，或者望远镜或锁孔转场。它们要么在剧情发展中标记了一个个性的转场，要么表明了其他特殊的情况。


镜头组合



对于镜头和整个电影蒙太奇的分析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在结构以及电影意义上的理解和判断，因为它抓住了叙事联系性中的每个原则。比如，一个关于50年代电影的结构相对清晰简单的段落场景记录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分析镜头的蒙太奇。这里有一个关于科幻电影《地球争霸战》（The War of the Worlds
 ，1953）的镜头脚本
(2)

 。


正打



[image: ]
莎莉在和她男朋友哈利讲话。（《当哈利遇上莎莉》）




反打



[image: ]
哈利回答。





	序号
	场景段落
	镜头数
	时间/秒



	1
	片头：两次世界战争的概况，片头字幕，火星人
	34
	244



	2
	着陆，人类的反应
	19
	180



	3
	福里斯特（Forester）和西维亚（Sylvia）
	22
	303



	4
	三个看守者的死
	27
	296



	5
	接下来：电力，磁极，警报
	11
	151



	6
	警车被毁
	18
	89



	7
	关于军力投入和形势的新闻报道
	15
	110



	8
	军队（飞机）同火星机器的战斗
	13
	90



	9
	增强军力，部队集合
	14
	60



	10
	计划防御（军营）
	8
	223



	11
	为战斗做准备
	34
	224



	12
	牧师柯林斯（Collins）的死
	14
	52



	13
	战斗和失败
	99
	196



	14
	福里斯特和西维亚的逃亡（军用飞机）
	13
	62



	15
	计划防御（洛杉矶）
	7
	129



	16
	福里斯特和西维亚的逃亡（农庄）
	28
	238



	17
	福里斯特/西维亚和火星人
	56
	409



	18
	记者报道（国际性的失败）
	41
	127



	19
	计划防御（华盛顿）
	5
	132



	20
	太平洋研究所：福里斯特/西维亚返回，电子眼，流血
	15
	181



	21
	准备投入原子弹进行防御
	27
	226



	22
	原子弹的效用
	29
	126



	23
	人民的逃亡
	29
	110



	24
	科学家们试图逃出太平洋研究所
	37
	210



	25
	福里斯特在火星机器入侵时寻找西维亚
	14
	85



	26
	福里斯特和两名警察
	11
	56



	27
	在第一座教堂寻找
	7
	94



	28
	在第二座教堂寻找
	15
	88



	29
	在第三座教堂寻找并重逢
	31
	171



	30
	火星人死亡
	15
	141



	31
	片尾：火星人的终结
	8
	47




这部电影被分为如下五个情节段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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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以不同情节段落为根据的镜头数量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弄清楚这种韵律蒙太奇（爱森斯坦）以及电影在形式上的紧张关系。
(4)

 这里请不要将形式上的紧张关系同那种在惊悚片里的心理紧张相混淆，形式上的紧张是指剪辑频率的改变，以及除了镜头内容之外的对电影接受的控制方法：在不同情况下电影镜头的长度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当较短的镜头相互连接时，电影就变得“很快”（心理上，对于眼睛来说）；当镜头或者较长的镜头很少地相互连接时，电影就显得比较“慢”。因此每个场景段落都会产生一个形式上的紧张度：

y=秒数/镜头数

比如说在段落17中两个主角第一次同火星人近在咫尺的相遇，在这个段落里一共用了56个镜头，共持续409秒，这里镜头的平均长度y为7.3。如果我们将所有段落的数据转移到一个图标中，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曲线，它可以清楚地表示电影《地球争霸战》中剧情的上升（就像在段落概括中总结的那样）以及如何在形式上通过韵律蒙太奇来支持剧情的发展。同时电影的五段式结构也得以建立和发展。（图表2）

[image: ]
图表2：《地球争霸战》的形式紧张度。



当人们放弃那些主观上被质疑的对场景段落和阶段的划分方式时，这种韵律蒙太奇也自然可以被分析。这种形式上的紧张值可以表示为：

y=镜头数/分钟


通过回归分析优化形式上的紧张度



Ricarda Strobel在对电影《救生艇》（Lifeboat
 ，1944）的一个详细的镜头记录里就做了相应的计算，从而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紧张度曲线。
(5)

 内容上剧情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曲线的X值在数值上都均匀地排列，即每一分钟。在这里使用了一种数学上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一些常用的电脑软件中都能使用：计算所谓的回归线（Regissionsgeraden），回归线可以计算出X和Y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并通过它们的平均值表示出来（回归分析“Regissionanalyse”）。于是经典的五段式戏剧模式就被形象地展示出来了，也就是说《救生艇》是这样一部电影，它内容结构上的划分建立在以下五个叙述策略上：问题的展开，剧情的上升，危机，剧情下降，问题解决。（图表3）
(6)



[image: ]
图表3：《救生艇》的形式紧张度




不同电影中摄影机同观众之间的距离



这里还可以将对镜头和时间关系的分析运用到景别的分析上。比如詹姆斯·邦德电影《女王密使》（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1969）就展示了一种景别上的分配，这种分配在频率分析上就与其他电影明显不同。
(7)

 特写和近景在这里占主导地位，同样在希区柯克的电影《救生艇》中，影片的世界主要被限定在救生艇上，也就是说，人物和行为都被带到非常近的地方，他们都位于前景中。相反，电影《呼啸山庄》和《地球争霸战》则明显更加重视对于环境、布景以及空间的塑造，它为观众制造了一定的距离感。（当然，进行这种比较也必须考虑到电影的所属类型以及不同的历史性。）

在同一部电影中，摄影机同观众之间的平均距离也可以在剧情进展中被量性计算出来。比如在电影《女王密使》中，这个距离在整部电影中都基本一致，如图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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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女王密使》中与叙述世界的距离。



如果人们在这里随机性地注意下主角詹姆斯·邦德，就会发现这种“近景”主要是詹姆斯·邦德自己，他占有一半的镜头并连续通过小景别展示，而在表现他的对手时，则使用了较大的景别。近景在这里表示对主角的认同（连同一些其他的结构形式，比如高频率剪辑和大量的动作等）。如果与其他的塑造元素相结合，一个简单的清点（频率分析）就能得到对电影的一个附加的认识（随机性分析）。

[image: ]
詹姆斯·邦德和翠西，他后来的妻子。（《女王密使》）



在一些电影比如《地球争霸战》和《女王密使》中所展示的节奏，在其他一些电影中完全是缺失的。这就是说，电影并非一直只将韵律蒙太奇作为一种结构形式。所以密集的工作偶尔也只能证明这一点：镜头的剪辑频率和一些特定景别的蒙太奇对于电影的意义并非那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存在其他的能够产生意义的模式，比如：音乐的主题、光影效果或者色彩和象征。

[image: ]
《终结者 Ⅱ》中来自未来的杀手头部被飞弹惊人地劈开后又迅速地合了起来。




数字画面形象



这里只概括性介绍下数字画面的塑造。从开始的《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
 ，1982）到《飞越长生》（Death Becomes Her
 ，1992）和《终结者2》，再到《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1993）和《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
 ，2001），越来越多的电影使用了双重曝光和多重曝光，电脑动画技术，特定的修饰以及其他特效、后期、融合技术或者是杜比—环绕效果声。在一些电影中数字计划已经在思想上成了主题，幻觉效果的增强，感官刺激的提升以及电影速度的加快都是重要的效果。

这种新的塑造方式标志着一个从自然化的“外在”真实到情感上的“内在”真实的明显转变，也就是说，它通过一再地使观众信服从而强调了剧情片作为梦的特征。


 5.2　对话和音响

电影的结构一般都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起作用。对话，特别是音响是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因此这些参考因素也必须被考虑进去。接下来几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解释这些对话和音响的作用：

在《第一滴血Ⅱ》（First Blood Part Ⅱ
 ，1985）中，主人公在一个场景段落中被从多个方面刻画成一个超级英雄，比如通过：


通过多种结构形式来塑造



·他男性肌肉发达的身躯以及富有特色的脸部特征。（通过演员西尔维斯特·史泰龙）

·他的同伴由于险恶的政治原因背叛了他。（作为平行情节）

·他与自然结盟并巧妙地战胜敌人。（通过影片主旨）

·他坚强、勇敢、果断并充满力量。（通过他的应变能力）

·地狱就是他的家。（通过一个陌生的刻画）

·他比他的对手更加智慧。（通过他的表现）

·他与我们非常近并且值得信赖。（通过特写）

·他赢得了自我。（与无名对手的对比）

·他深深吸引了一个漂亮的越南女孩儿。

在这个女孩儿解救了他的生命之后，出现了下面的对话，同时还伴随着柔和的小提琴音乐以及和谐的原始森林音效。

[image: ]
《第一滴血Ⅱ》中兰博和他的解救者在“对话”之后。




有限的编码（无意的幽默）




他：
 听着，你刚刚所做的我不会忘记的。谢谢。


她：
 你现在要怎么办？试图穿越到泰国去？


他：
 是的。


她：
 然后去美国？


他：
 是的。


她：
 你要带我跟你一起去？

（亲吻，温柔的音乐）


她：
 你带我去吗？


他：
 是的。


她：
 我想你做了很好的选择。


他：
 是的。


她：
 我们要走了吗？


他：
 我们走吧。

在这里导演并非有意重复相同的“是的”，而不用精心设计的语言编码来形容主角。幸运的是，他也不需要实现他的诺言，因为在之后的一个镜头里，这个漂亮的越南女子被敌人的子弹射死。这同时也将兰博的斗争理想化地上升为替自己的爱人复仇。


详细的对话转变为承担意义的独白



与之相反的是在电影《O侯爵夫人》中关于对话的使用。这部由埃里克·侯麦指导的电影改编自海因里希·威廉·冯·克莱斯特的同名小说，它描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贵族女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即在她昏迷的情况下，怀孕了，这引起了当时社会巨大的质疑和反对。这里有趣的是对话的电影化使用，它同文学原著的书面语言非常接近。在女主人公同她不愿意再见到的父母对峙后的场景中，字面的叙述同时从四个方面展开：

1．侯爵夫人以画内对话的形式对她的弟弟说：“去告诉你那残酷的父亲，他可以来揍我，但别碰我的孩子。”之后她带着孩子离开了她的父母。

2．在去往避难所的马车上，画面被一个字幕板打断，它的作用如同叙述报道：“命运使她坠入了深渊，然而她的尊严使她变得非常坚决，孤身一人从这深渊中爬了出来。”接下来就是幸福的母亲和微笑的孩子们的画面。

3．在避难所的花园里，人们看到了侯爵夫人，她旁边的女儿玩弄着装饰头发的花环。这时使用了画外内心独白：“我知道要说服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是无辜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知道发生这样违背常理的事情，我只能自己安抚自己。我已经决定，将自己封闭起来，非常虔诚地将自己投入到我两个孩子的教育中去，等待上帝赐给我的第三个孩子的出生，给他作为一个母亲所有温柔。”

4．接着是画面内的自言自语：“我有一个不能容忍的想法，这个无辜而纯洁的新生命会成为社会中一个有瑕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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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分离后，女主人公和她的孩子们在马车上。（《O侯爵夫人》）



同父母的对峙（对话）划分了一个清晰的界限，这段对话实际上是对这种关系的绝别，通过字幕板的使用含蓄地表达了客体的升华。但是这种与自我的“突然”认同的自信（画外内心独白）接下来又成为一种真正的存在（画内的自言自语）——这使得独白同这个世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关系。这种从对话到对白的转变既是从叙事方法上也是从情节上向观众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个体的解放，从小市民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


景别，对话以及声音层面的联合



相反，在电影《当哈利遇上莎莉》中对话的使用同摄像机角度和蒙太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电影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莎莉在快餐馆向哈利大声地表演性高潮，以此来向他证明，一个男人经常无法判断一个女人是否真正处于性高潮或者只是在假装。首先两人被摄影机定位在餐馆的中央：两人面对面坐在桌旁，从旁边（侧面）被拍摄（轴线关系90％）。他们周围挤满了人，有吃饭的顾客，也有送餐的服务员。

接着他们开始争吵，这里摄影机以传统的正反打来展示两位说话者（轴线关系约占45％）。更加亲密的视觉化符合这种亲密主题的对话。当莎莉往后靠，停止对话，开始表演，从正面以接近特写的景别展示她。对面的哈利从开始的迷惑，到接下来的尴尬和激动，再到后来难为情地四处张望，仍是以正反打角度拍摄。莎莉的正面特写镜头还展示了她后面的一位顾客。这位顾客好奇地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呻吟的莎莉，而哈利也是由一个几乎特写的镜头来展示他是如何陷入这种尴尬局面的。

莎莉进入这种表演的高潮，同时以尖叫、呻吟以及将桌子拍打得啪啪作响来强调这种状态。周围的环境都参与了进来：餐馆的噪音转向平静，所有的动作都凝固了。餐馆里其他的顾客都以大特写或特写从正面展示，一动不动地静止在那里，其中包括一个独自坐在桌边的老妇人。莎莉的表演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所有人都被她的表演吸引，鸦雀无声，屏住呼吸跟随着她。与此同时，最小的、最亲密的景别（几乎是特写）出现了（“陌生”的顾客也使用了特写），而且这些小景别顺着目光的方向直接朝向观众（正面）。这个场景的幽默特征主要是基于将私人性爱/性高潮向公共空间的尴尬转移。这个表演最后以莎莉向哈利淘气的一笑结束，而在她身后的陌生顾客又转回身去吃饭。

但这种对于哈利来说尴尬的局面又用对话形式消解了。那个桌边孤独的老妇人望着莎莉并向服务员说道：“我要她点的东西。”这里不仅可以使观众开怀一笑，同时莎莉和哈利之间的争执也有了众所周知的结果：她的性高潮表演明显完全具有可信性。


对情节起作用的音响

通过音响控制电影接受



通常来说，音响对于剧情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且经常在思想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比如那些犯罪或惊悚片中嘎吱作响的门声）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画面塑造的真实性，它们还完善了视觉传达的信息。当然有些电影展示了精心设计的音响，比如电影《七宗罪》，在这部电影中的日常噪音和环境音响达到了一个烦躁、危险的程度，从而达到了塑造主人公性格以及大城市环境的目的。或者在电影《德州电锯杀人狂》（The Texas Chainsaw Massacre
 ，1974）中，陷入死亡恐惧的女孩儿的叫喊声、变态家庭成员低沉的怒吼声、斧头掉进铁盆的哐当声以及电锯刺耳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更多的是为了传达一种使人发疯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具有一种无形的威力。在电影《大白鲨》中可以看到声音和画面的精心使用，观众在开场段落里已经“学”到，以下几个特征暗示着来自深海鲨鱼的危险进攻：一是穿越深海向前移动的主观镜头；二是一个类似于音乐的音响以半音的节拍下降，这个声音越来越快从而引出进攻。斯皮尔伯格首先通过一个主观镜头，接着通过音乐化的音响迷惑了观众，在潜意识里产生了高度的紧张感，不知鲨鱼的进攻是否成功。这里频繁地使用音响是为了控制观众对电影的接受。

[image: ]
莎莉表演性兴奋，使所有人惊讶。（有个男人在她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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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快餐馆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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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陷入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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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莎莉向哈利投去胜利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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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从下面接近游泳的人。（《大白鲨》）




 5.3　音乐


画内音乐



关于音乐，人们必须从根本上区分“电影中的音乐”和“电影音乐”。“电影中的音乐”是画内的音乐，在画面里人们能够看见音乐家在弹奏，歌者在歌唱，音乐是剧情的一部分，比如当主人公走进舞厅或者剧院，那里响着音乐。任何一种音乐剧都属于这一类型，出现的就是音乐本身。“电影音乐”是画外音乐：电影音乐是剧情元素，是一个叙述的结构形式。所以，这时它们必须被分析。在有些情况下会同时出现这两种类型，比如在电影《罗丝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
 ，1968）中就出现了七次贝多芬的钢琴曲《致爱丽丝》，而且被粗糙地演奏，从而表现出租公寓中单薄的墙壁，烦琐的市民生活，以及小市民气氛，而在这个出租公寓中非现实的恶魔情节在上演。
(8)

 在卢奇诺·维斯孔蒂（Luchino Viscontis）的关于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威尼斯之死》的同名电影中，作家奥森巴哈（Aschenbach）变成了作曲家奥森巴哈，为了适应媒体（电影）的表现方式，原著的文学篇章由出自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ler）交响乐的音乐篇章所代替
(9)

 。在电影《莉莉玛莲》（Lili Marleen
 ，1981）中那首同名歌曲响起了十多次，在不同演唱者的阐释中，这首歌曲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成了电影的主要形式元素，没有这种变化，电影的戏剧性就无法被领会。
(10)




电影音乐分析的问题



关于电影音乐的分析有一些问题必须注意。首先在电影接受中，电影音乐与同视觉元素相比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电影音乐在大多数时候是不被意识到的，但是它也非常重要。当人们只注意音乐层面时，就会发现，人们通常是如何使用音乐的以及在哪些地方使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在大多数情况下音乐是没有总谱的，也没有刻在唱片或CD上。所以撰写重要的音乐主题或者音乐电影的分析是非常费力的，但也是可行并不可或缺的。然而同时还存在有其他的问题，人们必须掌握音乐分析的基础知识。至少人们能够描述音乐。对此非常有用的一般概念包括节奏、乐器（小提琴，管乐器，打击乐等）、速度、旋律或者说主题、转调、和弦、律动、缓急法、修饰学、各自的基调（野性或者温柔的，响亮或者低声的，严肃或者活泼的等）。至少人们应该像在人物分析里刻画人物那样来刻画电影音乐。


电影音乐的基本作用



通常来说电影音乐能够渲染电影情节潜在的感情。情感应该被激起，人们应该认同片中主人公，体会片中的情境。比较流行的是一些惯用的音乐背景和音色上的套路（比如，管风琴用于神圣的宗教主题，鼓声用于逐渐接近的危险）。音乐能够煽情、渲染气氛、阐释生活的感受，也能够连接画面，促成连贯性或者作为一个增强紧张度的重要元素。这意味着，音乐不是独立的，而是具有一种服务性功能。它要么和剧情、单个场景段落、单个人物和其布景相关，要么和整个电影的技术相关，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以观众为导向的。


主题技巧

环境音响技巧



为了分析，人们已经划分了不同的电影音乐功能。在30年代主要区分以下两种电影音乐类型：第一种是主题技巧（underscoring），通过它详细刻画人物或描述事件地点。第二种是环境技巧（mood technique），它描述了一个场景或者情境。关于主题技巧非常著名的例子是西部片《西部往事》，它很具代表性地被称为“马剧”（horse opera）。在这部电影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有各自的音乐主题，这些音乐主题不仅同每个人物的登场一起响起，而且还在当一个人物想起另外一个不在场的人物时响起。因此这种迷人的复杂音乐编排以及通过音乐而产生的附加意义都是可以精心设计的，它们首先可以通过详细的音乐分析来识别。电影《M就是凶手》（Meine Stadt sucht einen Mörder
 ，1931）中一再出现的凶手的口哨声和《黑狱亡魂》中用扁琴音塑造的“哈利·利姆”主题都是重要的设计方法。

关于环境音响技巧的例子则同样熟悉，并且影响着我们对于电影的接受，比如在爱情场景中轻柔地奏起小提琴，在进攻的场景中响起嘹亮的号声，或者悲鸣的双簧管诉说着主角的孤独。这些环境音乐都是标题性音乐，也就是说，它们是标准化的，多数是陈规性的，是以能够被再次识别为目的的。在电影《沉默的羔羊》中史达林、莱克特和比尔这三个人物也有各自的音乐主题，但是这些音乐的作用更多的是服务于对空间性和情境的描写以及对时间和发展的说明，而非服务于对角色的刻画。


电影音乐的单个功能



卓菲娅·丽莎（Zofia Lissa）在1963年系统地区分了电影音乐的四种主要功能：
(11)



·电影音乐解释说明（强调同步发生的动作，使真实音响在音乐上风格化或者再现空间）

·电影音乐表达出人物的心理经验（比如悲伤的回忆、积极的期待、隐藏的想象）

·电影音乐掌控着观众对电影的接受（比如制造了紧张度，保证了剧情的连贯性）

·电影音乐对剧情进行评论（可以是两极分化的，也可以是对位的）
(12)



或许最为详细的应该算是罗伯特·尤根·施耐德（Norbert Jürgen Schneider）在1986年为所谓的“德国新电影”划分的二十种电影音乐的功能。
(13)



按照这个划分电影音乐可以：

1．制造气氛

比如在电影《铁皮鼓》中，每当奥斯卡踏进犹太商人的玩具店时，就响起了音乐盒的声音，从而为奥斯卡营造了一个玩具的魔幻世界的氛围。相反，当他妈妈踏进这家商店时，（观众）就听不见这样的音乐。

2．设置惊叹

在电影《巴伐利亚打猎即景》（Jagdszenen aus Niederbayern
 ，1969）中短暂的音乐声强调了电影的戏剧特点，将电影像戏剧一样一幕幕地编排。

3．解释动作

这一点在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米老鼠式”（mickey mousing）的作曲上体现得相当明显：音乐取代了运动时缺少的声音。在有声电影中，它首先出现在喜剧电影中为了达到滑稽的效果。

4．整合画面

在电影《黑人埃尔温》（Der Neger Erwin
 ，1981）中，赫伯特·阿赫特恩布施（Herbert Achternbusch）将来自大城市的景象连接在幽灵般的场景中，再配以流行歌曲“请不要这样看着我”（Schauen mich bitte nicht so an）。

5．刻画情感

在电影《她们的疯狂》（Heller Wahn
 ，1983）中，露特受伤的心灵通过敏感的单簧管的声音表现出来，这个声音以微小的半音间隔缓缓地响起。

6．制造叙事

比如在电影《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Alexanderplatz
 ，1931）中，当米兹（Mieze）被谋杀时，就响起了弗朗兹·毕伯科夫（Franz Bieberkopf）的主题，尽管这个主题从未出现过，从而暗示着谋杀对于毕伯科夫灾难性的后果。

7．建立形式

在电影《巴尔》（Baal
 ，1970）中有24个彼此分开的主题。在这里，大量的歌曲起到一个重要的造型作用，并在整体上构建这部电影。

8．塑造音响

在电影《从海底出击》（Das Boot
 ，1981）中升C调的声音塑造了船上无线电房间的回声探测器。

9．传递社会环境

像教堂（管风琴，庄严的）或者舞厅（摇滚，吵闹的）这样的剧情地点也可以作为一种布景在音乐上被塑造成一个文化空间（比如，意大利、西班牙、东方或中国的音乐）。

10．传递群体感受

在电影《绿蚂蚁做梦的地方》（Wo die grünen Ameisen Träumen
 ，1984）中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通过响亮的吹箭筒声聚集成一个联盟。

11．唤醒历史时间

在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In die Ehe der Maria Braun
 ，1979）中，当时的历史通过音乐在声音上表现出来。

12．制造虚幻

这首先通过声音工具来实现，比如在电影《沃采克》（Woyzeck
 ，1979）中相对立的音乐主题相互连接在一起，使得听众和观众失去了时空感。

13．滑稽戏仿

比如在电影《铁皮鼓》中奥斯卡长时间地在鼓上敲打着三节拍，以至于令希特勒的阅兵仪式陷入混乱，纳粹盛大的宣传活动无法进行，大家开始演奏“蓝色多瑙河”并随之舞蹈。

14．注释

在电影《芦苇中的男人》（In Mann im Schlilf
 ，1958）中一个男人被纳粹军队打倒时，片中就响起了管乐声以及来自旋转木马的音乐。

15．强调次要事件

通过音乐可以赋予对象显著的意义。

16．度量人物

通过视觉和情节表现出很坏一面的人物都可以通过音乐来缓和，并且被塑造成友好和蔼的形象。

17．心理状态的描写

通过被强调的重低音或者环境音响，音乐可以更加深刻地“进入皮下”。

18．使电影接受集体化

与单个的眼睛相反，耳朵是集体的，这就是说，电影观众可以通过音乐在情感上统一被影响。

19．制造空间感

通过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草原变得更加宽阔，通过一个独奏的顿音效果房间变得更窄小拥挤。

20．限制对时间的感受

在维尔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电影《吸血鬼诺斯费拉图》（Nosferatu
 ，1992）中约翰·哈克（Jonathan Harker）骑马到卓古拉（Dracula）的城堡用了1分20秒，但是这里通过五个场景或快或慢的骑马过程来展示。音乐在这里使蒙太奇的连接更加令人信服。

当然电影音乐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毫无疑问，上面所提到的功能都可以被扩展或缩减，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电影音乐功能的一个基础或原则性的清单。它们在这里列出，只是为了弄清楚音乐在电影、人物、场景、布景等方面所起到的环境气氛上的作用，并对这些作用进行解释和说明，进而将其带入到分析与阐释中。

同时类型的划分在这里也许是有用的，因为电影的类型往往也体现了电影音乐创作的基本原则
(14)

 。比如典型的“犯罪片音乐”有这样的基本形式：戏剧性紧张的“快速而激动”（Agitato）的音乐和浪漫幽怨的“神秘”（Misterioso）的音乐，还有被分离的“惊吓”和弦，伴随着黑暗中小心缓慢移动步伐的拨奏音，作为意外信号的单个音乐重音，制造恐惧的不和谐音，产生陌生感的电子音乐，作为典型犯罪片的三全音程（增四度），等等。还有许多音乐道具都拥有典型的类型性：主题上比如有固定低音，和声有增四度、半音或者是完全的不和谐音，节奏上使用均匀的节拍作为心跳的节奏，强弱法上有重音或者渐强，打击乐有击鼓或者其他特别的震音或颤音。
(15)



有时电影音乐可以明确地误导观众，比如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深闺疑云》（Suspicion
 ，1941）中，当丈夫端来一杯牛奶时，就响起了不和谐的和弦。联系剧情，观众会有这样的猜疑，即牛奶中有毒，但是事实上这个怀疑在电影结尾被证明是毫无理由的。
(16)




 5.4　空间、灯光、颜色


空间：前景，中景和后景



空间不仅仅指代前文所提到过的人物设置上的社会空间，而且还包括类似于戏剧舞台的空间。人们可以将空间分为前景、中景和后景，这些空间的划分方式在电影《公民凯恩》中成为叙事策略，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的布置在前文提到过的场面调度中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对空间的使用也不尽相同：在西部片中是广阔的自然风景，在科幻片中空间则作为一个宇宙空间，在恐怖片中是一个被压抑的恐惧空间，然而在其他一些电影类型像情色或色情电影中，空间则完全不起作用。

作为一种电影分析的方法，空间同对话、灯光或颜色一样很少在电影分析时使用。然而还是有特别的例子可以证明，有时候对电影空间的正确布置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里我们还是以《公民凯恩》为例，这部电影不仅仅被描述成一部拥有五个不同叙述者的电影，这些叙述者以倒叙或压缩时间的方式重构凯恩一生的不同阶段，而且其中还使用了不同的叙述手段。比如通过镜头角度使主人公高大起来，此外还使用了景深镜头，通过一个广角镜头使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画面在镜头中都清晰可见，从而产生了明确的空间关系。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苏珊试图自杀的段落，在这个镜头中，前景是一个装有药品的杯子，中景（模糊的）是苏珊的头，后景是凯恩，他冲向房间内。
(17)



相对应的有一个合适的“声音”：对话逐渐减弱，以此来表示说话者之间扩大的距离以及与之相符的陌生化。此外还有声音蒙太奇，如失败的歌剧演出、重复出现的歌剧声音以及苏珊沉重的呼吸声都唤起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在画面中得到了证实。
(18)



[image: ]
《公民凯恩》中苏珊自杀的景深镜头。



对于凯恩这个角色来说，人物的空间位置就能说明凯恩的主要性格特征：他同其他人隔离开来，孑然一身，既渴望爱又没有爱的能力，作为一个被剥夺了母爱的孩子——童年时期那种失落感是我们理解他之后生活的关键。苏珊和凯恩内心的距离通过一个他们在空间上的巨大距离来表现。这种他们各自在舞台上的不同位置以及利用摄影机的移动来实现的他们之间空间距离的改变阐释了人物的状态。当房间的天花板和地板同时出现在镜头中时，真实性完全被扭曲。在富丽堂皇的梦幻城堡仙那度（Xanadu）中，对于这些人物光怪陆离的刻画使得凯恩像是一个处在自我世界里的囚徒。童年时期母亲离开的创伤（被象征成“玫瑰花蕾”的名字）导致凯恩自恋式的对于爱的无能为力，导致了他狂妄自大的自我高估以及对于被爱的过度追求。《公民凯恩》的主旨是通过大量空间上的手段来实现的。

作为一种类型，在对于电影理解方面，灯光起到不同的作用：曝光过度或者多重曝光，但也有像在实验电影中的寓言式的阴影，比如在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Das Kabinet des Dr. Caligari
 ，1920）中电影的戏剧性就受到了光和影的影响。另外还有电影《第三人》中哈里的影子也是相当著名的。通过设计好的照明，原本熟悉的事物或环境会变得陌生，从它们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并变得危险起来。然而在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是所谓的黑色电影（Film noir），这类电影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城市，塑造出那些幻想破灭的失落的主人公。在这类电影中大多数情况下环境都是昏暗的，下着雨，充斥着性与犯罪的主题，价值相对主义和悲观主义相互影响。此类经典的例子有：《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
 ，1941）、《夜长梦多》（The Big Sleep
 ，1949）、《哑女惊魂记》（The Spiral Staircase
 ，1945）、《湖上艳尸》、《夜阑人未静》（The Asphalt Jungle
 ，1950）。

[image: ]
《夜长梦多》中可怕的影子。




灯光的种类



对于灯光这种塑造手段的分析只有在那些有悖于常规照明方式的电影里才有效，比如在黑色电影里。在黑色电影里主要是高反差布光（low-key-style），也就是说，光源往往被安放在不寻常的位置，首先主要用来照亮场地和任务的主光被弱化，从而使附加的、被使用的补光处于主导地位。人们可以区分许多种类的灯光类型：主光、高光、补光、前光、顶光、逆光、侧光、底光、背景光，此外还有硬光和软光（模糊）。它们的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当人物和对象被不均匀地照亮，这时眼睛或者下巴部位就显得格外突出。极端的底光使一张脸看上去极端险恶。阴影画面笼罩着场地。逆光将人物变成剪影。聚光灯赋予了单个对象特殊的意义。亮光照射的脸会显得清晰且粗糙。合上的窗帘，拉下的百叶窗，栅栏和低悬的灯光都强化了这种隐藏的充满神秘和危险的印象。墙上的阴影象征性地暗示着剧情。垂直线和对角线的大量使用。总会存在这样的印象：黑暗统治着光明，就像广阔的大海统治着岛屿。
(19)




灯光的作用



这时就会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代表着被压抑的内心深处，同时它也表明了电影是一个梦境。通过灯光而产生的紧张感使人物处于半明半暗之中，从而变得复杂和对立。这种紧张感使叙事线索变得错综复杂，人物屈服于空间的原则。不透明性、困惑、模棱两可和威胁，这些词或许是描述灯光效果的关键概念。


颜色



最后，在空间和灯光之后至少要提一下颜色这一范畴。在许多电影中颜色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颜色可以作为一种营造气氛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剧情提示，或者作为象征性的关于电影主旨的意义承载者。然而关于颜色分析的系统化研究还是很少见的。多数情况下，颜色在电影分析中只是顺带地提及，或者实验性地为了一个阐释的正确性和合适性而被列举出来。这可能是因为，在人们使用其他辅助手段之前，颜色作为一种叙述工具，首先被感知，随后被用心地记录。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颜色似乎不能明确地作为意义承载者被使用，所以在大多情况下这一层面都被忽略了。


色彩象征



如果人们在一部电影中准确地了解了所使用的色彩光谱，那么就可以进行颜色分析。首先已经存在了各种不同的“象征词汇”，它们指示着颜色所代表的意义，然而同一种颜色又因为文化、时代、历史环境的不同，其所表达的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
(20)

 比如说，自然中的白色传达的信息可能就是春天（花瓣）或者冬天（雪），在希腊神话中它表示的是光，在古希腊哲学中它代表的是水，在日常交往中它代表了清晰和无辜（比如“婚纱”或者“白色的马甲”），在天主教的教堂礼拜中它代表了幸福和喜悦，在战争中它表示停战或者投降，在印度表示神圣，在西方童话里它代表了无辜，在日本的文化中它意味着死亡，在医学领域它表示干净和卫生，在埃及它代表愉悦和幸福，在占星学里它是爱神维纳斯，在色彩心理学中它表示空白，在中世纪炼丹者那里它是女性的原则和月亮，在彩特肯人那里它表示的是夜晚，在佛教里它又代表自我控制与救赎，等等。在像《虚宾》（Ben Hur
 ，1959）这样受欢迎的电影中相对于坏人梅萨拉（Messala）所骑的黑色种马来说，主人公的那些拉着马车奔跑的骏马当然是白色的；如同《星球大战》（Star Wars
 ，1977）中穿着白色制服的战士，他们的对手所穿的灰色盔甲就属于“权力的黑暗面”。像蓝色、绿色、黄色或者红色这些“真正”的颜色，其代表的象征意义则更加复杂多样。

所以对颜色的解读要视情况而定，不是简单随意地去解释一种颜色，而是首先要弄清楚它所处的范式，使这色彩在整个范式中具有结构上的意义。比如它可以是一般意义上基督教神圣的颜色，也可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颜色，或者是像《厨师，大盗，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 Her Love
 ，1989）中荷兰绘画的颜色。颜色也能够表达与情境或人物相关的氛围和感受，或者在地点、人物和事件的潜在关系中创造一种互补性。最后，颜色还能补充其他的象征手段。在我们作为例子的电影《歌剧红伶》和《威尼斯疑魂》中颜色就是非常重要的塑造手段。


 5.5　例子

相较于电影的主旨，叙述结构可以更加有力地解释电影，而且在意义层面给出解释。比如在《地球争霸战》中的关于能够产生紧张气氛的韵律蒙太奇，《西部往事》中人物状态的音乐主题，《公民凯恩》中对于塑造人物起重要作用的空间，以及《夜长梦多》中灯光所代表着的一种基本观点。还有很少的一些情况中，仅仅通过这种叙述形式的分析就能引出电影的主旨。相关的例子有布里塔-卡洛琳·俄汀（Britta-Karolin Öhding）对于电影《非常嫌疑犯》（The Usual suspects
 ，1995）的分析。
(21)

 这里我们举另外两个例子——《歌剧红伶》和《威尼斯疑魂》。


《普通嫌疑犯》的结构分析。（例1）



《非常嫌疑犯》从多个角度讲述了一个关于重构谋杀的故事，以及一个在美国加州圣佩德罗湾洛杉矶港上一艘船只的爆炸事件。贪污的前警察基顿（Keaton）被杀，但是他是被谁杀害的，又是为什么被杀害呢？是黑帮老大凯撒·索泽（Keyser Soze）隐藏在幕后，还是他的律师“小林”（Kobayashi），抑或是其他参与者中的一个呢？基顿到底被杀了，还是他仍旧活着？瘸子“口水”（Verbal）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谁是凯撒·索泽？带着这些问题这部电影又回溯到《卡萨布兰卡》中的一个场景，当雷诺警长对他的下属下达命令：“抓捕往常的嫌疑犯”——之后里克就开枪杀了纳粹少校史特劳塞。这部《非常嫌疑犯》将对作案人的寻找塑造成一种对嫌疑人的寻找，借此在叙述方式上通过对真实事件的重构来刻画一种对真相的寻找。

总的来说，一共有四个版本的真相被提供出来：

1．海关调查员库科（Kujanu）设想的真相。

2．“口水”向库科叙述的真相。

3．“口水”自己经历的真相。

4．在电影结束时被公布的真相。

这部电影通过画面呈现了各自对于真相的构建，虽然事实上它们只是所谓的真实。从媒体的特性上讲，电影的可视化可以增加剧情的可信性。不同的剧情版本和真相的紧张关系是建立在对于“真相提供者”信任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只有人物对于真相的解读。

在剧情的发展中，观众自然会察觉到越来越多各种关系中存在的漏洞，不合逻辑的连接，自相矛盾和空白。哪一种对于真相的重构才是真的呢？这些真相版本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并且相互拆穿，让人难以相信。在电影的最后阶段交代了真相的一个版本，通过它“口水”所讲述的版本的所有漏洞都被提出并断定为是可信的。因此，对于真相的重构似乎成功了。

然而一个结尾场景紧连着这种对“真实”的寻找。它意外地，同样协调、可信地，抽出了所有之前的各种真相的基础：重构本身只能表明它是对真相进一步的构建，不再存在“外部的”观点。因此，摄影机作为“主观叙述者”变得不再可信，并且紧接着将判断的能力抛给观众：因为那个在剧情最后阶段被观众认为是“真正的”真相在所有的关系和可靠性中也极可能被错误地认知，所以在最后观众意识到不同的真相版本的任意性——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普通嫌疑犯》的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使观众对于“真相”的追问越来越敏感，并且迫使他们最终面对电影的主旨：真相或者一种纯粹的实情是不存在的，但是每一种真相都可以被（任何人）传递出来，同时证明是一种设计出来的真相；只存在真相的版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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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弄真相。（《非常嫌疑犯》）




《歌剧红伶》的结构分析（例2）

平行蒙太奇



《歌剧红伶》是第二部作为例子分析的电影，它的特殊结构是它的一个标志，这种结构再次证明了它明显的童话特征以及电影的中心思想。第一个特点是伴随紧张关系进展的平行蒙太奇，当朱力斯作为邮差认真地从事着他的工作时，娜迪亚带着录音带到达了火车站；当宝拉和报信人在火车站等待她时，杀手出现并杀害了她；当朱力斯和奥尔芭一起听演唱会录音时，报信人在游乐场被杀手杀害；当朱力斯在妓女那里时，台湾人在他的Loft里毁掉了录音带；等等。平行蒙太奇作为一种风格，它在这里使人联想到某种命中注定或宿命，它还扩展了多条情节线索，这些情节线索使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同时也将剧情推向片中两个替罪羊。朱力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卷入到这个世界，同时他还要保护自己，这个世界从开始的让人感到混沌迷惑到后来变得难以理解。所以这两个录音带的调包——一个是萨波塔贪污的真相，另一个是音乐会的录音带——是顺理成章的。观众对主人公的无助感同身受。


双重世界



在这个危险的混乱中他除了认识到一个拥有小偷、报信人、杀手、妓女、牺牲者和腐败的警察的世界之外，还认识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的世界：即奥尔芭和Gorodish以及瑟尼亚·哈维斯和她的音乐世界。这个层面的世界通过颜色（白色以及蓝色）和象征有目的地结合起来：《歌剧红伶》在叙事和色彩上都设想了一个双重世界的结构，这在童话中是很普遍的。人们拥有考验的选择和机会。朱力斯在这个世界里的处境也通过大量使用的全景和特写镜头表现出来。最后，一再出现的道具镜子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摩托车的后视镜，衣帽间的镜子，如镜面般的湖面，妓女房间里的镜子，台湾人反光的太阳眼镜，等等）。就像在其他童话故事里那样，它抛出了对于身份的追问：我是谁？我应该成为谁？


《威尼斯疑魂》的结构分析（例3）



《威尼斯疑魂》作为第三个例子同《地球争霸战》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也拥有一个五段式的带有“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的紧张结构。一方面，剧情的紧张度在塑造手段上通过蒙太奇而加倍，同时也对观众的接受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五段式结构也是有针对性的、被隐藏的，一直在一个潜在的层面之中，因此它的作用才能更加强烈地展开：剧情片完全作为一种经历，《威尼斯疑魂》就是一种对命运的经历，正好符合古希腊悲剧的特点。


平行剧情



不仅仅是剧情结构，每个人物以及事件发生地在这里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从电影所有的对象、事件、颜色、音响和声音到主要的叙述形式——平行剧情（通过交叉剪辑完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从一开始在介绍性场景中（克里斯汀的死同约翰在幻灯片上的幻象）就已经确定。这种平行剧情在餐馆场景（第3个场景段落）中继续使用，首先一边是劳拉和约翰，而另一边是那对姐妹；然后一边是劳拉和那对姐妹（女卫生间），另一边是约翰（饭厅）。最后在第三阶段里这种平行剧情显示出其优势并开始表现人物间的局势，并且在第四阶段服务于不同地点之间的连接（那对姐妹的新旧公寓之间，英国和威尼斯之间），从而在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并增加了画面的真实性。这里是关于一个同时在不同舞台上进行的表演，它又非常具有代表性地在一个连续性的主要场景中展开。平行剧情作为两个中心塑造原则之一，对其有计划的使用具有非常明显的意义。但是它在叙述形式分析的层面上还没有能够被展开。


象征化

对象



第二个中心原则是象征化，它就像一个意义网，像一个更高级的关于人物和世界的参考系被展开，这个参考系戏剧性地提炼了所有的微观世界。尽管象征化应该被归入到规范和价值分析的范畴，但是在这里就提出是因为在这部电影里关于叙述的其他所有的结构形式都属于象征化。我们从对象开始，首先从玻璃讲起。在开始的场景中玻璃已经起作用，当强尼骑着一辆自行车压过一片破碎的玻璃时，当一个杯子不小心被撞翻时，约翰的玻璃幻灯片就被作为一种寓意使用。在餐馆场景中，劳拉惊人地晕倒在桌子旁边时，她除了撞倒了陶瓷、餐具和杯子外，还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地撞翻了装有油和醋的玻璃瓶，瓶里的油和醋滴在了她的身上：一方面象征了十字架（相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有人拿醋给他喝），痛苦和死亡；另一方面象征了受膏（涂圣油），救赎和重生。在医院的场景里，劳拉同那些开心玩耍的孩子被一扇玻璃窗隔开。按照她的说法，她觉得自己好极了，从未感觉到如此好，在最后一个画面这扇玻璃窗突然消失了，从而使那些孩子毫无掩饰地清晰可见（段落4）。在教堂里，约翰不断地打开和关上一盏总是带有红色光线的灯，这也很具象征性——这是一种重要的基督符号（段落6）。玻璃的象征意义不断地出现在电影中：从镜子、酒杯、瓶子、玻璃窗、玻璃橱窗等到在谋杀场景中教堂门上破碎的玻璃。玻璃象征着分离和关联之间的矛盾；在这些与玻璃相关的物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使他们在单个场景中各行其职。

偶尔这些象征会一起登场，比如约翰透过玻璃窗朝小酒馆望去，他等待劳拉时喝酒的杯子（劳拉此刻在那对姐妹那里），这时摄影机多次将三个酒瓶一排推入画面（段落15）。另外一个客观的象征是水，它以雨、洗澡水、湖水以及威尼斯的河道的形式出现，这种象征将剧情如地毯一般铺开。此外还有马、乌鸦、教堂、十字架，一再出现的桥和阶梯、动物（鸭子、猫、乌鸦、鸽子）、门和拱门，这些都象征着智慧和灾难，痛苦和救赎，世界间的中间人，人间和天堂之间的通道，智慧以及萧条和迷失。


事件



事件也充满着象征意义。比如劳拉在教堂所点的六支蜡烛中的一支熄灭了——对于死亡的暗示。因为警长将两姐妹的素描无意间放得非常靠近，以至于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一张放在下面的照片，上面是一具脖子上带有刀伤的尸体。劳拉在和约翰的争吵中曾三次否认圣经暗示通灵的存在。而且通过特殊的对比蒙太奇剪辑的性爱场景也变得寓意深远，虽然在这些蒙太奇的段落中，做爱和之后穿衣服之间的时间是跳跃的，但这些段落剪辑在一起看起来也很顺畅：做爱时约翰扯掉劳拉左肩的衣服（从正面展示）——剪切——劳拉在她裸露的肩膀上套上毛衣（从后面展示）；约翰抚摸着她的臀部（从后面展示）——剪切——劳拉抚平腹前的毛衣（从正面展示）；裸露的恋人在床上翻滚——剪切——穿好衣服的劳拉转过身来；她在高潮之后抚摸着他的背——剪切——她在离开旅馆时抚摸着他夹克的背面；等等。

[image: ]
约翰扯掉劳拉左肩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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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在她裸露的肩膀上套上毛衣。



[image: ]
约翰抚摸着劳拉的臀部。



[image: ]
劳拉抚平腹前的毛衣。




颜色



颜色的象征意义除了前文提到过的，作为冷暖基本区别以及明暗冲突（黑—白）外，尤其还使用在红色和蓝色这两种颜色上。这个二元论在这里作为一种对抗被使用，就像中世纪的木板油画。红色通过克里斯汀在池塘边玩耍的皮球颜色被引入，它也是克里斯汀外衣的颜色，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溺水的，它还是幻灯片上慢慢晕开的颜色。红色作为血的颜色象征着危险、警告和死亡。同样当约翰被证明是一个侦探时，围巾上的红色刻画了他的形象。相反，蓝色是雨和水的颜色，蓝色还是那张室内教堂幻灯片的基础色，在那张幻灯片上一个披着红色斗篷的人坐在板凳上。水行使着万物之源的职能。当红色淹没了幻灯片上的基础蓝色时，就出现了两种意识层面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最终自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对立的统一体，就像中世纪天空（蓝色）和大地（红色）的二元对立，好与坏的二元对立。约翰在教堂里，摄影机以一个极端的朝向地面的俯视图展示了一对处于相反位置的红、蓝色块。


音响和音乐



声音层面上的音响和音乐表现的不仅仅是自己，它们还作为主线贯穿整部电影，并带出了电影的象征意义。水就符合这种情况，人们不仅可以看见水，而且更多时候是可以听见它的——轻轻的水滴声，潺潺的水声，河水拍打运河河堤的声音，刚朵拉划过水面之后尾流的声音，最后还有约翰追踪穿着斗篷的侏儒时画面中那种低沉的、扭曲的、震耳欲聋的、越来越响、越来越沉闷的隆隆声。水同样也是自相矛盾的——是一种界限的象征，一方面它从克里斯汀溺水的池塘开始象征着死亡，另一方面又象征着起源、重生和救赎。

另外还有一些声音，它们的作用是多重的。钟声不仅使人想起在威尼斯出现的宗教仪式，还让人想到在敲钟声中所流失的时间（从开始的场景一直到谋杀的场景）。当约翰站在梯子上摆放一座丑陋的神像雕塑时，突然会有鸟类呼扇拍打翅膀的声音。尽管它们没有出现在画面中，却表现出了他的烦躁、深度的不安和一种危机感。相似的还有在侦探故事中无处不在的，总是轻轻飞过的鸽子的振翅声和咕咕声：代表一种发现和观看的机会。

此外，电影音乐是精心设计的，除了普遍用来烘托气氛、渲染情感的声音外（比如劳拉在餐馆晕倒时不安的震动声），还使用了两种主题式的技巧，它们之间是相对立的。一个主题服务于告别、分离，而分离也预示着新事物（降A大调），它出现过六次，并具有结构上的意义：在克里斯汀死之前，约翰在餐馆回忆英国，做爱的场景（被重新刻画），劳拉离开威尼斯去英国，在英国的寄宿学校以及最后约翰临死挣扎的场景。第二个主题（升G小调）具有回顾性的意义：当约翰在废纸篓里发现了劳拉的旧照片，看见一个在运河边被遗弃的玩偶，当劳拉从警察那里重新得到那张照片以及在最后一场中穿着丧服时。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的音乐主题，这些音乐作为某种信号设置在其中：比如当克里斯汀的尸体被从池塘里捞起，以及一个陌生人的尸体被从运河里打捞上来时的挽歌主题；或者是当希瑟通灵时响起的声音主题；再或者是当约翰寻找劳拉以及那对姐妹的公寓时所使用的寻找主题。

所有的这些结构形式在它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同时，也暗示着电影的主旨（比如角色的设置以及剧情的建构），然而电影的主旨在规范和价值分析中才能够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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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规范和价值分析：阐释


电影里支持哪些规范和价值？有哪些世界观在电影中被传达？



从剧情分析、角色分析、结构分析，到最后的规范和价值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这些分析一方面在回顾中将前文已获得的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还试图通过这些已被证明了的阐释模式来总结电影的主旨，并将它们准确地表达出来。

接下来首先应该说明，如何能够通过规范和价值分析更好地理解电影。因此接下来所举出的电影例子主要是关于隐秘的电影宣传策略，这绝非偶然。对于一个电影的特殊意识形态的分析往往直接导致意识形态上的批评。尤其是那些用于政治宣传的电影，比如在二战期间由纳粹分子或者好莱坞所生产的那些电影。

所以这里先介绍五种模式，它们已经被证明适合于对电影进行深入的分析。

第一，对于像《呆头鹅》（Play it again，Sam
 ，1972）或者《卡萨布兰卡》和《现代启示录》这类电影进行文学/电影史的解读，它把一部电影对于过去某部传统电影的参考映射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第二，传记式的电影解读。比如对于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这种阐释方法将导演视为始终不变的坐标系。

第三，社会学角度的电影解读。适合于此的比较成功的电影有来自同一个时期的《爱情故事》（Love Story
 ，1970）和《吉米去看彩虹》（Und Jimmy ging zum Regenbogen
 ，1971）。在社会心理学上，它们都提及一种相同的需求和期待。

第四，对于像吸血鬼电影这类特殊类型的解读；在这类解读中可以看到这一类型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

第五，跨文化电影解读。比如电影《巴尔》，它意识形态上的主旨同斯蒂芬·弗雷斯（Stephen Frears）的《睡遍伦敦》（Sammy and Rosie get laid
 ，1987），飞利浦·考夫曼（Philip Kaufman）的《黑雨》（Black Rain
 ，1989），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
 ，1997），于克瑟力·亚武斯（Yüksel Yavuz）的《四月孩童》（Aprilkinder
 ，1998），西尔维奥·索尔迪尼（Silvio Soldini）的《追梦郁金香》（Pane e tulipani
 ，2002），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的《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
 ，2003）或者是法提赫·阿金（Fatih Akin）的《勇往直前》（Gegen die Wand
 ，2004）非常相似，它必须通过相互关联的民俗和文化而得到理解，因此它也使一种特殊的阐释方式显得尤为必要。

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其他的解读方式。只是其他的一些途径仍然有待于验证。而且这些方法也应该被规范地使用。


 6.1　从象征到主旨——例子

象征在接下来的例子中可以理解为符号或者对于那些常见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提示，比如：十字架就是基督教的一个象征符号，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戒指象征着婚姻。几乎所有一切都可以拥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名字、对象、人物、情节部分、地点，等等。已经存在大量的象征词汇，它们多少能够系统地将受文化和传统影响的象征总结在一起。然而普遍来说，电影中的象征还依靠参考语境，这种语境在产生电影的时代或者今天都是普遍熟悉的。


象征系统作为意义的承载者



几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象征化经常以“telling names”的形式被使用，也就是说，人物的名字具有象征性的含义。在《沉默的羔羊》中那个变态杀手叫水牛比尔，因为他“剥掉了他的受害者的皮”，Miss Hester Mofet是一种造字游戏，它表示：“（I）miss the rest of me”。Self Storage这个公司名字意味着“自我储藏”，也就是说，它追溯的是罪犯的病症和电影的潜在主题。Miggs，莱克特隔壁监狱的邻居，朝史达林射精并因此被判死刑，他的名字和“弹珠”同义；在俚语中Miggs表示的意思是睾丸。奇尔顿（Chilton）暗含着“寒气（chill）”的意思，它代表着冰冷和无情。史达林（Starling）意味着“小星星”，克拉丽丝（Clarice）是“清澈（clarify）”的意思，也表示：1．启蒙；2．提炼——电影《沉默的羔羊》正是围绕这两个行动展开。这部成功的电影除了具有明显的犯罪片剧情外，还具有一个潜在的剧情，即女主人公的发展，以及最后的一种哲学上的意义，这个意义直接作用在观众身上。
(1)



然而在这部电影中还有很多象征，关于这些象征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一下。作为中心的剧情主题，比尔剥下的皮肤具有象征性的含义：作为一个伪异装癖的人，他要为自己覆盖一层不同于自己的皮肤，即女人的皮肤；或者是在被谋杀的女人喉咙里发现的昆虫茧，它代表着蜕变、变化；又或是那些被杀害的小羊羔，它们代表着牺牲、救赎、复活、克服死亡；等等。在这部电影的所有象征语境中有一点很清楚的是：整部电影围绕的是认同这一主题。


单个的象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手法



在其他一些电影中不会像这部电影一样展开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象征关系网，而是在一个对象、人物或者剧情情节当中使用象征，或者干脆不使用。对此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电影《最后一个人》（Omega Mann
 ，1971）中的最后一个场景。主人公罗伯特（Robert）由于给自己注射了一支血清，从而成了细菌性灾难后世界上唯一一个健康的幸存者。他被坏人用长矛射穿并半直立地坐在一个水井里。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却将自己的健康血给了其他的幸存者，让他们拥有了一次重生的机会。最后他昏倒（带着已经扩散的武器）并死去，这时响起欢快节奏的音乐。这个逻辑是建立在基督圣象学之上的：耶稣是被长矛射中，当他在十字架上临死之际，他将自己的血给了人类。这种救世者的象征含义还出现在许多其他的电影中：《E.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
 ，1982）和《黑客帝国》（The Matrix
 ，1999）是两个我们最熟悉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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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作为人类的拯救者。（《最后一个人》）



之前被多次提及的电影《地球争霸战》的剧情也具有双重的象征含义：一方面火星人的入侵在政治层面上刻画了冷战期间美国人对于入侵的恐惧；那些残暴的、摧毁一切的入侵者令人联想到那些“奇怪的”和讨厌的俄国人。另外一方面这部带有入侵者的电影讲的是一种性冲动，这种冲动闯入青年人的世界，并且威胁着藏在偏僻农舍的男孩儿和女孩儿。火星怪物触摸受惊的西维亚，福利斯特在惊慌失措中首先展示出了阉割的倾向（他砍掉了那双电子眼睛，以至于火星人的皮管又缩了回去），之后又表现出手淫的欲望（围巾湿了），这对于西维亚来说意味的是血（暗指她贞洁的丧失）。

[image: ]
《地球争霸战》中西维亚（单独和她的朋友福利斯特在阁楼里）感觉到外星人湿漉漉的欲望。



[image: ]
蕾普莉将异形从太空飞船中射出。



这部电影《地球争霸战》拥有双重的胜利：美国取得了对于苏联的胜利，西维亚和福利斯特在电影结尾结了婚。
(2)



一个非常有趣的特例就是经典电影《异形》，在这部电影中所有明显的情节以及经得起推敲的细节网都拥有一个象征性的特征。它看上去讲述的是一个科幻主题：满载的星际运载船诺史莫号在返回陆地的过程中偏离了航线，着陆在了一个发射奇怪信号的陌生星球上。他们登陆这个星球并发现了一艘极其古老的外星宇宙飞船，里面还有奇怪的物种。其中一只异形侵入到一个机组成员的身体里，并和他们一起来到了地球运载船的舱内，在那里异形得到发展和生长，它接连杀死了所有的人直到第三个指挥官蕾普莉（Ripley）。最后蕾普莉成功地将异形射出太空船。

事实上在这个明显的科幻剧情下和一些小细节中都隐藏着一个潜在的意义，这个意义在视觉上和声音上都有它的对应物。就这样电影《异形》刻画了男人对于怀孕女人的恐惧。它描述了一个女人从受孕到怀孕再到分娩的所有经历，甚至以男人的视角来描述，男人必须处于外部并被排除在外。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这种再造能力就是一种“异形”，一种奇怪陌生的能力——因此也显得危险而可怕。事实上，这个异形就是母亲子宫里即将成形的孩子。一个相应的场景记录可以使这个问题清晰化：
(3)





	明显的意义：
	潜在的意义：



	




	
	1．受孕



	·信号：机组成员被唤醒
	·男性精子被“唤醒”



	·登陆星球
	·接近这个刺激物



	·发现奇怪的宇宙飞船
	·发现女人



	·由三个入口的中间进入飞船
	·通过阴唇侵入阴道（在尿道和肛门之间）



	·肯恩（Kane）进入一个隔开的洞中
	·其中的一个精子到达卵巢



	·在这个洞中发现了蛋
	·在卵巢中发现了一个卵细胞



	·异形跳到肯恩脸上并侵蚀且刺入他的盔甲
	·这个精子和具有受精能力的卵细胞结合



	




	
	2．怀孕



	·肯恩和异形进入到气阀中
	·卵细胞在输卵管中游动



	·然后进入登陆舱或者是地球运载船中，因为：没有进行检疫隔离
	·然后进入子宫，并在那里着床，因为：没有进行避孕



	·异形从肯恩胸口冲出并迅速生长
	·从一个被动的胚胎变成一个主动的拥有自己生命的蝌蚪状的胎儿



	·肯恩和他脸上的生物都已死亡
	·卵细胞和精子不再具有生命



	·机组成员建立声波
	·人们在此期间可以听见心跳声



	·达拉斯（Dallas）徒劳地尝试通过喷火武器将异形赶出
	·达拉斯试图堕胎



	·蕾普莉是唯一个一个幸存者：
	·蕾普莉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即为人母的作用：



	·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种“紧急”信号是一种“警示”信号
	·想拒绝性诱惑



	·想召回这次探险之旅
	·想阻止这次入侵和结合



	·要求进行检疫隔离
	·希望有预防措施



	




	
	3．分娩



	·诺史莫自我摧毁了昂贵的准备
	·开宫之痛，分娩前的准备



	·异形在救生船的入口
	·孩子在产道里



	·门已经打开
	·子宫口撑开



	·异形迅速溜进救生船
	·孩子向盆腔出口移动



	·自我爆炸装置不能再耽搁
	·娩出阵痛，分娩不能停止



	·救生船必须与主太空船分离：耀眼的闪电和光
	·露出头部：新生儿的眼睛被光线眩晕



	·蕾普莉：喘息，呻吟，满是汗水的脸，痛苦绝望的喃喃自语
	·蕾普莉：她必须用力将孩子挤出来，借此孩子的身体也被生出来



	·之后：舱内气压下降
	·之后：腹腔内气压下降



	·异形被绳枪射中
	·脐带被剪开



	·异形被射入宇宙
	·孩子来到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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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动的胚胎变成一个主动的胎儿。（《异形》）



后来的续集像《异形2》《异形3》以及《异形4》也都是对这一母题的变动和修改。第二部是关于罪恶、破坏性的母亲和体贴、善良的母亲这两个极端的对峙；第三部讲述的是一个在女人子宫里即将成形的异形，这个女人拒绝接受这个孩子并将他杀死，它也是关于堕胎的主题——因此可以追溯到罪恶与信仰；第四部仍然是关于一种对抗，一边是被克隆的，但仍具备人类特征的女人和她年轻的像人类一样的机器伴侣，另一边则是完全无人性的、罪恶的人类以及伪装成人类的怪兽。
(4)




《教会》的标准和价值分析。（例1）



象征在意识形态的环境中指涉的是标准和价值，也就是指电影的意义所在，在这个环境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协调的（如果它是一部像《异形》这样的好电影的话）。有些电影的主旨是在分析了标准和价值之后才表露出来的。然而这种情况并不适合于像《歌剧红伶》这样的电影，这部电影的主旨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从贪婪的、剥削的、罪恶的、商业化的日常现实中拯救音乐、艺术和生活艺术。因为艺术是神圣的（“艺术红伶”）。电影标题中的“红伶”并非指代剧中人物瑟尼亚·哈维斯，而是指代社会中的艺术乌托邦。《异形》首先是通过对它的结构、剧情以及任务的精准分析来展现它的意义。但是，一些电影只有在理解了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之后才能被观众充分理解。对此电影《七宗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电影是通过对于与七宗罪相关的具有象征性的结构提示以及同观众的认知结合来展开它的意义主旨：最终每个人都是或者都可以是有罪的。
(5)

 接下来将详细地讨论一部相关的电影《教会》（The Mission
 ，1986）——它并非一部冒险片或史诗片，而是一部相当完美的宗教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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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罪以及克服它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七宗罪》）



宣传是一种有计划性的对现实观点和社会感知评价的影响。它具有非常彻底的党派性和操纵性。因此它不像意识形态，因为宣传使用了心理技法。宣传不是理性的、推理的，而是情绪上的、启发性的。它通过无意识机制作用在观众身上。因此应该特殊注意的是宣传的一般技法和机制。电影（明显的）意识形态和（潜在的）电影主旨之间的区分变得尤为必要。在电影史中宣传电影并非没有起到重要作用，就像里卡达·斯托贝尔（Ricarda Strobel）在分析电影《救生艇》和《陌生人》（The Stranger
 ，1956）时所指出的那样。
(6)




一般的宣传手法



重要并且有效的宣传技巧有：启示性的象征；使用传播的感情，比如像罪责、希望、恐惧、爱、恨、嫉妒；简单化；替罪行为的使用（替罪羊模式，替代答案）；对方的算计（或污蔑）；陈规化，贴标签；冲突的个性化；通过音乐的渲染；视觉上的美化；结构上的戏剧性（田园风光，威胁，思想的斗争和胜利）。在《教会》中以上几乎所有技巧都被有意地使用。


两个使命



在这部电影中并没能展开详细的段落场景记录和剧情、人物和结构分析，然而必须详细探讨电影的内容、人物、结构和价值，以便了解它宣传性的特征。首先需指出，这部电影分为两部分，通过一个框架叙述者被连接在一起。每部分都有一个特殊的使命（mission）处于中心位置：

·牧师嘉比尔（Gabriel）劝服门多萨（Mendoza）的使命，或者说是使门多萨承担自己罪行的使命。

·红衣主教的使命，即干预西班牙和葡萄牙（牧师）之间的矛盾。

使命1为牧师嘉比尔和教区建立了立场，使命2建立了对抗红衣主教、政治家、奴隶主和士兵的立场。这两个使命都显得难以置信并且没有信服力地联结在一起。在剧情的发展中，一种对暴力的牺牲者的认同发挥了作用。

牧师嘉比尔是主人公，同时也是“英雄”。作为一个主要角色他仍然是苍白单一的，只有通过很少数的形容词描述他（坚毅的，能吃苦的，父亲般的）。同样“扁平”的角色还有红衣主教（作为一个角色）和阿尔塔米拉诺（Altamirano）。甚至连门多萨的“罪”和“皈依”都不怎么具备说服力，尽管使用了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这样的实力派演员。一个“发展”或者“转变”在情感上都是难以理解的（参考段落7）。此外，那个印第安酋长和那些印第安青年也缺少“内在的”特征。《教会》肯定不是一部人物电影。人物被降低到只是用来承担剧情和承载思想/意识形态：嘉比尔是美好道德和完美牺牲者的化身，门多萨是皈依理想的化身（从扫罗到保罗），阿尔塔米拉诺代表的是人道顺从的耶稣信徒，红衣主教代表着罗马教皇的权力、利益以及教堂的腐败，印第安人只是陪衬，仅仅是那些“美好的原始文明”的直观材料。

电影中有两个中心结构：象征着一个占有主要地位的“自然”和全知叙述者；两者在一个紧密的关系中相互联系。自然赞美那些“美好”的印第安人，“邪恶”的叙述者保证了对于难以忍受的赞美的接受，就像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
 ，1984）那样。我们很自然地就相信了叙述者以坏人自居，并通过他对自己卑劣行为的认识来确保叙述的可信性。否则对于田园风格的布景就会落入陈规并且变得可笑。（参考段落11中的“和平，欢乐，鸡蛋饼”）；“自然”可以被理解为是特殊的、理想的基督“文化”（比如段落16），那么宣传的色彩就不再明显了。

我们将“自然”作为一种中心的象征，它还意味着：

·“印第安人的纯洁心灵奉献给了音乐。”（框架1）后来这些印第安人总是不断地唱歌，虽然是一些赞美诗和其他神圣的音乐，除此之外，他们还做小提琴等。

·“印第安人还处于自然状态下生活的”地带被刻画成瀑布上面的地带。（画外音，框架1）

·“自然—自然”被展开：宏伟的自然风景、瀑布、天空、光、颜色、原始森林。

·印第安小孩儿被刻画成一种无辜的象征符号。

这些印第安人开始时仍旧是“野蛮的”：光着身子，缠着腰带，身体和脸都画着图腾，女人和女孩子上身都是裸露的（段落2，3，10，11）。但是他们后来原谅了可恨的奴隶主门多萨，而没有割断他的喉咙，并解开了他的负重（装备）（段落10）。一个半裸的印第安男孩儿唱着神圣的颂歌（段落13）：

主教：“卡姆贝萨，你怎能暗指这小孩为禽兽？”

卡姆贝萨：“鹦鹉也会学唱歌，阁下。”

主教：“但小鸟能唱出这么美的旋律吗？”

卡姆贝萨：“阁下，这是个野孩子，他会发出淫荡的声音，野兽也畏惧。这些生物危险又淫荡，必须以剑征服，鞭策其劳役，这群教士只会胡说八道。”

嘉比尔：“他们不是天生的野兽，他们天生有灵魂。”

在圣米盖（San Miguel）的老教区，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裹着白色的长袍——“文明化的”。（段落16）在牧师嘉比尔的教区虽然大部分男人仍旧光着身子，但是大部分女人，甚至是孩子都已经穿上了白色长袍（段落18）：

主教：“人间乐园。”

嘉比尔：“就是树木长得太茂盛了。”

在战争快结束时，大部分的男人不仅光着身子，而且身上还画着图腾，但是女人除了一些例外的情况都穿着衣服（段落26及之后）。这种“自然—文明”的对立在身体上得到了体现，此外还体现在各种脚部特写上，这些脚被作为一种恭敬和屈从的象征，摄影机一再地用特写镜头将焦点聚集在这些脚上：

·绑在十字架上的传教士被扔进了河里，印第安小孩走在河边路上的脚；（框架1）

·“英雄”牧师嘉比尔在瀑布边的悬崖上登陆的脚；（段落1）

·门多萨去他弟弟那里路上穿的靴子；（段落7）

·登上悬崖又跌倒下来的门多萨的脚；（段落9）

·在嘉比尔的教会，当主教到来时人们跳舞的脚步（段落18）；等等。

结束场景将意识形态主题再一次象征性地提出：一个光着身子的印第安小孩（“自然”）在一个被毁的教堂里寻找小提琴（“文化”），将它带上船，并一起回到了原始森林。

《教会》所留给我们的首先是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然后是两种类型的传教士：

·坏人，他们将教堂、秩序以及冰冷的权力置于最高位置，目的是使他们为奴隶主的文化帝国主义服务。

·好人，他们站在土著居民的一边，他们也有目的，即使他们必须类似于受难者那样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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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结尾，印第安女孩儿手里拿着小提琴。



这部电影启发了我们进行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



·（剧情层面）以奴隶主为代表的殖民权力将传教士视为对立方，尽管后者（在历史上）曾为他们的帝国主义开拓了道路。

·（人物层面）传教士解放了以奴隶主门多萨为原型的白色殖民者，将他们联合到基督教里并为教会工作，尽管（历史上）却恰恰相反，传教士是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工具发挥作用。

《教会》明确地追溯了这样一个故事：“接下来这个故事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在电影的开篇是这样说的。然而事实上历史事件不是被重构的，而是被改写、修正的——被扭曲；基督教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真实的因果关系被美化了。相关的历史在这里要服务于改造和操纵。
(7)

 政治背景是关于80年代的拉丁美洲对“解放神学”的讨论。（《教会》发行于1986年）


意识形态批判



但是《教会》也追溯了一段历史，它是“历史化”的电影故事。作为一种遮掩和分散注意力的手段，《教会》将片中故事迁回到18世纪，事实上这些问题今天还在被讨论，在80年代也同样被激烈地讨论过：基督“布教”的观点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历史服务于修饰和美化。对于每一部宣传电影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是什么被省略了？在《教会》这部电影中被省略的是这些印第安人皈依的过程以及他们的整个文化。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完全不是前面所说的两个使命，真正的使命在于，牧师嘉比尔应该向瓜拉尼—印第安部落传教，使他们信服基督教。

在第三个段落中，当相应的联系建立起来，计划开始实行后，就直入主题：“于是瓜拉尼人最终归依天主，对人类短暂生命的怜悯。”（画外叙述者）《教会》的根本目的是为“布教”和排除印第安文化的行为辩护：在剧情层面真正的使命被省略，注意力被转移在伪使命上；在角色层面上，传教士和印第安人一起被设定成牺牲者；在结构层面上，传教士的罪行却被主教、教堂和无名的政治家所掩盖；在标准和价值层面上，虽然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批评的论题，但是它是借坏人的口说出来的，因此也被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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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开头，作为布教失败的提示，神父忍受死亡的痛苦。（《教会》）



总之，《教会》是一部宗教宣传片，看上去它是在为基督教的思想对抗制度上的利益（教堂，秩序，权力政治）做宣传，但实际上，它在情感上明显地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传教士的文化破坏者的身份。因为拥有崇高的思想，“布教”也应当被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最终把目光放在电影潜在的意识形态上来实验性地分析电影《威尼斯疑魂》时，我们将会遇到相似的意义语境。正如上文所述，电影中的大量象征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戏剧性的意义系统，因为这些视听元素最终都会走向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自然是被有意地掩盖了，即电影的主旨。这个电影的主题就是“看”，还有其他维度上的看，它超越了这个可见的世界。电影的标题“Don't look now”就暗含着“看”的两层意义。《威尼斯疑魂》同样也是一部宗教电影。


空间的整体性

时间的整体性

对立的统一



到底什么应该被看见？是怎样的一种维度？当它们不像所展示的那样时，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在电影中我们所认识到的这种超越，它首先通过一个整体的视角在形式上被刻画。它是所有存在和事物的统一，并通过三个方面的象征来实现：首先是空间的整体性，这种要素是通过最重要的电影的结构（平行剧情）表现出来的。人物总是处于完全不同的地点之中，但却经历相同或者被带入到一个相互联系着的关系之中。不同的空间被连接在一起，空间作为一种范畴被消除了。第二是时间上的整体性，它是通过希瑟的“天赋”、约翰还有主教的“预感”和（对于观众的）闪回表现出来的。性爱场景在这里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蒙太奇不仅避免了暴露的场景，而且现在和将来（发生的事情）的统一性被塑造了出来，也就是说，它建立了一个命题：在现在和未来之间，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深渊。闪回将时间顺序倒了回去，因此时间失去了意义。第三是对立性的统一：盲人

希瑟内心的敏锐；红色和蓝色；水元素，它代表着生和死；人物以及他们在镜子或水面上的影子；社会和教堂，或者说世俗和神圣；事物总是分裂成两面；等等。

《威尼斯疑魂》是一部宗教电影，因为超越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作为一种天意（或者按照不同的解读被理解为命运），没有人能够摆脱它的呼唤。对于人类来说，命中注定的不是失败（就像古希腊悲剧那样），而是“使命”。劳拉发现了另外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借此发展了自己自信的人格。这种对于超脱的认识创造了一种安慰，劳拉发现了它。她最后自信的、发自内心的笑容说明了一切：她知道虽然自己的女儿和丈夫已经去世，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上讲，他们似乎还在那扇玻璃窗之后继续生活。


主旨



《威尼斯疑魂》一开始看上去像是一个悲剧。事实上这部电影具有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幸福结局。其中约翰代表了观众。这部电影表现出了它在教育意义上和情感上的作用。由于约翰不学习，不愿意去看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因此他是有罪的；由于他没有接受希瑟的劝告以及劳拉的恳求，立刻离开威尼斯，因此他必须死。他不去使用所有人类的“天赋”（看），他拒绝这些，逃避这些——既表现在私人的爱人关系之间，也表现在作为一个侦探对于罪犯的搜寻上，因此他得到了惩罚。电影将他作为一个展示的客体，来为观众服务。电影的标题“Don't look now”（原始标题）——“现在不要看”，指的是观众。人们必须在这种黑暗和衰退的迷雾中找到出路，他们不仅要坚持理性、表象、可见性和清晰性，还必须认清世界的双重性，潜力，以及此岸和彼岸，生与死的统一。这才是这部电影的清晰主旨。换句话说，这部电影同《教会》一样是一部宗教宣传电影。它的编排策略有利于使观众在情感上接受意识形态的宣传。


 6.2　电影史和文学史方面的电影阐释

除了这种可靠的，和电影的标准和价值有着最原始联系的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解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有效的解读方式，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电影史和文学史方面的电影阐释。这种阐释方法和其他阐释方法一样，就像一副“眼镜”，它强调一部电影的特定语境。它乐于在一个文学或者电影史的传统中去理解电影。在这里，对于电影所呈现和加工的传统关系的认识是先行的。想要使用这种历史的阐释方法，观念必须已经获得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被电影所使用的关于传统的信息就能被认识并且在它的意义中被发现，那么电影本身的意义也就明显地表达了出来。因此这种方法有意义的使用范围只限于这类电影，即在意义生成上明显与传统历史有关的电影，也就是说，这些传统在电影里有的发生了变化，有的批判一些现象，有的丑化，有的美化这些现象。


原型的引证



伍迪·艾伦的电影《呆头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片名（Play It Again，Sam）就暗示了一个确定的人物并和电影《卡萨布兰卡》有关。
(8)

 特别是《呆头鹅》最后一个场景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同《卡萨布兰卡》的最后一个场景里所表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关联，这一点在电影分析时无论如何都是要提到的。《呆头鹅》中艾伦（Allen）、琳达（Linda）和她的丈夫迪克（Dick）之间的三角关系与《卡萨布兰卡》中里克、伊莉莎和她的丈夫维克多之间的三角关系相对应。电影里每个场景的布景都明显地有意相似甚至相同：在这两部电影中剧情都发生在夜晚的飞机场，背景都是一架飞机和飞机上的丈夫。人物的处境也是相同的：两种情况下都是女人和情人之间的对话。一些附属元素也是相同的，比如听起来相似的名字——伊莉莎和琳达，又或者是她们所戴的外形相似的帽子。音乐也相同。此外相同的还有镜头的角度、景别以及镜头之间的蒙太奇。同样相似的还有剧情的结构：首先发生的是女人和情人之间的对话；之后丈夫参与进来，三角关系又一次被建立（在这两部电影中，每部都是先由一架飞机开启发动机，然后是另一个）；最后当我们的主角独自留下时，那对夫妇起飞离开。

[image: ]
艾伦和琳达在电影《呆头鹅》中。



[image: ]
里克和伊莉莎在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位置正好与艾伦和琳达的位置相反。



然而在这两个场景段落之间同时又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这些区别首先表现在对话上。在《卡萨布兰卡》中里克对伊莉莎说：

“你属于维克多。……你现在必须听我说。……我们心里都明白，你属于维克多。你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精神鼓励。如果飞机离地，你不在上面，你会后悔的，或者不是今天，或者不是明天，不过很快，并且是后悔一辈子。……清高我并不在乎，不过要明白也不难，在这疯狂的世界，三个小人物就别计较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在这里男人知道如何指引事物的发展，是男人做决定。这种对话状态将伊莉莎置于一个传统性别关系中的从属地位。


对原型的批评作为一种功能



在电影《呆头鹅》中完全不同的是，对话双方的立场相互交换。艾伦对琳达说：

“你我心里都清楚你属于迪克，……如果等那架飞机离地，而你没跟他在一起，你将会后悔的。也许不在今天，也许不在明天，但是很快，而且会后悔一辈子。这来自《卡萨布兰卡》。我一生都在等着说这句话。”

琳达对艾伦说：

“我爱迪克，尽管像你这样棒的人给了我巨大的诱惑，但是我不能想象没有他的生活。……他需要我，艾伦。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我也需要他。”

这里没有固定的角色，也没有欺骗，而是这对恋人双方达成一致，决定分开。

电影《呆头鹅》在女主角的角色和最后的整体意识形态上都是有计划地背离它的前驱《卡萨布兰卡》。里克是一个典型的偶像，他是一个梦中英雄、一个神话、一个文化角色的化身——新科林斯王——一个永远失败的“硬汉”。在这一方面里克是一个超我的形象。与此相反的是反英雄的形象，他笨拙地挥霍着我们隐藏的恐惧，绝望地寻找一个榜样，内心的替代，一种支持。在《卡萨布兰卡》中命运的主题是放弃；主人公因为一些“事情”（即与法西斯的斗争）而牺牲了幸福。相反在《呆头鹅》中艾伦再一次遇到了“我的替身”“他的另一面（伪自我）”对他说：

“我想你不再需要我了，现在没什么东西是你不知道的，而我可以交给你了。”

艾伦自信地回答道：

“我想也是。我想这秘诀就是成为我自己，而不是成为你。的确，你个子不高，而且有点丑，但那又怎么样？我也足够矮足够丑，但我也能靠我自己取得成功。”

[image: ]
艾伦、琳达和迪克。（《呆头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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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伊莉莎和维克多。（《卡萨布兰卡》）



在《卡萨布兰卡》中是对为了战争而牺牲自己幸福的呼吁，这种呼吁在《呆头鹅》中变成了对找到自己并接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的呼吁。《卡萨布兰卡》以《马赛曲》（主题：战争）结尾并非偶然，《呆头鹅》以《你一定记得》（主题：爱情）结尾也同样是注定的。这首歌是《卡萨布兰卡》中的钢琴家山姆弹奏的，这部电影也是以他命名的（电影原名：play it again，sam
 ）。在这个场景中《呆头鹅》对《卡萨布兰卡》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并且出乎意料的尖锐。

对于一部电影的解读从它的传统参照到它的出发点和出处都可以像对电影《现代启示录》的解读那样富有成效。
(9)

 这部电影在音像店里多数情况下被错误地归入库布里克的“战争片”这一类，一些评论者也习惯性地将其误解为“越南电影”，然而这部电影其实是研究了三个版本的文学资料并把它们加工成一个带有自己道德上的情感主旨的作品。第一个所涉及的是迈克尔·赫尔（Michael Herr）的一本关于越南战争的回忆录《地狱背叛》，第二个是关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第三个是关于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 S. Eliot）的诗集《荒原》（The Waste Land
 ）。

所以这部电影先是在物质层面穿越了被战争蹂躏过的越南，然后在心理层面游荡在人类的自我内心，最后在神话层面上去追寻圣杯。


来源1：《现代启示录》，穿越被战争蹂躏过的越南



大量的细节、环境画面、场所和每一个情节都来自迈克尔·赫尔的越南新闻报道。比如“钢铁投掷器”和看起来很古老的黑人士兵的场景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中一个士兵在漆黑一片中杀掉了在战壕附近挑衅的越南人，它的可信度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来达到。

然而这纯粹是胡扯，战争在这里被象征化了，事实上它根本不是关于越南的准确历史。越南完全是为了对抗战争而设的布景和例子。《现代启示录》刻画了人类的相互侵略，一种以自我毁灭形式的世界末日，但是这些只出现在电影的前半部分。整个第二部分和越南以及美国的越南战争完全没有关系。


来源2：《现代启示录》，人类自我的内心之旅



《现代启示录》中在越南的美国人比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些白人士兵和在刚果河上的象牙猎人在性格上显得更加丰富。通过对第二个版本的文学素材的吸收借鉴，这个电影的整个结构才变得清晰起来。很明显，这部电影绝非简单地划分为两个部分，而是准确地按照康德拉的叙述来组织自己的结构；之前的段落记录符合小说的结构。借此每种旅程的象征意义就被表现出来，这些旅程将马洛（Marlow）
(10)

 从刚果河带到黑暗的内心。与这个版本相对应的是，这部电影的意义也是从外部转向内部：它是关于对每一种传统秩序的破坏，关于理想和价值的大量丧失，关于自我心灵的迷失和恐惧。康德拉的人物马洛同库尔兹的对峙表达了人类同自己心灵的阴暗和邪恶面的对峙。同样地，科波拉的人物维拉德和库尔兹的相遇（小说中的名字在电影中仍然被保留），则是对康德拉主题的纪念：这条重回原始并未拯救原始性和自然性，而是导致了人类同原初的分离。摆脱文明不是造成一种纯文化上的结果，而仅仅是一种糜烂和癫狂。

[image: ]
“钢铁投掷器”（《现代启示录》）




来源3：《现代启示录》作为寻找圣杯的神话



然而就像科波拉在借鉴了迈克尔·赫尔的越南新闻报道的基础上又采用了康德拉的叙事那样，他在康德拉的基础上还使用了第三种素材。首先是大量的神话象征和文字、主题上的借鉴，之后是维拉德这个人物形象，以及在电影象征性的结尾中科波拉引用了英国诗人和剧作家艾略特的作品，并向我们现代人做了一个新的阐释。这些出自《荒原》的关于主题和象征的例子有：

·任务，维拉德在一桌客人的圆桌旁接受了任务：就像那时的兰斯洛特（Lancelot）、帕西法尔（Parzival）、高文（Gawein）或者加拉哈德（Galahad）
(11)

 那样，他得去寻找圣杯。

·上校库尔兹这个人物可以看作是在荒凉的不毛之地忍受痛苦的费雪王（Fischerkönig）
(12)

 。

·扑克牌，由基尔戈（Kilgore）上校分配到死亡的越南人的尸体上。

·对于瓦格纳（Wagner）在直升机入侵时或者在原始森林中面对老虎时的提示。

·在船只意外事故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小狗。

·酋长的死，他在夹板上被一支长矛射穿，然后仪式性地被“埋在”了河水里。

[image: ]
在战争的动乱中庆祝神圣的弥撒。（《现代启示录》）



在这部电影的意义语境中，维拉德和库尔兹只是作为一种时代交替的宣言，他们体现的是同一个形象：维拉德是库尔兹的继承者。

当最后维拉德似乎在生命之水中得到了重生，在库尔兹献身之后，当他手里握着沾满鲜血的剑站在寺庙的台阶上时，当土著居民在这位他们国王的继承者前跪下时，维拉德的半边脸是处在阴影中的。

按照科波拉电影的道德和主旨来说，它的任务并不是遵循库尔兹之路，而恰恰是反对追寻，它是一种自我加冕，成为上帝。科波拉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置的精神，这种精神唤起了世界末日（Apokalypse）的语言。同时这种“世界末日的语言”现在成了一个机会——带着这种继续寻找生命的呼吁，因为考验还没有结束，精神的成熟还没有实现。

[image: ]
在对船员进行大屠杀之后的兰斯（Lance）和小狗。



[image: ]
《现代启示录》中人类象征性的重生。



[image: ]
维拉德在好与坏的分裂中。




影片主旨



受第三个素材的影响，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不再表现为一部政治电影（反越南，反战争），或者一部心理电影（发现自我或者人性中的黑暗面），而是作为一种带有教育意义的神话。如果不利用这些文学素材，电影《现代启示录》不可能完成自身意义的开启。毕竟科波拉自己在电影中也给出了明确的提示——当他在第1051个镜头中让库尔兹读艾略特的诗歌时，又或者当在第1069个镜头中摄影机摇过一张摆有燃烧的蜡烛和一些书本的桌子时，这些书的书名《金枝》（The Golden Bough
 ）（詹姆斯·弗雷泽著）和《从仪式到浪漫》（From Ritual to Romance
 ）（杰西·L. 维斯顿著）清晰可见，这些都明确地构建了一个神话的语境。需要注意的是，不是这些传统素材本身位于这些历史性的电影分析的中心，而是它们在一部电影中的具体加工，通过这些，电影可以被定位在一个文化的语境中。


 6.3　传记式电影阐释

第二种解读方式是以导演为导向的：把对于导演生平的把握作为一种方法。这里不是关于英雄或天才崇拜。传记式解读不只关注导演在一部电影中的艺术塑造。人们也绝非仅仅可以通过一部电影的导演采访来了解这部电影的主旨。这里不是将导演看作单个的个人，而是将他的生平作为一种功能性手段，作为一条通向更好地理解他的电影的道路。


对传记的掌握具有启发功能



因为是关于同一个人的电影，所以考虑在导演的生平线索中找到对电影的理解。将生平作为一种原材料的方法意味着去寻找这个人大量的、有影响力的、重要的生活状态、人生经历、问题或者角度。这些生平特征以及性格中的稳定性将会作为一种可识别的类型体现在电影中。当然它们不是以平面化的临摹在电影中出现，也不是直接地投映到电影中，而只是在这些性格的主要功能特征上被考察。关键的问题是，导演的生平线索是否服务于对于他的作品的理解，如果是的话，它在什么程度上服务了对其作品的理解呢？当然对于电影的理解必须再次回到电影自身。这里清楚的是，传记式的方法直接可以在结构上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它们是以系统地检测这个导演所有作品中有关生平的共同特征为目的的。因此对于导演生平信息的使用具有的仅仅是一种启发作用，也就是说，它使这种对于一种阐释性关系临时的、尝试性的猜想成为可能，而这些关系之后还要能够被再次检验。


导演的自我引证



在很多情况下，导演在他所有作品中制造出单个电影之间相互存在的关联。希区柯克的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自己所有的电影中都以一个小配角短暂地出现。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卫·林奇（David Lynch），他在电影《蓝丝绒》（Blue Velvet
 ，1986）中使用一根燃烧的火柴作为在极度欢乐和愉悦的时候连接性和暴力的象征——光着身子的桃乐茜要求杰弗里（Jeffrey）“弄疼我”“打我”，杰弗里开始还沉默不语，但之后就听从了她的话打了她：故意的，用力的——这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刺激的。
(13)

 在电影《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
 ，1990）的开始林奇也恰好使用了这种象征来表现这一基本母题，紧接着又将这一母题转化为歌曲《温柔地爱我》（Love Me Tender
 ）。


电影比较中结构相关性



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联系是个人的，在林奇那里是主题性的和意识形态上的，然而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电影《教父》和《教父2》之间却表现出结构上的关联性：这两部电影在结构上是平行对应的，但是在内容和意识形态上却是相对的。这里不仅仅只是一些内容上的对应，比如在《教父》开场为庆祝教父女儿康妮（Connie）婚礼的聚会，在《教父2》开场则是庆祝麦克（Michael）儿子降生的聚会，此外还有同Solozzo的谈判以及同Roth的谈判，等等。根据这两部电影的电影记录
(14)

 可以掌握更多重要的信息：《教父》中地位持续上升的教父、家族神话的建立以及在最后给教父及其家族所带来的无限荣誉；《教父2》中黑手党的衰落、教父的不断轻视，以及建立在恐惧、恨和死亡之上的悲剧性胜利被驳回。在《教父2》中没有进步，只是在塑造一种重复：已经建立起来的教父神话被他自己的连贯性和逻辑所毁灭。
(15)




成长的传记式主题



这种传记式的方法至今只是初步使用，成功地对希区柯克的电影进行了分析。这里以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为例来展示这种方法。
(16)

 对于斯皮尔伯格本人及其生平的研究能够促进对其电影更好的理解，同时还能提供一系列重要的特征。具体来说，在他的电影里经常会出现孩子对比成人世界的主题，童话对比日常现实的主题——同时这也是成长的主题。

这些导演的生平信息在这里仅仅起到一定的暗示作用，但它们也是很重要的：斯皮尔伯格是犹太人，童年时的他深受华特·迪士尼电影的影响。他曾经在采访中多次说过，直到今天他总还认为自己是彼得潘或者匹诺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有三个妹妹。在回忆中，恐惧一直在他的童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小丑玩具或者窗外一棵树的恐惧，担心有人藏在床底下，害怕房屋墙壁上的裂缝，等等。斯蒂芬生长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爸爸经常不在家，因为明显不适合成为孩子的模范。在斯蒂芬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独立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他的青年时代伴随着父母的离婚而告终。他的母亲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二十一岁时，他有了第一份合同。当时他的第二部作品已经在国际上大卖了。今天他早已是百万富翁和奥斯卡获奖者。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从未放弃过童年的思想。直到今天我依旧眷恋它。事实上我觉得，当我19岁的时候我已经停止成长了。”

接下来我们只局限于生平中不变的主题：成长的主题。事实上它所涉及的是一个理解他很多电影的关键因素。这并非指内容上的主旨或者也不是指代一个事实：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孩子占据着中心位置。而是说，成长本身在他电影的结构中起到功能性的作用。成长是一个重要的形式特征或者塑造特征，就他而言，这种特征在不同的电影中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可以通过《决斗》《大白鲨》和《紫色》（The Color Purple
 ，1985）这三个例子来具体说明。这三部电影都不像人们一开始看到的那样，没有一个是明显层面上的意义。《决斗》并非讲述一个美国的公路捣蛋鬼，《大白鲨》也不是一部关于危险鲨鱼的电影，而《紫色》也非一个纯粹讲述黑人的电影。取而代之的是，这三部电影分别讲述了成长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时刻。


对质的恐惧



在《决斗》中普通市民戴维·曼恩（David Mann，名字的象征性已经很明显）驾着自己的汽车行驶在公路上，却被一辆大卡车挡住并遭到司机的挑衅。这个司机的动机并没有交代，他从未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而且跟那辆卡车一样是匿名的。主人公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这种挑衅：开始他理智地消减这种挑衅，之后又忽视它，他尽力去淡化这种挑衅。后来他又想通过一个技巧来摆脱这种挑衅，想智胜对手。之后他又一次地忽视这种挑衅，试图去排除它并试图把它理解为一次性的行为。当这些没有成功时，他还力求妥协，然而妥协同想通过暴怒的强硬手段而摆脱挑衅的尝试一样，都以失败告终。他接下来希望协商的尝试也失败了，之后召唤帮助的各种尝试也都是徒劳的。最后当这种无法克服挑战的可能性降临时，留下的只是绝望的逃亡。直到最后，当他背对悬崖受到迎面而来的卡车的威胁时，戴维才转向这位入侵者，以决战的形式来接受这个挑战，保护自己——战胜大力士。

[image: ]
戴维·曼恩在《决斗》中受到一辆巨型卡车的威胁。



因此，《决斗》首先建立了一个中心，似乎是一个暗号，一个空白，对于观众来说，它可以是无数的可能性（这里是卡车）。随后这部电影又发展了剧情结构，这个结构作为一个事件模板展现：几乎所有可能的以及可以考虑的防御机制和冲突避免措施都上演了一遍，直到最后悲剧的净化作用（Katharsis）以对峙的形式登场。这些以分析建立起来的解读提供了一种对电影《决斗》真正主题的审阅角度：对峙的恐惧。这部电影迫使观众自己面对这种挑战，它在其中“引导”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防御机制直到最后的对峙。戴维变成了男人。成长在这里意味着自我的挑战，这种挑战一直都在。从它的结构上看，《决斗》对于那些畏惧对峙的观众来说，是一部科教电影。


性的恐惧（阉割的恐惧）



可与此进行比较的是电影《大白鲨》。这里的暗号或空白当然是大白鲨自己，它直到电影进行到一半时都没有或者只是暗示性地出现过，这也并非偶然。这里描述了一个明显的经历模式。那些看不见的、具有威胁性的东西首先是被宣传为不存在的，之后人们都尝试着避而不谈，然后又是低估它的影响。当它开始致命性地攻击或威胁到了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而变得近在咫尺时，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并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在邻居和朋友的齐心协力下鲨鱼被捕猎，实际上也真的有一只鲨鱼被抓住。人们自认为成功捕获了那只巨大的白色杀手，并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但实际上这个看不见的威胁再次袭击——之前所捕的鲨鱼只是一只替罪羊。当不能再回避这个看不见的威胁时，当人们再也不愿意一直封锁沙滩和放弃游泳时，战斗开始了。这里又是关于防御机制和恐惧的主题，但不是关于像在《决斗》中对对峙的恐惧，而是关于对性的恐惧，尤其是对性侵犯和阉割的恐惧。

悲剧所引起的内心净化作用（Katharsis）在于马丁·布罗迪（Martin Brody）——怕水的海岸警卫队队员以及普通市民马克·奥托（Marke Otto）对于这种威胁的否定。电影也并非一味地强调主人公是一个幸福的已婚父亲，以及拥有一个迷人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

[image: ]
昆特（Quint）的下半身在巨鲨的嘴里。（《大白鲨》）




分离的恐惧



第三个电影例子也是从同一个生平信息入手——《紫色》。没有个性的女主人公西丽（Celie）在这里就起着像卡车以及白鲨那样的暗示作用，她操纵着对电影的接受。通过这个人物电影刻画着那些各种各样设想的分离和关系。从它的情感基础结构出发，这部电影迫使观众去经历并在情感上“幸存”，以及在最后对于分离进行重新的评价。在开始时，分离表现为痛苦的、威胁的和反常的，它同悲伤和绝望相连，但是在最后它又积极地表现为一种关系的前提；不是作为失去，而是作为得到，作为释放和解放，作为觉醒和新的开始。《紫色》以作为厄运的分离（消极的）开始，以作为生活准则的分离（积极的）结束。观看这部电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一种同西丽对于分离恐惧的认同之中，经历分离并且领会分离。又一次战胜困难，以哀悼过程（Trauerarbeit）
(17)

 。通过它，成长被讨论。

[image: ]
男人通过武力分开西丽和她亲爱的姐姐。（《紫色》）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总结，将会发现：斯皮尔伯格在这三部电影中都刻画了成长的时光，描述了人格的成熟，同时还使用了一个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一致的结构（暗号的建立，经历某些行为方式，悲剧的内心净化作用）。他的很多其他的电影也刻画了这种成长的时刻：《第三类接触》对天真的幸福和救赎的渴望，“印第安纳·琼斯”三部曲里对于陌生和年轻的恐惧，以显示勇气为目的的冒险快感，《E.T外星人》中对于回归和幸福的天真渴望，《侏罗纪公园》中对于自然的恐惧，《铁钩船长》回到童话般的梦幻王国“永无岛”，再到《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
 ，1998）中找寻自我的问题和《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1）中孩子和人类之间的问题。


生平转变



作为电影阐释方法，传记体的方式自然必须参与到导演的所有作品的变化和转变中，这些可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单部电影。这在斯皮尔伯格的电视电影《邪灵》（Something Evil
 ，1972）和电影《吵闹鬼》（Poltergeist
 ，1982）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吵闹鬼》中虽然是由托比·霍珀（Tobe Hooper）担任导演，但这部电影深受既作为编剧又作为制片和部分导演的斯皮尔伯格的影响。
(18)



这两部电影表现出了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内容上、角色、剧情发生地点以及主题等都明显地相互符合。各自都讲述了一个超心理学现象，在两种情况里母亲都是主要涉及者。形式上的相符也是很明显的：两部电影都精确地表现出同样的剪切速度（平均每个镜头6.1秒），画面形象的复杂度也是一致的，从段落记录上看，剧情结构的平行性也是极其明显的。


从神奇的宗教世界经历……



虽然拥有明显的相同之处，但是这两部电影还是展示了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角度。在《邪灵》中作为一个具有魔力的物体，五角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事件的解释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坏人源于恶魔，他独立于人类，被认为是存在着的外部力量。在《吵闹鬼》中这种“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电视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对于事件的解释是一种社会批判：坏人来自美国社会，在家庭成员的恐惧中被具体化。

在《邪灵》中救赎存在于原始状态的重建之中和对于每个改变的负面评价之中，这种负面评价显现出恐惧感。妈妈马乔丽（Marjorie）在魔力五角星里意识到了她的母爱并能够从魔鬼那里夺回她的儿子。然而这只是又一次回到了原点。《邪灵》是一部带有环形剧情结构的保守电影。正是这种与社会的隔绝和这种世俗的理性思考引发了这种恐惧，并为坏人创造了一个抓住人类的机会。城市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幸福之地。


……到启蒙后的世界观



与此相反，在《吵闹鬼》中救赎首先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生，一个真正的新开始。母亲戴安（Diane）凭借她的母爱从坏人那里夺回了她的女儿安妮（Anne），但是这些还不够。在最后一部分，电影强调了人格成熟的重要性。直到戴安通过更多的考验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直到她在面对自己的恐惧之后才能达到剧情的终点。《吵闹鬼》将坏人描述成人或社会内部存在的东西。他来源于人物以及消费社会内部压抑着的恐惧，而这些人物就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救赎并没有同出发点相连从而构成一个循环，相反所有过去生活的象征都被打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电影是一个进步的电影。住宅区被带有批判色彩地塑造出来，它们拥挤不堪，阻碍了人格的发展。从而导致了消费社会同它的象征，尤其是同电视机的分离。

这就叫作关注传记式的方法：从《邪灵》（1972）发展到《吵闹鬼》（1982），斯皮尔伯格实现了从一个魔幻宗教世界观到一个以启蒙和社会心理为方向的世界观的过渡。成长不再被定义为摆脱魔鬼的神秘力量，而是摆脱社会和国际化权利和社会弊端。我们还可以再向前一步，将目光投向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e
 ，1993）：在这里压抑通过内心的净化作用被强调——面对社会和罪责的恐惧。
(19)

 在这里成长被证明是自我对峙以及对自己过去的加工。

人们不能通过人物的统一性来推断一个“手稿”的统一性。导演自身也在发展，并且能够塑造完全不同的主题、类型以及电影主旨。人物和作品也没必要是彼此统一的——一个“好”导演也完全可以制作出“差”的作品。导演本身没必要成为阐释和评价他电影的一个标准。但是传记式的电影阐释方式全方面地提供了一个电影理解参数。此外，传记式的方法还为电影的抽样调查提供了一个界限，这一界限也适用于电影分析。在社会学分析中这种优势（传记式的方法）却只是一个特殊情况。


 6.4　社会学电影阐释

约翰·卡彭特的作品属于一个特殊情况，他的作品几乎系统地塑造了美国的心灵创伤和对现代历史的集体恐惧——每部电影都与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此有以下几个例子
(20)

 ：

·《黑星球》（Dark Star
 ，1974）描述了对完全技术化和银河系争夺场面的恐惧，如同美国1969年执行的登月计划。这部电影早在1970年就开始筹备，从1971开始拍摄。

·《血溅十三号警署》（Assault on Precinct 13
 ，1976）是关于对那些极其愚蠢、匿名的暴力的恐惧，自1973年以来，越战以及美国一系列的主要由年轻人犯下的暴力、谋杀、抢劫和强奸事件使广泛的美国社会阶层倍感危机。

·《猫王》（Elvis
 ，1979），电视作品，正值1977年8月16日艾尔维斯·普雷斯利去世之际，批判性地讲述了摇滚歌手的传奇诞生。

·《夜雾杀机》（The Fog
 ，1979），讲述的是美国土著居民定居美洲时遭到的毁灭，以此来纪念美国200周年诞辰。

·《怪形》（The Thing
 ，1982），这部电影看上去是一部对1951年同名电影的翻拍电影，但实际上它讲述的是关于1983年人们对报纸所宣传的艾滋病的恐惧。

·《克里斯汀魅力》（Christine
 ，1983），它追溯了作为进步偶像的汽车神话，随着环境污染，尤其是臭氧洞的日益增大，这种进步在80年代初引发了对美国汽车制造业以及整个工业社会的批判。

·《天魔回魂》（John Carpenter's Prince of Darkness
 ，1987），它刻画了在伪宗教的典范作品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之后，信奉新教派的新纪元（New Age）。

由此可以得出卡彭特电影的历史意义：它们是观念电影（Idennfilm），它们的意义只有在同社会的时代意义进行类比时才能显现出来。


当前社会现象的明确刻画：观念电影



对于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电影分析，以及有时对于整个子类型来说，电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有据可查的。这就是说，大批拥有相同主题的电影是通过类似的编剧、类似的叙事结构或者角色处境来制作的。比如说已经被人所熟知的黑色电影、犯罪片和灾难片。还有一个例子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新出现的魔鬼电影（Teufelsfilm）。
(21)

 像《驱魔降邪》（Witchfinder General
 ，1968）、《驱魔人》（The Exorcist
 ，1973）和《凶兆》（The Omen
 ，1975），这些电影都是在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
 ，1967）的基础上拍摄的，它们代表着此类电影的延续，以及对于相同主题如女巫、着魔和反基督教的续集和其他变化形式。这些电影中无一例外地追溯了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

·对于性的恐惧，或者说是对于那些通过避孕药而实现性自主的女人们的恐惧。对此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以通告《人类生命的传播》做出了回应。把女人污蔑成女巫是一种可想而知的抵御和释罪机制。

·在后68一代（“没有父亲的社会”）的专制危机中的一种退化、幼稚的行为。处于母女关系中心的女儿的着魔和通过驱魔对他的救赎诱发了这样的幻觉，即：在无辜的青年时期可以长期地回避责任。

·面对水门事件（1972），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1972）阿拉伯对于以色列的袭击，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1973），希腊的军事暴乱（1973），英国政府对于北爱尔兰统治权力的接管（1973），越南内战（1974）等当时对于腐败、滥用职权、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惊慌，以及面对日益加剧的世界范围内的饥饿问题时超级大国之间恶意的军事竞赛。政治领导人被认为是腐败、渴望权力和无能的，对他逐渐消失的信任导致了无助感和对于反基督者道德败坏的恐惧。


当前社会现象的潜在刻画：类型电影



这些例子清楚地说明了可以从社会学方面的电影阐释中得到什么：在这里不是导演的“生平”，也不是“传统”规定了重要的范畴，而是“社会”。借助于社会学的“眼镜”，电影被安放在一个普遍的、广泛的社会语境中。这是关于电影同它所处时代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从电影的社会局限性出发去追问它的社会意义和功能。是关于支持或反对某一边缘群体、阶层、机构或者是处于质疑和与利益相对的人群的电影立场。社会学方面的电影阐释在对当前现实的复述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评价。


对于社会结构问题的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功能性刻画：畅销电影



对此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对于那些被用来作为分析样品的电影的选择。人们当然没必要一开始就将所有电影划分在一起，以至于分析结果似乎是预先设计好的，就如同人们变魔术时使用事先藏在礼帽中的兔子一次次地变出惊喜。有两种解决的办法：追溯导演的所有作品（约翰·卡彭特，当然也存在例外）和追溯特定时代的子类型（比如魔鬼电影）。对于那些同时期并同样成功的电影的分析是比较容易且具有成效的，这就是说，这些电影中必然含有这一特殊时代有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因素。这种尝试在19世纪70年代被使用，在这一期间，各种各样的小说和电影比如《爱情故事》《吉米去看彩虹》《教父》《校园浪子》和《女王密使》在德国、英国和美国都取得了国内或国际上的成功。
(22)



在明显的层面上，《爱情故事》讲述的是奥利弗和简之间的爱情。他们相识、相爱，在奥利弗父亲的极力反对下结婚，直到简患上白血病并离开人世。通过这个爱情故事仅仅只展现出了部分的电影剧情。对于剧情结构的清楚观察可以明显地说明：所有的剧情转折都与爱情故事无关，而是与奥利弗同父亲之间的关系相关。因此有两位父亲在这部电影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亿万富翁巴雷特二世（BarrettⅡ，奥利弗的父亲）和小面包师傅菲儿（Phil，简的父亲）。有趣的是在爱情关系中完全没有独立的情节发展。这些在通往婚姻路上或者婚姻当中的关系危机、争吵和阻碍都与奥利弗的父亲相关，或者是由他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而且在电影相当长的段落中都在描述奥利弗和他爸爸的关系。对剧情和人物进行一个完整的分析就会发现，奥利弗的爸爸从一开始就制造了《爱情故事》的中心主题，而且这个主题会贯穿整部电影。这意味着，在爱情故事最明显的层面之后还有第二个层面，即父子关系。更明确点说，爱情故事是归属于父子对峙的关系之下的。在第二个潜在的层面上才会有一个剧情上的明显发展，即关于奥利弗与父亲脱离关系的矛盾。简的父亲菲儿对于奥利弗来说如同朋友一样，他们之间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奥利弗同父亲决裂，放弃父亲为他提供的所有好处，并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这个世界。直到简死去之后（她的死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并且在美学上是可以接受的，在感情上是令人心碎的），他才最终达成与父亲的和解。

[image: ]
奥利弗在简死后同他的父亲和解。（《爱情故事》）



那些美国制片人并没有注意到电影的潜在信息，他们在《爱情故事》之后不仅制作了续集《奥利弗的故事》，而且还制作了电视剧《爱情故事》，在这部每星期更新一集的电视剧中女主角以其他的“悲剧”方式离开了人间。然而在第三集之后，这部电视剧由于它的失败和相当紧张的资金问题而被迫中止拍摄。

电影《吉米去看彩虹》改编于约翰内斯·马里奥·西梅尔（Johannes Mario Simmel）的同名小说。在明显的层面上它讲述了一个迷惑复杂的间谍故事，表面上看它同《爱情故事》（除了同时间获得了成功外）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美学上，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形式上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都毫无关联。这里也不能进一步地去研究三条叙事线索之间的牵连（间谍，纳粹的过去，爱情故事），也不去研究在两个时间层面上各种各样的交叉重合。然而在分析剧情结构时我们会再次发现，最重要的对剧情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切入点既不是间谍故事，也不是爱情故事，而恰恰是主人公马努埃尔（Manuel）同他父亲的关系。

[image: ]
主人公马努埃尔在寻找父亲。（《吉米去看彩虹》）



这里也是利用了极其长的镜头来描述父子之间的问题。就连在影片中出现的大多数人物，都只是在马努埃尔寻找父亲的过程中被各自揭示出来。所有的情节片段、线索和时间层面、整个电影故事和所有出场的人物都毫无例外地根据逐渐变化的父子关系而被安排，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分类中才具有意义。在《吉米去看彩虹》中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即马努埃尔认识到，现实中谁是他的父亲：一个秘密组织的特工，危险毒气的发明者，并且他还瞒着上司偷偷地将毒气卖给许多国家间谍，事实上他就是隐藏的纳粹卡尔·弗里德永（Karl Friedjung）。通过他的死马努埃尔最终完成了对于他父亲以及父辈罪责的救赎。

可以看出，这两部电影虽然存在着差别，但却拥有着同样的主题：父子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带有相同潜在主题的畅销电影还有《教父》（描述了纽约权力最大的黑手党首领）；《校园浪子》（关于所谓的学校女生对于她们假装正经的父母和老师的反叛，这些大人被心理学家和性教育家控制在所谓的正道上）；在《女王密使》中詹姆斯·邦德被安排在婚姻的幸福港湾之中；《呼啦，学校着火了》（Hurra，die Schule brennt
 ，1978）中，海因切（Heintje）、皮特·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和他们那些有趣的朋友拒绝学校机构，只是为了潜在去肯定它。还有在电影《国际机场》中所有的错误和混乱都最终被一个父亲般的角色解决，最后旧的秩序又重新起作用。当时的背景有社会的变革，比如越南战争、Springer集团
(23)

 的思想控制、德国紧急状态法（Notstandsgesetze）、许多德国政治家和记者的纳粹背景被揭露、伊朗国王沙哈的访问、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的遇害、鲁迪·度斯克（Rudi Dutschke）遭受暗杀，以及高校里的抗议活动。20世纪70年代的成功电影展示了这样一个与1968年的抗议活动在文化上的“和解”：

倒下的父亲又被重新放回到他的位置上——完全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文化加工”。这里社会学方面的电影分析可以成为文化史的一部分。


 6.5　特殊类型的电影阐释

有一种途径，开始时它使我们忙于将类型粗糙地塑造为一种引导认知的方法，这种途径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引导分析的阐释方法。类型是协定、是规则，它描述了一种历史次序。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指涉，将电影归入特殊类型的参考关系中。从根本上说，特殊类型的电影阐释连接了电影史上和社会学上的阐释，同其他类型的电影阐释相比，特殊类型的电影阐释可以更广泛地定位单个的电影，将电影放在一个处于社会属性的电影史中。


主旨的历史性



这种方法的丰富性在于系统性和历史性的对质：特殊类型的方法始终在追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与同一类型的其他电影相比，被阐释的这部电影哪里是保持不变的？通过哪些常量可以引导出类型属性？

第二，与其他电影相比，哪些发生了变化？通过哪些变量可以获悉历史上的类型发展？

第三，这些变化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这些类型内部的美学转变有什么意义？

以吸血鬼电影为例，它们可以具体地解释这副特殊类型电影阐释的“眼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玛吉特·多恩（Margit Dorn）有效且可靠地使用了这种方法。在这里我们可以集中在这几个例子上：《德古拉》（Dracula
 ，1930）、《天妖捉师》（The Fearless Vampire Killers
 ，1966）、《吸血鬼不死》（Jonathan，Vampire sterben nicht
 ，1970）、《千年血后》（The Hunger
 ，1983）、《吸血惊情四百年》（Bram Stoker' Dracula
 ，1992）。
(24)




历史材料（19世纪）



吸血鬼是一种返祖的、异教的想象，它可能与食人主义密切相连。第二个重要的来源也可能是基督教，将供奉的圣体比成耶稣的躯干，将酒比喻成受难者的血。吸血鬼不是伴随着吸血鬼电影这一子类型的出现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于文学形象中了，尤其是连续出现在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小说《德古拉》（Dracula
 ，1897）中。迄今为止这部小说已经被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上进行过阐释。

从社会学角度看，格拉夫·德古拉（Graf Dracula）以及他的吸血意图代表着19世纪最终被剥夺了权利的贵族对于那些在此期间掌权的中产阶级的复仇。在这部小说中这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势被明显地表现出来。

从心理学角度看，吸血鬼是一种乱伦欲望的化身，也就是说，强权父亲对于原始部落所有女儿和女人的性欲。为了使其他的关系和联合成为可能，乱伦的禁忌是必要的——然而是以被压抑的乱伦欲望乔装成吸血鬼的形象为代价的。

这两种阐释方法对于这部小说来说都是合理的，尽管在这里它只是间断地被陈述而且或许显得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除了在此期间的370多个例子之外，吸血鬼电影中也表现出大量该类型的元素，这些元素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阴郁昏暗的城堡和无恶意的市民；棺材里的乡土和野蛮的杀人狂；站在镜子前却不能成像，男性的魅力；性的吸引力和年轻女人的脖子；遇害者的顺从和吸血鬼猎人的固执和顽强；每次屈从委身之后越来越苍白和虚弱的身体；还有特定的音响和有意的布光；棺材盖子边缘的特写镜头，从那里复活的吸血鬼缓缓地伸出了他的手；蝙蝠，飘动的纱幔和起伏的女人胸部……同时还有大量单个电影的发展还没有被考虑，有的变成了情色电影，比如：《德古拉之好色吸血鬼》（Draculas lüsterne Vampire
 ，1971）或者《德古拉之性感冒险者》（Draculas erotische Abenteuer
 ，1979）；有的变成了魔鬼电影，比如《魔鬼的仪式》（The Satanic Rites of Dracula，1973）；或者变成了僵尸电影，比如《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1968）。然而吸血鬼电影最重要的特征以及这一类型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符号仍旧是吸血行为。这一个特征在各自具体的社会变迁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德古拉》（1930）——一部吸血鬼电影的经典和典范中，一方面德古拉塑造了一个浪漫的陌生人，他拥有神奇的魔力，掌握着统治权力并诱惑其他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危险、可怕、阴森丑恶的人物。在这种自相矛盾中明显隐藏着性冲动。这种冲动首先是通过基督教的象征被阻止，常见的有十字架或者十字交叉的棍子，再或者圣水，到最后这种冲动通过一个阳具象征物被消除，一般情况下是一把直入人心的木槌——这叫作：被驯化。这种心理领会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相关价值背景里变得有说服力（这个时代带有其性别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极端清教徒式的、压抑的道德）。德古拉表达了处于性成熟和婚姻之间的女人的性觉醒。就此而言，男人的视角处于统治地位，他看着心爱的女人被其他男人追求：那些潜在的竞争者有可能比他自己还有魅力。当电影中的男人手持长矛并将其戳入竞争者（“坏人”）的身体时，这个竞争的问题才算是解决了。这个电影中的男人可以是深处危机中的美丽女子的未婚夫，也可以是拥有权力的父辈，有经验的学者、专家，一般是带有头衔的教授。这个结束动作既是一个战胜男性竞争者的象征，也是一个执行同女性婚姻的一个象征。吸血行为在这里意味着性行为。


吸血行为作为性行为（30到50年代）



这一统治数十年之久的主题虽然发展出了大量的变体形式，但是这些变体形式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而且这一模式也面临越来越无聊的危机。对于电影类型的塑造以及对于电影中心主题的永恒意义的塑造，就它们本身来说就可以成为电影的表现对象——以漫画、戏弄、讽刺的形式。对此最出名的一个例子是罗曼·波兰斯基的《天师捉妖》（The Fearless Vampire Killers
 ，1967）。这里所有的，即那些在类型中作为独特的、典型的被塑造出来并为人所熟知的东西，在一个整体中被引用、积累、集中呈现并串联起来，从而使这些吸血鬼电影作为一种类型被制作成为娱乐的源泉。在这里，对于这一特征，以及一些不变的类型因素的夸张描写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一种滑稽可笑占据了上风。例如：吸血鬼是同性恋；极其迟钝愚笨的教授；女人们过分丰满的性感；被刺穿的僵尸猎手表现出的虚弱带给观众的一点微笑。


对于性禁忌的戏弄



在这部电影中吸血鬼以坏人的形象出现，但是他实际上已不具有威胁性。尽管在结尾教授的助手偏偏被自己心爱的、看上去已经获救的女人咬住而变成了吸血鬼，并继续活在这个世上，而且还继续去迫害他人。

这种转变的背景是：从60年代中期的一本正经的性伦理和西方民主社会小市民的主导地位转变为更多的宽容性、物质性、娱乐导向性以及新的自由价值和自我发展价值。将吸血行为作为性冲动和一个社会监管下高贵婚姻关系的乔装的做法现在显得无力和陈旧了。因此那些压抑的形象就可以被刻画和表现出来了。

[image: ]
老板的女儿莎拉（Sarah）依靠她丰满的身材来诱惑别人，并带有滑稽剧的色彩。（《天师捉妖》）




吸血行为作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60年代）



取而代之的是，电影的中心隐喻再一次地与新的价值体系相呼应，并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在电影《吸血鬼不死》（1970）中社会的政治和公益解放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正如60年代学生运动所追求的那样。在这部电影中不再有单个的、长发的吸血鬼猎人。乔纳森（Jonathan）对于观众来说只是一种代表，一个识别体，从他身上观众可以看到自己，他并不是领导者和主人公。他作为一个反对领土专制统治的革命先锋。吸血鬼不再是国王和他的仆人以及帮凶的化身。市民通过革命来反对他们的专治等级制度。在反抗这些专制统治者压迫的斗争中，大量来自市民和农民阶层的群众策划了起义，并在最后将吸血鬼驱赶进了大海。同时富人、知识分子和贫苦民众进行了会谈——这是一种完美典范，因为它无论在历史上三月革命前的时期，
(25)

 还是在当前的学生运动中都未曾实现。在“人民战线”成为统治思想的这个意义层面上，《吸血鬼不死》通过刻画了所有受压迫人民的团结来塑造一个政治上的乌托邦：为反抗和革命辩护。

相应地，观众的移情作用在这里被有意地阻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影的美学策略是以间离和“脑力劳动”为目的，比如：通过演员有距离感的说话方式和朗诵式的对话；通过对于连贯叙事的缺失或者通过剧情中的跳跃和空白；通过未加解释的象征性符号；也通过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基督受难和拯救的意识形态的有意提示，通过这些，对于类型传统的技巧性覆盖被识别出来。


吸血行为作为文化帝国主义（80年代）



在80年代吸血鬼电影中的吸血行为不再作为一种性冲动的象征，也不作为战胜的束缚的消遣，还不作为应该克服的政治压迫的象征，而是像在《千年血后》中那样具有一种全新的意义。
(26)

 相应的提示在电影开始时就已经存在，这部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当代，在曼哈顿：“欲望”
(27)

 不再意味着性欲。这里伯爵或封建君主不再处于中心位置。就此而言，它不再是关于在争夺性成熟的、作为资产阶级财产的女人的竞争中拯救高贵的婚姻，不再是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和政治乌托邦的转变。

事实上《千年血后》更多的是刻画了一种完全别样的转变，即一种从欧洲过渡到美国的价值转变。欧洲是通过最初的两位主人公玛丽安（Miriam）和约翰（John）的腔调展现，通过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展现，通过经典的音乐和家庭练习曲，更加普遍的是通过对传统的，尤其是古典的文化和艺术的偏爱来展现，这些大量的细节一再地出现在画面、对话以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件里。相反，美国则被塑造成日常化的美国，它的形象是通过摇滚音乐和迪厅来确定，通过金钱，通过年轻的职员萨拉（Sarah）和之后的主人公汤姆（Tom）之间的现代关系来确定，通过警察和医生，通过新潮文化、忙碌的工作、富有野心的医学研究和科学来确定。在《千年血后》中最主要的替换是女吸血鬼玛丽安（代表着一个古老的法国贵族）同后来成为吸血鬼的萨拉（代表着后现代化的美国大都市）之间的替换，这一替换标志着一种主导文化被另一种主导文化所代替。

影片开始时玛丽安和约翰在迪厅“引诱”一对年轻的情侣，但这并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更重要的：对于生命的欲望和贪婪，永葆青春，害怕身体的衰老。两性关系并非是所有关系的中心，女人被指认为是同性恋：玛丽安引诱了萨拉，她在电影的结尾也去引诱了另外一个美丽的女人。两者都符合80年代普遍的生活感受：完全的美国主导，或者说是欧洲文化、传统、价值的失去感；在两性之间重新建立一种新关系的尝试失败，这种关系可能比之前的关系更牢固。


从对性欲和政治解放的贪婪到最后允许死去的欲望



《千年血后》使用了吸血鬼电影中的常规元素和传统，但它却为了创新使用了新的表现手段。在之前的经典吸血鬼电影中，比如在《德古拉》和《吸血鬼不死》中，当这些吸血鬼通过吸血行为这一主要的象征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贪婪以及对于永生的渴望时，针对吸血鬼猎人的角度和立场都是带有偏见的。相反在《千年血后》中观众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吸血鬼，同他们一起遭受那些为了永生的可怕代价：青春永驻的形象在时间上是被限制的，它必须通过在棺材中的木乃伊的继续存活来实现。那个作为永生象征的古埃及的生命符或者十字架在这里失去了价值，似乎最终被允许去死的欲望所超越。换句话说：吸血鬼不再想咬食人类并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伴侣或者另外的吸血鬼，而是自己想变成人类，并且最后能够死去。这种对性欲和政治解放的欲望首先被对生命的贪欲所代替，之后又被通过拯救贪欲的欲望所取代。

这种经典象征意义的改变在科波拉的电影《吸血惊情四百年》中保持延续。虽然性元素在这里被明显地标识出来——露西（Lucy）作为放纵的性瘾者，乔纳森（Jonathan）同时与德古拉三个未婚妻的群交，表现出吸血鬼动物般的性能力。但与此同时它又一次地说明，这部电影不是关于性方面的越轨，而是吸血鬼德古拉和凡人女子米娜（Mina）之间的爱情关系处于中心位置。

[image: ]
米娜出于爱将剑刺入德古拉这位伯爵的心脏，割下了他的头颅，以此来给予她这位最挚爱的人最后的宁静。（《吸血惊情四百年》）



德古拉没有自私地吸米娜的血并放弃过正常的吸血鬼生活，而是出于爱决定对米娜永远断念。米娜不能再看他忍受这样的痛苦，同样出于对他的爱，米娜决定刺向他，割下他的头颅来救赎他：真爱的目的不是自己，而是爱人，吸血鬼通过死完成了救赎。通过米娜的帮助，德古拉从魔鬼变回了人类。其中隐藏了多少90年代全新的价值转变的时刻，目前还不清楚。这一类型的历史还将如之前所预料的那样继续前进，并且一再地在中心主题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制造出吸血主题内容上的创新，比如《刀锋战士》（Blade
 ，1998）。这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电影，甚至是不同电影类型的创新性结合。


 6.6　跨文化电影阐释


新的电影类型



90年代末电影院里还有大量的故事片，这些故事片将这些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种族，以及由它们互相碰撞时所产生的问题和机会置于中心位置。这些可能存在于剧情和地点上，也可能存在于人物和他们的处境中，或者是在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相应的意识形态中——这是一类在不同价值和标准下的带有明显反差和对立的电影。对此的相关背景是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以及移民数量的总体增长，它们在这里当然能体现出文化上的作用并在电影中体现出来：全球化的市场也意味着全球化的电影市场（比如所谓的“移民电影”“全球电影”“世界电影”“双文化电影”“后殖民主义电影”“跨文化电影”）。对于这一特定的新的电影群体来说，跨文化电影阐释的使用是有意义的，而且在这一点上，标准和价值的判断在文化上要接受一个混合的形象。

不同于多元化民族、国际化或者国际文化这些观念，跨文化在这里意味着文化的融合性连接，这些文化不再局限在政治民族的层面，也不局限在彼此相邻或者相互之间多少存在着相同文化关系的层面。跨文化更多的是描述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典的文化观念被消解，这些观念并不需要拥有相同的政治相关性，不需要都定位于全球化中。明显的是，这一过程并非是封闭的。这些文化向内的高度区别和向外的多元联合是一种不断增长的文化融合在生活实践上的棘手问题（沃尔夫冈·威尔士）。而这些问题自然没有很多人看见，它们逐渐消失或者明确地被回避。这里不仅仅是指巴基斯坦人在英国，美国人在日本，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意大利，土耳其人在德国，而是指这些像在宗教、社会角色、两性关系以及衣、食、住、行、交流、工作等不同的日常文化上的不同的基本观念。它们既不是相互冲撞，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人们相互间占有它们，这或多或少也是一种必然：它们不断地相互渗入。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陌生的事物逐渐靠近，它们转移到“我”的个体，与此同时自我也能够接受这种陌生的特性。于是就再次产生了一个对于身份和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问题的追问。
(28)




跨文化电影美学



在一种破除了文化边界并建立一种融合的情况下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一种跨文化的电影美学。不仅是经典的电影类型，美国电影美学和欧洲思想的融合，大众电影同小众电影的融合以及商业电影和独立电影的融合，联合摄制当然也包括国际市场上的受众问题。更多的是电影的形态储备和意义储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因为截至目前还存在很多不是以这种特殊的阐释方法为手段的电影分析，所以人们还没有超越最初的观察和部分的评判。更确切地说，人们意识到这些缺陷：


剧情



·传统的情节主题只会让人们领会到一种比如像德国青年和土耳其女人之间、一个被拒的政治避难者同一个德国老女人之间或者一个加纳人同一个意大利女人的爱情故事，在其中人们打破了西方爱情的传统经验和期望，退回到各自完全别样的、高度不同的对于爱情和社会情境的观念里。之前所信任的都突然变得难以理解，色情变得日常化，之前显而易见的现在变得不堪忍受。在这些电影中剧情地点处于世界各地，同时这些不同的社会框架相互之间都保持在一个受限的空间里。


角色



·相应地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但是这些剧情上的可能性将自己推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通过将人的故乡空间和生活空间塑造成一个过渡的过程，这些人作为电影角色赢得了复杂性和暂时性——而这些阻碍了迅速的认同。父亲和母亲这样的角色，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友谊和家庭这样的社会结构都被作为众所周知的固定元素被消解，并且在对相关文化参照的追溯中分别进行新的阐释。这尤其也适用于，当肤色变得不重要（或者直接起决定性作用）时，或者宗教显得具有局限性、相对化（或者完全相反）时。紧张度和动力的展现在这里也有别于常规——它们很少在最初就体现在剧情和角色层面，而更多地体现在行为价值和行为主体目标之间的冲突上。


结构



·不仅使叙述和塑造的事物出现了混乱，而且叙述模板也发生了改变，比如目标明确的连贯性被循环和重复所打破。剧情要素的顺序被片段化的图像或者与文化相连的剧情线索或人物的平行性所代替。正如在好莱坞和印度电影之间存在不同一样，像音乐这些电影结构在剧情旋律上、乐器上、节奏以及意义功能上也被设计得完全不同。语言直接作为一种（难以理解的）陌生语言出现，并有可能通过翻译的字幕来强调。滑稽、讽刺或幽默带有一种在背景上不被熟悉的矛盾性。或者颜色的象征化也迫使我们去进行特殊文化上的解码并且开始破坏常规。


标准和价值



·因此，所有都是以标准和价值分析为目的，并被归属于这种分析之下；所有都是在这种目光下被阐释。不同于之前所提到过的《威尼斯疑魂》，在这部电影里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此类方法，然而在这里是关于明显不同的、对抗性的、自我矛盾的标准系统，是关于更多的尤其是关于陌生的文化的价值冲突，这些冲突是如何在剧情和形象中体现的？它们是如何在结构中被塑造的，以及是如何作为这样一种形式被传输的？跨文化的电影阐释不带有文学史或电影史的传统“眼睛”——对于这些电影来说，还不存在这种传统。这种跨文化分析是以导演的生平特征及其所有作品为导向，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它们可能较晚才会出现成效。它们不会选择去广泛地追溯给定时期所处的特定社会，也不会将一部电影定位在它所述的类型中去，因为社会和类型的单一性在这里确实是没有效力的。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解途径，这种阐释更多的是使自己参与到将世界瓦解成文化碎片中，参与到困惑的改变、相遇过程、语言中，参与到文化的“迁徙”中以及人物和价值系统的阐释中。


例子：《通天塔》



作为范例这里只举一部电影来说明跨文化电影阐释：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的《通天塔》（Babel
 ，2006）。对此首先要如往常一样先回到剧情分析、角色分析和结构分析上来，这些涉及了混合的文化标准和判断，涉及了世界作为一个过程，涉及关于电影主旨的意义生成的历史，它们都可以被考虑进去。


剧情分析



《通天塔》的剧情是很典型的，也是不容易复述的。这部电影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剧情线索以及剧情地点（美国/墨西哥、摩洛哥、东京），一个主要情节和两个次要情节，它们之间相互交织。在主要情节里有主人公理查德（Richard）和苏珊（Susan），一对在摩洛哥旅游的美国夫妇。它们几乎占据了所有场景段落的一半。在第一个次要情节里保姆阿米莉亚（Amelia）带着两个孩子麦克（Mike）和黛比（Debbie）穿过美国边境驶向墨西哥。第二个在东京上演的次要情节里暗含着一个猎人在摩洛哥旅游的故事，在那里他送给一个摩洛哥首领哈桑（Hassan）一把猎枪。在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这种规律的、不平衡的跳跃中，这种开始看上去相互独立的故事，其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明显，在这个过程中紧张刺激的中断具有了一种连环冒险的功能。最后事情变得明显：开始相互独立的故事在因果逻辑上彼此相连。但是唯独电影在剧情层面（比如以阶段或大段落为形式）上的那些可以生成意义的结构还没有被认识到。


角色分析



电影中的角色都是“普通的”，他们的行为是可信和可预料的。这里没有英雄，但更多的是主人公和那些令人喜爱的人：在摩洛哥的理查德和苏珊，在墨西哥的阿米莉亚和在日本的千惠子。

只有摩洛哥的导游，美国边境警察和旅游巴士里的美国游客在这里扮演着“坏人”的角色。在这三个剧情线索中孩子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是在摩洛哥的尤瑟夫（Yussuf）和阿穆德（Ahmed），在墨西哥的麦克和黛比以及在东京处于青春期的千惠子。与此相应地，这里没有单个的人，而是群体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处于重要位置：阿卜杜拉（Abdullah）和他的家庭，苏珊和理查德（相互之间以及同他们的孩子之间），理查德同旅行团的摩洛哥导游，阿米莉亚同两个孩子，最后是千惠子分别同她的朋友、父亲以及警察马尼亚（Maniya）之间的关系。很有特点的是这些关系中的一些并没有结果，甚至是它只是关于一种暗示或者一个暂时的结果（比如理查德和苏珊又相互更加了解）。相反的是，其他一些关系的发展则被有意地保持开放的状态。（如，在墨西哥被驱逐出境的阿米莉亚）电影结构上的世界一直处于变化中——一个连续的变化过程，它允许在有限时间内的强调和观察。

[image: ]
千惠子生活在东京，作为一个大城市里的无名小卒，她的孤独源于种种障碍：聋哑人和青春期问题。



在《通天塔》中，结构发生了多样性的错乱。各种单个场景被复合性地保持，电影中既有平行的剧情，也有小的时间跳跃和闪回。具有影响性的是部分的时间顺序被置换了，它首先展现出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电影的叙述：阿穆德在摩洛哥朝一辆旅游巴士开枪（段落3），但是直到后来我们才得知，他击中了车里的苏珊（段落7）。麦克和黛比在非常晚的时候才通过照片的形式被明确地证实是理查德和苏珊的孩子（段落37）。我们直到在电影的最后五分之一处才得知，阿穆德或者说是哈桑的步枪来自千惠子的爸爸这一事实（段落38）。理查德同儿子麦克的通话在一个明显的对时间连续性具有破坏性的情况下展示了两次：第一次是麦克在听筒这边——在美国（段落4），然后是理查德在电话这边——在摩洛哥（段落47）。这种对立性体现在故事和情节中，也体现在将武器作为所有事件的中心联系要素上：哈桑在摩洛哥把它卖给了阿穆德的父亲，因此阿穆德有了枪（段落1）；这把枪是千惠子的爸爸送给哈桑的，他不要这把枪是因为千惠子的妈妈是用这把枪自杀的（结束段落49）。来自不同文化的音乐，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些结构对电影《通天塔》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语言有时被译者翻译，有时被写出来，有时通过电话或手机来传达，有时通过字幕或者手势来使人理解。交流不仅仅发生在语言和肢体上，而且也通过抚摸、击打和暴力，通过安静，通过赤裸，通过光秃的景色、无名的大城市街道和空间上的隔离来实现。然而这些都毫无例外地在影片主旨上发挥作用，并且直到跨文化层面上才展开了它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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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给孩子解说如何使用步枪——他说着母语，电影中通过字幕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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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莉亚同黛比和麦克在墨西哥—美国边境地带的沙漠中。




主旨分析



电影的中心主旨在片名上就明显地与圣经“巴别塔”寓言相关，人类建造巴别塔，是为了能够像上帝一样——对此《旧约》中恼怒的上帝要求通过武力和破坏来实施统治：“来，我们下去，在那里要混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各处，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座城。”正如在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电影批评中所假设的那样，这部电影自然也没有证实在当今社会全球化的目光下语言的混乱和交流的障碍。它并非是关于所谓的（民族）理解上的困难，不是关于人类潜藏的失语性，不是关于所谓的交流的失败，更别提是关于什么命运或罪责。完全相反的是，《通天塔》更多的是想展示：

·所有的大洲、民族和文化（从剧情上看）是相互连接的。

·人类，尤其是孩子，他们作为个体（从角色上看）在他们的关系中超越了所有文化上的局限和不便，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比较的、“人性的”。

·（在形式上）同时性的非同时性，只是作为感知的一个方面，因此它并不起什么作用，语言的不同性对于聋哑人来说完全不构成交流上的障碍。

·（就主旨来看）文化的差异最终也不起决定作用：个体孤立的危机、个人的孤独都可以跨越所有国家和大洲，跨越所有的文化、年龄、地点和社会阶层而通过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家庭的形式被克服。

因此在《通天塔》的中心思想里，它是一部充满艺术性的、积极的电影。这部电影构建了相关文化的共存，构建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的活力可能是陌生的且具有妨碍性的，但它与我们关系密切。《通天塔》改变了世界的结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目光。因此一切人类跨文化的相互理解是可以不断增长的，这作为一种呼吁是具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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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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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四年前，我来德攻读电影美学博士学位，之前在国内读过一些西方电影理论，但是真正接触西方的电影分析还是在来德之后。他们对电影细致入微的分析态度以及一些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使我受益匪浅。本书作者法尔史提希先生具有多年媒体研究和教学经验，本书作为专业电影分析入门级教程已经再版三次，基于其理论和分析实践两方面的成熟度，我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申请翻译本书，希望能为中国电影学领域贡献微薄之力，同时也为想系统了解电影分析的学者提供些许参考。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好友樊叶的支持。作为本书的校对，她的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校对的职责范围，同时樊小姐还独立完成了本书前言部分的翻译工作。无数个下午我们在图书馆一起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力求尽我们之所能确保翻译的准确性。然而能力有限，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望读者日后悉心指正。最后感谢好友弗洛里安对于我翻译工作的支持！

谨以此书献给自己在德求学的日夜以及远在东方的思念！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夜

于德国图林根州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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